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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

“国际政治”似乎非常简单，摊开世界地图、听听国际新闻、到世界各地转转，“天下大势尽在掌握”的感觉似乎就油然而生了。然而，当我们真正对国际政治展开研究工作，深入一个一个具体的地区观察其地缘政治形势的时候，人们就会发现我们身处的世界是非常复杂的、靠听听国际新闻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对外国的很多东西的认识还显得很不确切。举个例子来说，近日读了两本书，都提到一个人物：

俄国外交人士相信自己已经培养了一个对抗奥地利的防御集团，但是他们醒悟得太晚，没有发现巴尔干同盟攻击土耳其。法国数学家庞加莱说：“俄国想踩刹车，但发动引擎的其实就是她。”
[1]



但在当年夏天访问圣彼得堡的法国总统、冷静的数学家普恩加莱警告俄国人说，巴尔干同盟不仅包含着与土耳其发生冲突的萌芽，而且也包含着与奥匈帝国冲突的萌芽，这阴暗地预示着未来的欧洲大战。
[2]



以上两本书都提到了一位“数学家”，这是一种误解。这两本书中提到的人物应当是一个人，他就是曾三度出任法国总理并曾经在1913年至1920年担任法国总统的Raymond Poincaré，中文一般将其译为“普恩加莱”或“彭加莱”。他的亲兄弟Lucien Poincaré是一位物理学家。他的另一位同宗的兄弟Jules Henri Poincaré（一般译为“庞加莱”）才是著名的数学家。因此上述两本著作都是把作为政治家的Poincaré与作为数学家的同姓人物混淆了。

另外，前述后一书中还提到“当年夏天访问圣彼得堡的法国总统、冷静的数学家普恩加莱”，在1912年8月访问俄国时，普恩加莱的身份仍是法国总理兼外交部长。

由此可见，对国外的许多情况，我们掌握得并不准确。在本书中难免也存在这样的错误，希望读者带着批判的精神阅读本书。

二

中国崛起的过程，也是加深对世界的了解并形成中国自己的国际战略的过程。我们可以观察到，在英国、美国、俄国（苏联）、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崛起或开展对外殖民活动的过程中，这些国家对全球的研究程度、了解程度也在不断深入并且逐渐形成了本国成熟的国际战略。目前中国的“走出去”工作才刚刚起步，可以说，我国当前对国际事务、他国事务的了解、认知相对于美国等大国仍明显有所滞后。这种局面，乃是我国经济、政治实力的反映。随着我国政治、经济实力的增强，这种局面必然会发生改变。但是在此过程中，在对全球情况的研究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开展深入、有效的工作。

一个国家的崛起，离不开实事求是的精神，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实业界和国内，我们需要这种精神；在社会科学领域，在对国外事务的研究中也需要这种精神。

相对而言，我国既有的国际政治研究工作对发达地区的研究要显得更加深入一些。这也是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实力的反映，因为这些国家能够吸引中国的研究者。至于国际上的那些不甚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由于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相关的研究条件比较有限，因此有关研究工作就显得相对比较滞后，中东欧就是这样一个地区。

三

“中东欧”一词在我国出现的时间并不长，许多人尚较陌生。该词主要指欧洲的中东部，也就是除去苏联的欧洲部分之外的欧洲东部地区，这个地区包括两个地理单元，一个是“东中欧”，另一个是“东南欧”。

“东中欧”意为中欧的东部地区，包括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等国。“东南欧”基本等同于巴尔干半岛。但是，从地缘政治角度讲，巴尔干半岛上的希腊又被视作地中海国家。

本书所指的“东欧”在地理上即相当于今日之所谓“中东欧”。“东欧”这个称呼来源于冷战时期。在苏联未解体的时候，乌克兰、白俄罗斯、波罗的海三国等国家并不存在，因此夹在苏联和西欧之间的地区便被称为“东欧”。苏联解体后出现的、地理位置上更靠东方的国家则被一些研究者称为“新东欧”。本书所要研究的是“老东欧”，即冷战时期的“东欧”（但不含东德），今天的所谓“中东欧”。

冷战无疑对“东欧”的形成、对东欧地区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缘政治单元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在“二战”结束后、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形成之前，“东中欧”属于天主教文化圈，“东南欧”属于东正教和伊斯兰教文化圈，因此从文化上讲，“东欧”国家并不属于一类。但是从政治命运上讲，“东欧”国家又极其相似，因为它们都处在各自文化圈的边缘、处在强大政权的夹缝之中，受到大国的影响较大，自己能够决定自己命运的时间较短。在“二战”结束后，“东欧”国家增添了另一共同之处，那就是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在冷战之中和之后，提起东西方的划分，似乎“东方”一词是与社会主义相关联的，“西方”一词是与资本主义相关联的。然而在欧洲，东西方的划分早已有之。从古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罗马，基督教分裂为天主教和东正教两大派系开始，欧洲就已经分裂为东西两部分了。但是东西方的标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直到“二战”之前，德国和奥地利还是被视为中欧国家而非西欧国家，在“一战”中，同盟国即被称为“中部大国”（central powers）。到了“二战”后，德国、奥地利才主要被列为西方的一员（但是东德仍属于东方）。

东西方的对立在欧洲古已有之，但东方并非一直是落后的代名词。虽然在近代西欧地区率先出现了工业革命，但是在工业革命之前，在东、西欧地区的实力对比中，两部分并没有质的区别，甚至有时东欧政权要更加强大，例如东罗马维持的时间比西罗马要长，在西欧地区遭遇日耳曼人入侵而四分五裂的时候，东罗马的文明曾显得比西欧地区高雅得多。匈牙利人、波兰人的国家也曾一度非常强大。因此可以说，直到近代工业革命以后，西欧才真正获得对东欧的优势地位。

在东、西欧实力发生转变的过程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东欧成就了西欧。东欧地区更加接近亚欧大陆中部，在近代之前，来自亚洲的强大游牧部落的打击往往会落到东欧地区之上，例如匈牙利人、蒙古人、突厥人对欧洲的侵略最终都落到了东欧之上。而在这种过程中东欧则成了西欧的保护伞和防御墙，在东欧遭受侵略的时候，西欧地区则能保持发展。外族的入侵也造成了东欧地区的民族构成情况异常复杂。东欧地区的民族构成之复杂，也影响了这个地区的发展。

在近代之前，东欧地区的民族往往被大型的帝国政权所统治，最重要的有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帝国的统治使得东欧地区的民族难以形成自己的国家。在近代，东欧地区的主要民族为建立自己的国家而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然而这种努力亦给东欧民族带来了许多痛苦。本书就着眼于这样一个问题而展开论述。

四

本书原为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仅作了少许改动，原题为《东欧地区民族分布状况的复杂性对民族国家的影响研究》。在此要感谢我的导师、北京大学中东欧研究中心主任孔凡君教授，正是他给我命了这样一个题目。孔凡君教授对中东欧地区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以“孔寒冰”为笔名发表了大量关于中东欧研究的著作和文章。没有他的指导，本书也不可能出现。此外在我写作博士论文期间，欧盟为我提供了Erasmus奖学金，使我得以到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大学进行为期两个学期的留学，该大学正位于马其顿地区，马其顿地区是东欧地区民族问题最为突出的地区之一，这次经历为我写作本书提供了极大的助益，在此对欧盟致以谢忱。

尽管如此，本书的局限性仍是明显的。有学者指出，“如同所有的推理方式一样，即便是最精心设计的实验和模型也有着巨大的局限性”。本书的“实验和模型”就是东欧地区主要的民族交叉分布现象对该地区的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发展发生了影响的案例。尽管本书所选取的案例都是东欧地区最明显、最典型的案例，但本书所揭示的民族分布状况与该地区的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之间的关系也仅仅是全部现实状况中的几个主要事例而已，这些都无法代表、涵盖所有现实情况。此外，我虽然到了巴尔干半岛，但并没有深入东欧地区的各个国家中去进行深入的实地研究；虽然与来自东欧各国的人士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但并没有广泛地了解东欧地区群众的普遍想法。而且我不懂得东欧地区的所有语言，难以获得全面的第一手资料，这就使得本书在某些问题上欠缺参考资料，对某些问题没有彻底研究清楚。加之我研究东欧问题的时间不长，积累不厚，对东欧地区的民族问题尚没能做到张口即来、如数家珍的程度，因此本书难免会有一些舛误之处，对此，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夏庆宇



乙未春日



于大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1]
 〔英〕马克·马佐尔：《巴尔干：被误解的“欧洲火药桶”》，刘会梁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第107页。


[2]
 阎京生、刘怡：《塞尔维亚的轮回：近世的南斯拉夫与战争》，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第43页。



内容摘要

东欧地区的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何以充满曲折？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复杂的民族分布状况无疑是造成东欧地区民族国家“难产”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历史上，东欧地区的多民族交叉分布的局面与国际纷争、历史纠葛、领土争端、文明冲突等因素纠结在一起，引发了众多的政治矛盾和斗争，使东欧地区难以顺利形成稳固的民族国家。

东欧地区的民族分布状况可分为主体民族的分布状况、少数民族的分布状况两个层次。主体民族的分布状况是决定东欧地区的政治格局的基础，大量少数民族的存在则给该地区的政治局势增添了无穷的变数。东欧地区民族分布状况的复杂性的最明显体现是空间维度上的民族交叉分布、跨境分布现象，以及民族分布状况在时间维度上所呈现出的繁复演变。

民族迁徙活动、周边强大民族的影响、国际体系对东欧政治版图的调整是加剧东欧地区民族分布状况的复杂化的重要因素。

东欧地区的民族分布状况所造成的影响体现于其在国内政治、国际关系、地区政治和世界政治等层面都制造了众多的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对东欧地区的民族国家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今后这个地区的民族问题仍不容小觑，虽然和平与发展乃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东欧地区各民族之间长期的历史恩怨和心理隔阂并未也很难消失，其潜在的影响力仍然存在着再度表面化的可能性。

东欧地区的弱国多、民族矛盾多、大国对本地区事务的干预多这三个特征是三位一体、互为因果的，共同构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历史上东欧国家的弱小使得大国可以对该地区的民族纠纷进行武断的处置，而这种武断的处置又进一步衍生出了新的民族矛盾；民族矛盾众多的现实既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东欧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处于弱势地位，又为大国提供了干预这个地区事务的机会。由于这个恶性循环的存在，东欧地区成为世界上民族矛盾最突出、建立民族国家最困难的地区之一，而复杂的民族分布状况则是导致东欧地区呈现出上述三个特征的重要诱因，是促使上述三个特征构成一个恶性循环的重要连接点。


关键词：
 东欧　民族分布　跨境民族　少数民族　民族问题



绪论

一　基本概念与本书问题的提出


1. 对本书基本概念的界定


在提出本书所关注的问题之前，首先对本书所使用的基本概念加以界定。

第一个基本概念是“东欧”。

在国际政治学的研究中，如将某一地理区域作为一个整体开展独立的研究，其前提大致有两个。第一，这一地区具有共同的政治特质，如此才能将该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对待。第二，这一地区的政治现象具有典型性，如此对其进行研究才具备一定的价值。前者所涉及的是开展有关研究的可行性和合理性，而后者所涉及的则是有关研究的意义和代表性。对本书所涉及的东欧地区也应首先从上述两方面进行考察。

本书所谓的“东欧地区”指的是冷战期间地缘政治意义上的“东欧”地区，即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民主德国八国所在的地区，但由于民主德国于1990年合并入联邦德国，因此本文将民主德国所在地区排除在研究对象之外。

在“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形成之前，学界并没有形成广为人们统一使用的、指代东欧地区的代名词。德国新闻媒体在“二战”前曾将这个地区称为“Zwischeneuropa”（夹在中间的欧洲），其中“zwischen”一词与英语中的“between”一样，都是指“某一事物处在两事物之间的位置上”这样一种状况。英国学者艾伦·帕尔默的著作使用了“the lands between”这一词组来指代“East-Central Europe”（东中欧），中文译者将这个词组传神地译为“夹缝中的六国”。
[1]

 还有学者曾用“Middle Zone”（中间地带）或“Central Europe”（中欧）来指代“东欧”地区。最早将这一地区称为“东欧”的学者是国际著名的东欧研究专家休·希顿-沃森，他在“二战”结束之前即使用了“东欧”一词指称后来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诸国所在地区（但不含东德）。
[2]



冷战结束后，地缘政治意义上的“东欧”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当前地理意义上的中欧和东南欧两个地区。其中，位于中欧地区的“东欧国家”包括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四国。位于东南欧的“东欧国家”包括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黑山、马其顿、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九国，即巴尔干半岛上除希腊、土耳其（国土的一部分）之外的所有国家。
[3]

 本书所研究的“东欧地区”的地域范围是中东欧地区的主体民族自形成以来在历史上的主要生活区域，这个区域与今天的中东欧地区大致重合，但在某些历史时段中会稍有出入。

如上所述，“东欧”一词有着特定的历史含义，主要适用于冷战期间。但为了叙述的方便，本书不分历史时段，将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诸国（本书将民主德国排除在外）所在的地区统称为“东欧”。

本书所说的“东欧”地区，从地理上讲又可分为两部分：东南欧和东中欧。“东南欧”一词所指的范围基本等同于巴尔干半岛。在巴尔干半岛“约7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星罗棋布着罗马尼亚、希腊、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波黑、马其顿、斯洛文尼亚、黑山等10个国家；其中最大的为罗马尼亚，约23万平方公里，而最小的黑山只有1.3万平方公里”
[4]

 。此外的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则属于东中欧地区。

目前在国际政治学的研究中，对国际政治格局中的“高地”开展的研究占据了主导地位。这里所谓的“国际政治高地”，指的是美国、西欧、俄罗斯等强大的国际政治行为体，也就是国际政治中的强势国家或地区。然而，对围绕国际政治格局中的“低地”而开展的研究工作亦不可忽视（所谓的“低地”自然是指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弱势行为体、弱势地区）。这是因为对国际政治中的“低地”进行研究不仅是完全必要的，而且这方面的研究还可以为人们观察国际政治提供另一种视角，能够使人们看到问题的另一面。

相对而言，“东欧”地区无疑是一块国际政治“低地”，甚至可以说是处在由周边强国构成的“高山”的夹缝中的政治“峡谷”。历史上，这里的国家在多数时候在面对强大的邻国时都处于弱势地位。东欧地区的这种政治特质乃是世所公认的，人们常常用“火药桶”“无主之地”“防疫封锁线”“防波堤”“缓冲区”等耳熟能详的词语描述东欧或巴尔干地区。有学者指出，“罗马尼亚的行为曾经——并且在当今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诸如法国、俄国和德国之类的更加强大的政治-军事单位（这些单位既有帝国也有民族国家）的意图、目的和行为的形塑”
[5]

 ，东欧地区的其他国家何尝不是如此。一般而言，东欧地区给世人留下的一个重要印象就是一块处在两旁政治“高地”中间的“低地”，这里的国家最突出的共同特质就是在历史上听从大国摆布的时间相对较长，自己能够决定自己命运的时间相对较短，这种政治特质也可总结为东欧地区的“弱国”较多。

然而，东欧国家在多数时间里都在国际政治体系中较为被动只是这些国家共同的、外观上的特征之一。如果追溯东欧地区的历史，对这一地区内部曾经发生过的政治事件进行观察，人们还可以发现这里存在着“相邻民族之间的矛盾多”“大国对本地区事务的干预多”的特征。例如，历史上东欧地区的民族、国家之间曾爆发过许多战争和冲突，“这些历史记录包括1912年和1913年的两次巴尔干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1919～1923年的希腊-土耳其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1940～1945年）、冷战（1945～1989年）、南斯拉夫的消亡（1989～1990年）；以及最后的、在20世纪90年代在南斯拉夫的后继民族国家之间出现的种族-民族主义的回潮及相应冲突的回潮，这种回潮的顶点是北约（主要是美国和英国）领导的、在1999年春季对科索沃和塞尔维亚的轰炸，此外，更加近期的是2000年在马其顿共和国中阿尔巴尼亚族和马其顿族之间的内部冲突。”
[6]

 上述这些战争和冲突既反映出东欧民族之间的矛盾，其间亦伴随着大国对这个地区的事务的诸多干预。如果再加上前面提到的“弱国多”现象，那么就可以说东欧地区普遍存在着较为典型的“三多”现象，即：弱国多、民族矛盾多、大国干预多。由于东欧地区诸国的这种政治特质比较相近，因此，本书将它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

第二个基本概念是“民族”。

在英语中，“nation”一词既可指“民族”，也可以指“国家”。因此“nation”一词往往指形成了国家的民族。牛津词典对“nation”一词的定义是：“nation是一个由大量人口组成的集合体，这些人口因共同的血缘、语言或历史而紧密地联系成为一个独立的人群。这样的一个集合体通常以一个独立的国家的形式组织起来并占有一块确定的领土。”
[7]

 可见，这一定义提出的构成“nation”的4个要素为血缘、语言、历史、地域。此外，斯大林对“民族”所下的定义还将共同的经济生活和心理素质两个条件作为构成“民族”的要素。然而这种对“民族”概念的定义方式存在着一定的问题。首先是其并不十分符合东欧地区的情况。东欧地区的许多民族并不占有一块确定的领土，例如东欧地区的许多民族的生活区被分隔在了不同国家之中，而且东欧的许多地区都是两个乃至多个民族对该地区的主权存在争议的地区。其次是这种定义并不能解决两个问题。其一，在时间以及状态上，一个人群在到达了哪个时间点、达到一种怎样的状态之后就构成了一个“民族”？例如，在历史上中国的“汉”民族是逐渐形成的，那么在历史演进到了何种节点之上时，原本亦具备共同的血缘、语言、历史、地域等要素但并不具备“汉”民族这一身份的人群就构成了“汉”民族呢？其二，何以某些具备共同血缘、语言、地域等要素的人群并未构成一个民族，而是构成了多个民族？如有学者指出，“南斯拉夫的民族战争是在三个并不具有独特的体质特征、并不具有各自独特的人类学起源或种族起源的人群之间进行的……这三个人群是同一类人”
[8]

 ，也就是说前南地区的克罗地亚族、穆斯林、塞尔维亚族具有共同的血缘、语言、地域等特征，但在现实中却成为三个并不十分友好的、各自独立的民族。

本书对“民族”概念的理解是：判断一个人群是否属于一个“民族”这一问题是与某一时代人们的认识、人们的观念相关的，对“民族”的认定应符合某一时代的人们的普遍认知。例如在先秦时代，人们的观念中并没有“汉”民族的观念，至近代这种观念却确然形成了；在中古时代，克罗地亚族、塞尔维亚族等观念在人们的心目中亦未形成，到20世纪初期，克罗地亚族、塞尔维亚族之间的差别在当时人们的认识中尚较模糊，到了21世纪，这两个民族之间的区别在人们的思想中已经根深蒂固了。因此本书所提到的“民族”都是在现代人的观念中公认为一个独立民族的“民族”。从这种角度来说，亦不必费尽心机地对“民族”这一概念下一个必定会有缺陷的定义；但在不下定义的情况下，从本书的上述理解角度出发而对“民族”概念的使用亦不会引发争议。与本书作者的观点相类似，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认为“民族”这一概念意味着“某些人类群体在面对另一些群体时会体现出一种特定的团结感”
[9]

 ，因此对民族的认定还是要以现实中的具体情况为依归。美国社会学家罗杰斯·布鲁贝克（Rogers Brubaker）也认为“‘民族’是一种‘实践’的范畴，而（在首要的意义上）非一种分析的范畴”
[10]

 。

此外尚可区分一下“nation”与“people”（民族）、“ethnic group”（族群）两个概念的差别。

“people”一词的本意主要指人群，而非某一政治实体，如有学者指出，“假设我们可以忽视从外部进行界定时所涉及的那些问题，那么很显然任何特定政治实体中的‘people’仅仅是指该政治实体中的人口而已。”
[11]

 因此，“people”一词在表示民族的含义时往往是指某民族，而“nation”这一概念除了指民族之外还可以指与某个民族相对应的政治实体。

“族群”这一概念主要侧重强调某一人群的血缘联系：“尽管有时难以清晰地区别族群与民族。但族群倾向于强调有关人员都是共同祖先的后代，族群似乎是一个扩展开来的家庭，而民族这一概念关注的焦点是人民所由以出身的领土。”
[12]

 此外，“族群”比“民族”更加原始、更加自然，而“民族”则需要经过一定的历史发展、需要建立起“民族”的意识和身份特征才能形成。例如有学者作了如下描述：“现实中存在着这样一种互相促进的情况：如果族群试图通过建立起国家来使自己作为民族的地位实现合法化，那么国家反过来也会试图依靠发掘‘民族’的自豪感来使自己实现合法化。”
[13]

 由此可见，不是所有的“族群”都能够形成“民族”。因此，“族群”这一概念的外延比“民族”概念的外延更大一些。此外，“族群”还可以指某一民族中的某个群体、某个社区。在本书涉及的“跨境民族”问题中，居住在母国之外的某一民族的群体即属于族群。


2. 本书问题的提出


“民族主义的兴起与民族国家的创立乃是过去两个世纪中出现的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发展之一。”
[14]

 本书着重关注的亦是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问题。本书所欲回应的核心问题是东欧地区各民族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何以会充满坎坷。

“民族国家”最初出现在历史舞台之际，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首先，民族国家是近代历史的产物，“由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体系是一种相对晚近出现的事物，主要是过去的两百年中的产物”
[15]

 。其次，民族国家最初是西欧地区的产物，“民族国家是西欧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革命的产物，是现代国家的基本模式”
[16]

 。最后，民族国家是西欧地区的民族摆脱封建制度的产物，最初是作为封建制的对立物而出现的。中古时期西欧地区普遍实行的封建制度与中国周代实行的分封制相类似，这种制度使权力分散在封建主手中，王室权力大幅削弱，国家呈一盘散沙之势。为摆脱这种局面、建立强大的政权，西欧地区在近代纷纷建立起民族国家。

“民族国家”概念与“民族自决”有着天然的联系。只有民族实现了“自决”，“民族国家”才能建立，这是毋庸赘言的。

西欧地区出现的建立民族国家的潮流随即对整个世界造成了重大影响。美国学者查尔斯·蒂利认为近代以来“出现了三个影响力最大的事件。首先，几乎整个欧洲都形成了对国家的疆域和相互关系进行了充分界定的民族国家。其次，欧洲的体制几乎推广到整个世界。最后，先期建立起民族国家的国家对新成立的国家的组织机构和疆域发挥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这三个变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在欧洲居于领导地位的国家通过殖民、征服和向非欧洲国家渗透的方式积极传播了欧洲的体制”
[17]

 。然而查尔斯所说的“欧洲”确切来说应当是“西欧”，而不应当包括东欧。这是因为东欧地区的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绝不能与西欧地区同日而语。至于二者之间存在的差别，须从“民族国家”的内涵谈起。

“民族国家”是一种界定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模式。“带有连字符的‘nation-state’一词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将从严格意义上讲属于政治领域的‘国家’与属于文化领域的‘民族’联系在一起，从而将两个不同的分析领域结合在一起。”
[18]

 “民族”是一种人类共同体，“国家”是一种政治实体，“民族国家”的基本含义是由“民族”所建立的“国家”。“民族国家”概念在最初出现之际就体现了这种含义。例如18世纪末在法国也是在欧洲较早倡导建立民族国家的“西哀士断言，民族包括所有的社会阶级，并构成了一种体现总体利益的共同意志。由自由民结合而成的民族组成的政治社会就是民族国家”
[19]

 。由此可见，民族国家的最初含义就是由某一民族组建的民族性政权。直到今天西方学者仍持这种观点：“民族国家是这样一种国家：它把一个特定的民族作为自己的标志，这个民族的人民并不被仅仅看作是国家的‘统治对象’，而是被看作一个在横向上相互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社会，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国家从属于这个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特征与民族的特征之间存在着一种一致性。”
[20]

 “民族与国家二者之间的相辅相成的关系保证了民族国家以一种文化性政治体的形式得以维持存在并维持着其生命力，直到今天这种情况仍未改变。”
[21]

 “可以将民族国家定义为一种依靠民族主义原则获得合法性的国家，这种国家的成员形成了一定的民族团结和融合。”
[22]

 “在‘西方’，或者更准确地说在西欧的‘西北部地区的国家’中以及这些国家的白种人殖民地，出现了一种宣称对‘它的’领土拥有正式的政治主权和拥有一种以在其领土之上生存的‘人民’或‘民族’为基础的合法性的国家。这种国家就是我们所说的民族国家。”
[23]

 在这种“民族乃是国家的基础”的思路之下，“民族国家”中的“民族”应与“国家”存在着较强的对应性，二者紧密联系、不可分割，有关“民族”的人民应对“国家”怀有较强的认同感，最理想的状态就是达到“民族”即是“国家”、“国家”即是“民族”的境界——“民族主义的最令人熟知和在历史上发挥了最大的影响力的形式就是这样一种原则：民族是政治主权的基础，而获得政治主权是民族的正当权利和最终目标。这一原则当且仅当民族和国家结合在一起、形成民族国家时才能得到实现。”
[24]



“在那些最强大和最发达的国家将民族国家确定为标准的政治组成单位之后，这种情况就对其他所有地方的政治发展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影响。”
[25]

 但随着“民族国家”从西欧地区推广到世界其他地区，其内涵发生了变化。由于世界上的许多地区都是多民族共处的地区，因此组成民族国家的“民族”不再必然是一个自然的“民族”，“一个民族被包含在一个政治实体内，这个政治实体就是一个民族国家或仅仅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在另一方面，一个民族国家可能包含几个民族”
[26]

 。多个自然的“民族”要想构成民族国家，必须实现一定程度的民族融合，如有西方学者对“民族国家”这一概念给出的定义为：“民族国家是一种现代政治机构，其特点是形成了这样一种国家：它垄断了特定领土范围内由它所规定的合法地使用暴力的权力，并且试图通过实现文化、语言的同质化的方式将处于它统治之下的人民统一起来。”
[27]

 由此可见，民族国家对本国内部的民族的融合程度有着较高的要求。民族国家往往会热衷于实现本国内部民族的统一与融合，如有学者指出：“与帝国不同——帝国的特征就是其人口的多样性，民族国家是一种语言、一种民族特征、一种宗教的最积极的推动者——即便有关国家之中不仅只有一个民族或有关国家能够对其疆域之内的少数民族的某些方面予以容忍”
[28]

 ，“民族国家是建立在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一种共同的历史特征与文化特征的建构的基础之上的。而民族主义——通过语言、文化、历史展现出来——则为民族国家提供了意识形态方面的支撑”
[29]

 。

一般认为，民族国家“与历史上的国家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主权独立、领土完整、边界清晰，全国民众不再是效忠帝王的臣民而是效忠国家的公民，国旗、国徽、国歌等成为体现国家统一的标志和人民认同的象征，统一的制度模式、统一的教育体系、统一的官方（通用）语言等因素成为凝聚全国人民和塑造统一民族的保证，全国人民不论种族、民族、宗教、语言、文化和社会生活方面的差异，都享有共同的国籍身份，从而构成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如中华民族、俄罗斯民族、美利坚民族、法兰西民族等。这就是民族国家模式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基本政治理念”
[30]

 。

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理念之下，东欧国家很难称得上是真正意义的“民族国家”。首先，在历史上，甚至迄今为止，东欧国家内部一直存在着比例较高的少数民族人口，有学者指出：“治权的多次转移以及欧洲的地缘政治在20世纪中所产生的影响使大量的少数民族生活在自己的祖国之外；事实上，在东欧，大约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属于少数民族。”
[31]

 （东欧各国中少数民族的人口比例方面的有关情况可见表0-1。）其次，东欧国家内部所实现的民族融合的程度也难以与其他成熟的民族国家相媲美，一般来说，东欧国家中的少数民族人口对国家的认同感并不足以达到形成民族国家的程度。因此东欧国家中并不存在明显的民族与国家的对应感、一致感，这些国家在达至名副其实的“民族国家”之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表0-1　东欧地区各国国内少数民族人口比例*[image: 022]







*
 本表中的数据基本上是东欧各国的官方统计数据，东欧国家一般会倾向于将本国境内少数民族人口的数据调整得较低一些，因此有理由相信东欧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的实际比例会更高一些。另外，科索沃地区的有关数据为：人口179.9万人，少数民族人数18.2万人，少数民族人口占的比例为10.1%。


科索沃地区的数据来源为：Kosovo Agency of Statistics, Estimation Kosovo Population 2012, http://esk.rks-gov.net/rekos2011/repository/docs/Estimation%20of%20Kosovo%20Population%202012.pdf, 2013-11-27。Statistical Office of Kosovo, Final Results of the 2011 Kosovo census, http://esk.rks-gov.net/rekos2011/?cid=2，92，2013-11-27。

① Statistical Office of Montenegro, STATISTICAL YEARBOOK 2011
 , http://www.monstat.org/eng/page.php?id=101&pageid=101，2013-11-27.

② http://www.stat.gov.mk/OblastOpsto_en.aspx?id=2，2013-11-27.

③ http://www.stat.gov.mk/OblastOpsto_en.aspx?id=2，2014-1-13.

④ http://www.czso.cz/eng/redakce.nsf/i/population，2013-11-26.

⑤ http://www.scitani.cz/sldb2011/eng/redakce.nsf/i/preliminary_results_of_the_2011_population_and_housing_census，2014-1-12.

⑥ National Statistical Institute of the Republic of Balgaria, 2011 Population Census-main results
 , http://www.nsi.bg/census2011/PDOCS2/Census2011final_en.pdf，2013-11-27.

⑦ Statistical Office of the Slovak Republic, Demographic data from population and housing censuses in Slovakia, Table 10 Population by nationality
 -2011，2001，1991，http://portal.statistics.sk/files/table-10.pdf，2014-1-12.

⑧ INSTITUTI I STATISTIKES, POPULATION AND HOUSING CENSUS
 2011，http://www.instat.gov.al/media/177354/main_results_population_and_housing_census_2011.pdf，2013-11-27.

⑨ Statistical Office of the Republic of Slovenia, http://www.stat.si/eng/tema_demografsko_prebivalstvo.asp，2014-1-12.

⑩ Statistical Office of the Republic of Slovenia, Census of population, households and housing
 2002，http://www.stat.si/popis2002/en/rezultati/rezultati_red.asp?ter=SLO&st=7，2013-11-26.

⑪ 由于科索沃已经于2008年宣布独立，塞尔维亚在2011年进行的人口普查所得出的上述数据并不包括科索沃。Statistical office of the republic of Serbia, Population, households and families-database, Population by ethnicity
 , http://webrzs.stat.gov.rs/WebSite/Public/ReportResultView.aspx?rptId=1216，2014-1-13.

⑫ Hungarian Central Statistical Office, Preliminary data of the population census
 2011，http://www.ksh.hu/nepszamlalas/tables_regional_00，2014-1-12.

⑬ BiH Agency for Statistics and entity statistical offices, PRELIMINARY RESULTS of the
 2013 Census of Population, Households and Dwellings in Bosnia and Herzegovina
 , http://www.bhas.ba/obavjestenja/Preliminarni_rezultati_bos.pdf，2013-11-26.

⑭ Valerie Hopkins,“Bosnia census results threaten power-sharing system,”Global post
 , http://www.globalpost.com/dispatch/news/regions/europe/131113/bosnia-census-results-threaten-power-sharing-system，2014-1-12.

⑮ COMISIA CENTRALǎ PENTRU [image: 023-1]
 privind rezultatele provizorii ale Recensǎmantului [image: 023-2]
 -2011，http://www.recensamantromania.ro/wp-content/uploads/2012/02/Comunicat_DATE_PROVIZORII_RPL_2011.pdf，2013-11-27.

⑯ CROAT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Census of Population, Households and Dwellings 2011
 , 2. POPULATION BY ETHNICITY, BY TOWNS/MUNICIPALITIES, 2011 CENSUS, http://www.dzs.hr/default_e.htm，2013-11-26.

⑰ THE CENTRAL STATISTICAL OFFICE, Demographic Yearbook of Poland 2013
 , http://www.stat.gov.pl/cps/rde/xbcr/gus/sy_demographic_yearbook_2013.pdf, p. 185，2014-1-12.

不仅东欧各国国内的少数民族人口比例较高、民族融合程度较低，从建立民族国家的进程上看，东欧地区形成民族国家的过程要比西欧地区曲折许多。第一，从时间上看，东欧地区的民族国家的出现要比西欧地区晚上许多。“葡萄牙、西班牙在欧洲最早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继之而起的荷兰也是先摆脱了西班牙的统治，随后建立起民族独立国家。18世纪英、法的崛起，依然是从建立民族国家开始的。”
[32]

 而东欧国家最早成立于19世纪末。第二，东欧地区的民族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往往是分“几步走”才完成的。匈牙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一直统治着众多斯拉夫民族，在“一战”后才成为单一民族为主的国家。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都于1878年实现独立，但保加利亚直到1908年才正式脱离奥斯曼帝国获得完全的独立，罗马尼亚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与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罗马尼亚族人口实现统一，在“二战”中这两个国家又受到德国的控制。波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实现了复国，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又遭到德、苏两国瓜分。此外，“二战”前波兰国内的少数民族人口仍占该国总人口的1/3以上，直到“二战”后经过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该国的少数民族比例才出现大幅缩减。
[33]

 第三，东欧地区的民族国家出现了多次裂变。南斯拉夫在20世纪90年代一分为六，也就是说到20世纪末有关六国才建立起民族国家。
[34]

 捷克斯洛伐克于1992年年末分裂为两个民族国家。第四，有些民族至今没有实现民族的统一。阿尔巴尼亚在1913年实现独立，但本民族的生活区至今没有实现统一。匈牙利民族亦未统一，至今匈牙利周边三国之中仍存在着大量的匈牙利族人生活区。第五，有些民族国家仍处在不稳定状态中，如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正在争取从塞尔维亚独立出来，以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

罗马尼亚历史学家曾指出：“从地理和历史角度来说，罗马尼亚仍然是不完整的，从社会发展角度来说，罗马尼亚也是不成熟的。”
[35]

 何止罗马尼亚是如此，这种状态可以说是东欧地区各民族国家在近代历史上的典型状态。

总之，作为引领全世界范围内建立民族国家之潮流的西欧地区的近邻，东欧地区的民族国家不仅在形式上出现的时间较晚，其出现过程要比其他地区的民族国家复杂了许多、曲折了许多，而且迄今为止东欧地区的国家在实质上仍难以达到那种民族国家一般应当达到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境界。那么，东欧地区的民族建设民族国家的过程为何会如此艰难？对于东欧地区的民族国家发育较为迟缓、艰难的问题，国内、国际的学者曾做出过不同的解读，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

第一，地缘政治说，即东欧地区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想要称霸欧洲、欧亚大陆乃至全世界的国家都必须首先征服这里，这种地缘政治环境使东欧地区难以形成民族国家。例如，英国学者麦金德曾将东欧定义为“心脏地带”的核心区，“谁控制了东欧，谁就控制了心脏地带；谁控制了心脏地带，谁就控制了世界岛；谁控制了世界岛，谁就控制了整个世界”
[36]

 。麦金德所谓“东欧”的范围比本书所指的东欧地区更大一些，但仍包含本书所谓的“东欧”地区。从自然地理角度看，“地缘政治上的东欧是由地理上的中欧国家和东南欧国家两部分组成。前者从北至南横贯欧洲大陆中部，可以说是连接欧洲东西部的桥梁。后者位于欧洲、亚洲和非洲交汇处，可以说是扼守三大洲的咽喉要道”
[37]

 。来自亚洲的劲旅要想到达西欧必须通过这里，而来自西欧的强国要想到达东方亦复如此。因此来自东西两方面的军事压力都曾对生活在东欧地区的民族的独立自主造成了强大的冲击。从人文地理角度看，东欧地区自身的民族构成非常复杂、彼此发挥了制约作用，而周边又有诸强环伺。大国对这个地区虎视眈眈，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神圣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沙皇俄国等先后在这里争霸称雄，使这里的民族往往难以主宰自己的命运。东欧的地理位置的这种特征给生活在这里的民族建立民族国家造成了巨大的困难。

第二，文明冲突说，即东欧地区是多种文明交汇之地，文明之间的冲突必然导致文明的载体——民族、国家——之间发生碰撞，从而为这里的民族国家的建立增添了障碍。这种观点的最著名代表是美国学者亨廷顿。但亨廷顿的理论主要针对的是冷战结束之后的世界——“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于1993年一篇文章中表示，他在波斯尼亚战争中看到一场‘文明的冲突’，并且认为巴尔干半岛位在这场冲突的一条全球断层线上”
[38]

 。不同文明诱发的冲突在东欧地区表现得极为典型。历史上，东欧地区的各民族自定居该地区起就受到希腊文明、拜占庭文明、西欧文明的影响，后来又受到奥斯曼文明和俄罗斯文明的影响。从宗教角度看，东欧地区受到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教的影响。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较大，不同宗教之间的对立也极为明显。文明之间的冲突给这个地区种下了难以穷尽的对立、隔阂、敌视、仇恨的种子，而文明的不统一也使东欧地区难以出现统一的民族国家和强大的政治联盟。

第三，大国干预说，即周边大国不断在这里肆意插手、追南逐北，使东欧地区时常成为大国决斗的舞台，使东欧本已矛盾频仍的政治生活更趋繁乱，使这里的民族难以建立起自己的国家。有学者指出：“大国为了争夺欧洲和世界长期争斗不已，时常将东欧变成战场，而战争后果的主要承担者往往又是东欧的民族和国家。”
[39]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为数不少，如前南斯拉夫学者认为，帝国主义之间的争霸斗争是巴尔干成为“火药桶”的根本原因。
[40]



上述学说对东欧地区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较为曲折这一问题的解析分别侧重于不同角度，各有其道理。本书认为，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导致东欧地区的民族在建设民族国家的过程中遇到强大的阻力，那就是东欧地区的民族分布状况异常错综复杂这一具有典型意义的现象。

东欧地区各民族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状况异常复杂，由此引发了种种矛盾，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后果。对于这一现象，许多关注该地区的学者早有认识。学者们用“百衲被”“万花筒”“马赛克”等形象的词语来形容这里的民族分布状况的复杂性。如有著作指出：“东欧不仅像一幅用碎布块拼成的被面，而且像一口大锅，在那里面，各种种族和少数民族的矛盾在沸腾。”
[41]

 “事实上，这一地区是世界上最色彩斑斓的地区之一——一个各种民族、种族集团、语言、方言、宗教、文化的万花筒，它们之间的差异要比西欧各国之间的差异更大。”
[42]

 其中，“马赛克”一词似乎最能形象地描述该地区的民族分布状况。

“马赛克”一词原指由五颜六色的玻璃、石子等材料构成的图案，这些玻璃、石子本身颜色各异、对比强烈、反差鲜明。后来“马赛克”一词被借指多种不同的事物混杂在一起但同时每种事物又保持了自己原本属性的状态。因此学术界还有“文化马赛克”“宗教马赛克”等提法，由以说明一个地区或国家的文化、宗教的多样性。
[43]

 当“马赛克”一词被用来形容民族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形态时，其基本内涵即指民族的多样性和混杂状态。同时，这些混杂在一起的多个民族并没有很好地实现民族融合，至少是居于一处的民族之间对立的程度仍然大于融合的程度。“民族马赛克”一词被西方学者在文章中用于形容众多地区和国家，东欧是其中的典型地区之一。美国学者斯蒂芬使用“马赛克”这一词语描述东欧国家时，主要意指东欧国家中一般都存在着人口比例较高的少数民族或者一个国家是由多个民族联合而成的，进而说明东欧国家普遍存在着多民族混居杂处现象这样一种典型的状态。
[44]



突出的民族问题的存在是东欧地区各民族难以建立起成功的民族国家的主要原因，而东欧地区的民族问题的最直观、最生动的体现就是这里的民族在空间上、地理上的混杂分布。东欧地区的民族分布状况异常复杂这一现象在全世界范围内堪称颇具典型意义的。东欧地区民族分布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民族数量较多。正如英国学者指出的那样：“与西欧的更加同质化的社会相反，东欧一直被加以着重强调的就是这个地区的极度的民族多样性。”
[45]

 还有学者指出：“对于并不十分了解东欧地区的人来说，这一地区留给他们的一个突出印象可能就是相对于这个地区的面积而言，生活在其间的民族的数量之巨。整个东欧地区的面积大概是西欧的2/3大。在西欧，5个民族——英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德国人——占据了该地区9/10的面积。生活在东欧地区的民族的数量要比这5个民族的3倍还多。所有这些民族都被挤入了这个相对狭小的空间里。”
[46]



第二，各民族混杂相处、掺杂而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空间分布形态。这种形态就是一幅色彩斑斓、繁星点点、令观察者眼花缭乱的民族“马赛克”。有著作这样形容这种状态：“甚至在每个民族自己的家园中都有其相邻民族的居民混杂于其间，在自己民族中间生活着作为少数民族的相邻民族的居民，而在相邻民族那里本民族的同胞也在作为少数民族而生活着。”
[47]

 此外，由于历史原因，相互杂处的民族又往往相互怀有敌对情绪，由此造成了纷繁复杂的民族矛盾和民族问题。如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就曾指出，“人口的混杂”这种状况已在欧洲“制造了无穷的麻烦”
[48]

 。

第三，东欧地区的民族的空间分布状况又与大国关系、国际秩序（霸权体系）、领土纷争、历史纠葛、宗教差异、文化隔阂等问题相互叠加而衍生出一系列的政治问题。以这种状态与领土纠纷问题的关系为例，一般而言，如果一个生活区域呈连续状态的民族的人口能够生活在同一个国家内，则这种状态是相对比较理想的，一般不会衍生太多的政治问题。然而在东欧地区，很多国家并不是以一个民族的生活地域为边界而成立的，并不是“民族国家”。由于历史原因，这里的多个民族的“边缘地带”被划到了另一个国家之中。此外，东欧地区的有些地域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混居区，这种状况使得划分东欧国家的边界这一任务显得异常困难。更为麻烦的是，东欧国家之间的边界还经常处于变化之中：“有关国家的边界线一改再改，有时它们像橡皮筋一样的柔韧”，“不少人在等待时机以便重新划分边界”
[49]

 。这种情况就使东欧地区的民族格局变得异常复杂，一个民族生活在多个国家当中或一个国家中有多个民族的状况在东欧地区就成了家常便饭，由此引发了许多国际领土纠纷以及拥有少数民族的国家的国内政治的不稳定。

总之，东欧地区的民族分布状况错综复杂这一现象不仅对本地区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影响，而且在全世界都是一个具有标本意义的典型民族现象。这种现象对东欧地区的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所产生的影响值得进行深入的研究。

二　相关文献评析


1. 欧美文献评析


相对于其他问题而言，学术界对东欧地区的民族国家建立过程的研究开展得较晚。这主要是因为东欧地区的民族国家出现得较晚。在20世纪之前对该地区进行研究的著作虽然并不直接涉及这一地区的民族国家的建立问题，但是有关资料仍然对于了解这一地区的民族状况的复杂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西欧出版的关于东欧地区的著作的主要特征是以游记和介绍作者的亲身经历为主，带有域外见闻、海外猎奇的味道，进行研究的意图并不明显，如斯坦利·雷恩·普尔编辑的《土耳其的民族：在保加利亚人、阿尔巴尼亚人、土耳其人、亚美尼亚人
[50]

 中间生活的20年》（Stanley Lane Poole, The People of Turkey: Twenty Years' Residence among Bulgarians, Albanians, Turks and Armenians
 , 1878），F. 卡尼茨的《多瑙河流域的保加利亚和巴尔干》（F. Kanitz, La Bulgarie Danubienne et le Balken
 , 1882），古斯塔夫·韦根的《阿罗蒙人》（Gustav Weigand, Die Aromunen
 , 1894）、查尔斯·罗登·巴克斯顿的《处于革命中的土耳其》（Charles Roden Buxton, Turkey in Revolution
 , 1909）等。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欧美出版的关于东欧的著作显著增多，这些著作主要从欧美国家的现实需要和利益诉求出发，以介绍该地区的基本情况为主，尚属于对当地形成基本认知的阶段。其中，有关这一地区的民族和民族国家的重要著作有沃尔·S. 门罗的《保加利亚和她的人民》（Wall S. Momroe, Bulgaria and Her People
 , 1914），帕夫勒·波波维奇的《塞尔维亚的马其顿：一项历史检视》（Pavle Popvić，Serbian Macedonia: An Historical Survey
 , 1916）、R. W. 希顿·沃森的《民族差异在巴尔干的兴起》（R. W. Seton Watson, The Rise of Nationality in the Balkens
 , 1918年），D. 明修的《历史上的保加利亚人：保加利亚文化史上的几页》（D. Mishew, The Bulgarians in the Past: Pages from the Bulgarian Cultural History
 , 1919），查尔斯·J. 奥皮卡的《巴尔干的秘密》（Charles J. Vopicka, Secrets of the Balkans
 , 1921），韦斯利·马什·格韦尔的《民族主义在巴尔干的兴起：1800～1930》（Wesley Marsh Gewehr, The Rise of Nationalism in the Balkans, 1800-1930
 , 1931年）等等。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非东欧地区国家的普通民众对东欧地区的了解仍然非常有限。关于当时西方人对东欧地区的认知，可以从一位学者对“二战”前夕英国人对东欧地区的认识的描述中略窥一斑：“在德国和俄国之间生活着一亿人。英国的海岸线离他们只有几百公里远，但是对于知晓从祖鲁人到马来人，从毛利人到阿夫里迪人的英国人来说，住在此间的人民却是陌生的。他们有着无法拼读出来的名字，生活在似乎是处在另一个世界中的平原上和森林里、山脉中和河流边。当张伯伦先生谈及捷克斯洛伐克人是‘我们一无所知的民族’时，他说的确是实情并且也代表了英国人当时的现实状况。”
[51]



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之后，欧美人对东欧的关注多了起来。冷战开始之后，西方研究东欧的著作更是显著增多。其中，与本书主题相关的、涉及东欧地区的研究成果又可分为两类，一类为政治学学科领域内的著作，另一类为历史学学科领域内的著作。

政治学学科内研究东欧地区的著作往往关注东欧民族问题、民族国家问题的某一侧面，鲜有综合性的研究成果。“二战”以来政治学学科内对东欧地区的民族国家开展研究的侧重点有三个。第一个侧重点是冷战时期东欧国家的有关情况，如菲利普·A. 彼得森的《后铁托时代苏联对巴尔干的政策》（Phillip A. Petersen, Soviet Policy in the post-Tito Balkans
 , 1979），康斯坦丁·赫利霍尔的《苏联红军在罗马尼亚》（Constantin Hlihor, The Red Army in Romania
 , 2000），斯韦托扎尔·拉雅克的《冷战早期南斯拉夫与苏联的关系：和解、同志关系、对抗》（Svetozar Rajak, Yugoslavia and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Early Cold War: Reconciliation, Comradeship, Confrontation, 1953-57
 , 2007）等。第二个侧重点是东欧国家的转轨进程，如詹姆斯·麦科勒姆的《共产主义是否已经再难复活了？》（James McCollum, Is Communism Dead Forever?
 1998），小山阳次的《处于转轨中的东南欧：前南斯拉夫解体后对地区稳定的探索》（Yoji Koyama, South Eastern Europe in Transition: A Quest for Stabilization of the Region after the Break up of the Former Yugoslavia
 , 2003），塔蒂亚娜·科斯塔基诺娃的《东欧的政治腐败：共产主义消解之后的政治》（Tatiana Kostadinova, Political Corruption in Eastern Europe: Politics after Communism
 , 2012）等。第三个侧重点是前南地区民族国家裂变问题，如萨布丽娜·P. 拉麦的《巴尔干的通天塔：从铁托去世到科索沃战争期间南斯拉夫的解体》（Sabrina P. Ramet, Balkan Babel: The Disintegration of Yugoslavia from the Death of Tito to the War for Kosovo
 , 1999），菲尔·哈蒙德的《退化的能力：媒体和科索沃危机》（Phil. Hammond, Degraded Capability: The Media and the Kosovo Crisis
 , 2000），莱纳德·J. 科恩的《胸中的蛇：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的上台和下野》（Lenard J. Cohen, Serpent in the Bosom: The Rise and Fall of Slobodan Milosevic
 , 2001）等。在这些著述中，第三类研究成果对本书的参考价值较大，可以说目前学术界对前南地区的民族国家裂变问题进行的研究已经颇为全面和深入了，然而东欧其他地区的民族国家在形成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在政治学学科中所受到的关注还是相对有限的。

以东欧地区诸国为主题的历史学著述亦为数不少。由于民族国家问题是东欧地区政治中的核心问题，因此凡是研究这个地区的历史学著作一般都会涉及民族国家问题。在这方面，欧美的学术成果较多，如厄布鲁·博伊尔的《奥斯曼、土耳其与巴尔干：帝国不再，关系改变》（Ebru. Boyar, Ottomans, Turks and the Balkans: Empire Lost, Relations Altered
 , 2007），理查德·C. 哈尔的《巴尔干当代史》（Richard C. Hall, The Modern Balkans: A History
 , 2011），威廉·马奥尼的《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的历史》（William Mahoney, The History of the Czech Republic and Slovakia
 , 2011），弗雷德里克·B. 查理的《保加利亚史》（Frederick B. Chary, The history of Bulgaria
 , 2011）等。然而，上述著作中的一部分著作并非将民族国家史作为叙述的主题，而是在叙述历史的过程中不时地涉及有关民族国家的情况。

此外与本书的研究主题有关的重要学术论文亦有百余篇，如欧内斯特·盖尔纳的《东欧的种族渊源与信仰》（Ernest Gellner,“Ethnicity and Faith in Eastern Europe,”1990），尼古拉·格奥尔基的《东欧的罗姆-吉卜赛种族》（Nicolae Gheorghe, “Roma-Gypsy Ethnicity in Eastern Europe,”1991），罗杰斯·布鲁贝克的《新欧洲中的不愿意实现民族融合的移民》（Rogers Brubaker,“Migrations of Ethnic Unmixing in the New Europe,”1998），迈克尔·约翰斯的《“按我说的做，而不是按我做的做”：欧盟、东欧和少数民族的权利》（Michael Johns,“‘Do as I Say, Not as I Do’：The European Union, Eastern Europe and Minority Rights,”2003），卡斯·穆德的《东欧的种族极端主义》（Cas Mudde,“Racist Extremism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2005），罗尔·简妮森的《东欧的民族迁徙：历史背景与当代的潮流》（Roel Jennissen,“Ethnic Migration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Its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Contemporary Flows,”2011）等。这些文章从不同的侧面有重点地介绍了东欧地区的民族问题对民族国家造成的影响，但多数以关注当代的问题为主，专门研究基础性的历史问题的文章相对较少，因此这些文章是研究东欧地区近期的民族问题、民族国家问题的重要参考。


2. 中文文献评析


相较于欧美学术界，中国学术界对东欧地区的研究开始得更晚，研究队伍的规模和研究条件更加有限，而且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对这一地区的研究带有较重的意识形态色彩和实用主义色彩，相对于现实问题而言，对东欧历史的关注略显不足。例如近年来国内涉及东欧地区的民族国家问题的学术成果更多地关注东欧剧变之中和剧变以来的民族国家问题，其侧重点主要有以下三个。第一个侧重点是民族因素在东欧国家剧变中的作用，如刘祖熙主编的《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1995年），陈平陵的《从“布拉格之春”到东欧剧变：评介、回忆、思考》（2010年），高歌的论文《试析东欧民族问题与政治转轨之关系》（2002年），郭春生的论文《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还是民族主义——20世纪东欧国家的历史选择及启示》（2004年）等。第二个侧重点是东欧国家政治转轨过程中的民族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包括后社会主义时期民族主义在东欧地区的复活和现实影响、欧盟东扩过程中涉及的民族问题等内容，如朱晓中的论文《东欧民族主义的复兴及其原因》（1992年）、《入盟后东欧国家的发展困境》（2010年），方雷的论文《东欧国家民族主义的多重性》（2012年）等。第三个侧重点是前南地区民族国家裂变问题，如孔寒冰的《科索沃危机的历史根源及大国背景》（1999年），余建华的《民族主义、国家结构与国际化：南斯拉夫民族问题研究》（2004年），马细谱的《南斯拉夫兴亡》（2010年），朱晓中的论文《从南斯拉夫联邦到塞尔维亚——析南斯拉夫的不断“裂变”》（2008年），孔田平的论文《巴尔干国际治理：科索沃案例》（2009年），陈志强的论文《科索沃民族问题的历史分析》（2010年）等。上述著作和论文对某些民族问题进行了较好的研究，参考价值较大，但其研究范围的广度和时间跨度与本书的设定并不相同。

总之，在已有的研究中，凡是涉及东欧的民族国家问题的著作及论文基本上是将“东欧地区的民族分布状况对该地区的民族国家的影响”作为该地区的民族问题的一个侧面、一种特征、一个基本因素进行介绍，尚无专门以整个东欧地区的民族分布状况对民族国家的影响为主题，对该主题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研究的著述。基于这种研究状况，本书将研究范围设定为整个东欧地区，将研究主题集中在“东欧地区民族的分布状况对民族国家的影响”上，力争针对这个单一问题开展比较宏观、透彻、长时段的研究。

三　本书的结构

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认为：“理论”乃是对两个乃至多个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的阐释。本书所要揭示的因果关系，就是民族分布状况错综复杂这一现象助推了“东欧地区的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发展过程充满曲折”现象的加剧。

“对理论进行检验是研究过程的核心。”本书检验上述理论的过程包括两部分：首先研究东欧地区的民族分布状况及其成因，其次揭示这种民族分布状况对东欧地区的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发展产生的影响。在论证角度上，本书将采取正面论证的角度证实上述这个因果关系，即注重对历史开展研究，通过对历史事实的梳理，在具体交代历史进程的过程中揭示两种现象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在论证方式上，本书将主要抓住曾经在东欧地区的政治生活中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民族问题，对其逐个进行剖析，通过回顾历史理清有关问题的来龙去脉，通过综合叙述力求完整地描绘东欧地区民族分布状况的形成和演变对该地区的民族国家的影响。

在时间范围上，本书将20世纪的历史作为重点，当然在必要时也会涉及20世纪之前的史实。在学科归属上，本书是政治学领域的研究成果，本书研究民族问题的目的是为研究政治现象服务，因此本书与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的成果会有所差异，会将民族问题紧密地与政治问题结合起来进行叙述。

在写作思路上，本书分为东欧的民族分布状况的现状、这种现状的形成过程及民族分布状况造成的影响三大部分，以揭示东欧地区的民族分布状况的复杂性与该地区的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发展进程的独特性之间的关系。第一部分总体介绍东欧地区的民族分布状况的具体体现，首先分别分析东欧地区的主体民族、少数民族的分布状况，其次介绍东欧地区主要的民族交叉分布、跨境分布现象及相关现象在历史上发生的复杂演变。第二部分研究东欧地区主要的民族交叉分布、跨境分布现象的形成原因。第三部分分析东欧地区的民族分布状况给民族国家的内政和国际关系带来的影响，重点关注这种影响对东欧地区的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为了说明本书的特点，可以将本书与其他国家的有关研究成果进行比较。遑论东欧当地的学术界，由于西欧、俄罗斯与东欧地区毗邻，这两个地区的学术界对东欧地区的民族问题和民族国家问题的研究目前已经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另外，美国的一些以来自东欧地区的移民为主体的学者的研究工作也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在这种研究现状下，本书实现创新的难度较大。不过，目前国内学界研究民族分布对东欧地区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发展所产生的影响的作品并不多见，相关研究一般是在对某一民族问题的研究过程中，间或涉及民族分布状况对民族国家的影响问题，而且这些作品所涉及的区域也没有涵盖整个东欧地区。本书力求成为围绕东欧整个地区的一个单一侧面“民族分布状况对民族国家的影响”开展的较为独特的研究。由于本研究所选择的切入视角较为特殊，因此本研究有可能成为解读东欧地区民族国家形成问题的一个较他者有异的作品。

在学术观点上，本书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如本书认为，东欧地区的政治格局有三个特征：弱国多、相邻民族之间的矛盾多、大国对本地区事务的干预多。这三个特征的叠加促使东欧地区建立、形成民族国家比较困难，在国际政治中实现崛起也比较困难。三者是三位一体、互为因果的，共同构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东欧国家的相对弱小使得大国可以对该地区的民族纠纷进行武断的处置，大国的干预又会进一步加剧东欧地区的民族矛盾。例如，大国武断地划定这里的国境线的做法就使东欧地区的许多民族的生活区出现了碎片化并诱发了相邻民族之间的领土纠纷。东欧地区的民族矛盾众多的现实既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东欧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处于劣势地位，又给大国提供了干预这个地区事务的机会。由于这个恶性循环的存在，东欧地区成为世界上民族矛盾最突出、建立民族国家最困难的地区之一。东欧地区复杂的民族分布状况则是导致这一地区呈现出上述三个特征的重要诱因，是促使上述三个特征构成一个恶性循环的重要连接点，既是这个恶性循环的一个原因，也是这个恶性循环所带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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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东欧地区复杂的民族分布状况

在揭示东欧地区的民族分布状况对该地区民族国家的建立和维持存在所产生的影响之前，首先应对该地区的民族分布状况进行研究。可从两个层面观察东欧地区的民族分布状况，这两个层面即主体民族的分布状况、少数民族的分布状况。在现实中，这两个层面不仅是复合在一起的，而且东欧地区的政治版图还会与这两个层面进一步复合在一起，由此人们就会发现东欧地区广泛存在着民族交叉分布、跨境分布现象。此外，在历史上东欧的民族分布状况又处于持续变化之中。因此，无论从空间维度还是从时间维度上进行观察，东欧的民族分布状况都是堪称复杂的。

第一节　主体民族的分布状况

本书所谓的“主体民族”，是指建立起了本民族主导的国家的民族。本书所谓的“少数民族”，是指在某国内人口数量少于主体民族、在国家生活中不占主导地位、其影响力相对主体民族较小的民族。需要注意的是，“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区分是在某个特定国家中相对而言的。某个国家内部的少数民族在另一国家中却可能是主体民族，如阿尔巴尼亚人在阿尔巴尼亚共和国是主体民族，在其他国家中却是少数民族。

目前，东欧地区共有13个主体民族
[1]

 ，即波兰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波黑穆斯林、黑山人、塞尔维亚人、马其顿人、阿尔巴尼亚人、保加利亚人。东欧地区的主体民族可分为非斯拉夫民族和斯拉夫民族两类，其中，斯拉夫民族又可分为西斯拉夫民族和南部斯拉夫民族
[2]

 两类。

除地理位置外，东欧主体民族的起源及它们在东欧地区生活区确立的过程也是该地区政治中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一　非斯拉夫民族的分布状况

除阿尔巴尼亚人、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之外，东欧地区其余的主体民族都是斯拉夫人。
[3]



在东欧地区的民族分布格局中，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人这两个非斯拉夫民族占据着阿尔卑斯山至黑海之间的地理空间，刚好处在联通欧亚大陆的陆路通道之上。这两个民族的生活区不仅将东欧地区的斯拉夫人的分布带“拦腰截断”，而且将巴尔干半岛与欧洲大陆的其他部分分隔开来。

匈牙利国家的创立者是一个名为“马扎尔人”（Magyars）的亚洲部落。
[4]

 在9世纪末，马扎尔人从现在的俄罗斯南部大草原出发向西迁徙，越过了喀尔巴阡山脉，进入多瑙河中部平原。在向西迁徙的过程中，马扎尔人在9世纪末和10世纪初先后击败了当时中欧和西欧地区的摩拉维亚人和日耳曼人的军队。当时，马扎尔人依靠武力将欧洲的大片土地掠为己有，其行军的足迹远至今天的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等地。955年，东法兰克王国的国王奥托一世率军击败了马扎尔人的部队，解除了西欧地区面临的马扎尔人的威胁。在此之后，马扎尔人就在多瑙河中部平原定居下来，他们放弃了原来的游牧生活方式，基本停止了对相邻民族的军事行动。998年，马扎尔人的首领盖萨（Géza）大公决定接受基督教信仰。两年后盖萨的儿子伐札克（Vajk）接受了罗马教皇西尔维斯特（Sylvester）授予的王冠，加冕为匈牙利王国的开国君主，史称伊斯特万（István）一世。伐札克因接受基督教而更名为斯蒂芬（Stephen）。此后马扎尔人在东欧的生活区基本固定了下来。在定居下来之后，马扎尔人很快就与被他们征服的斯拉夫人、阿瓦尔人等民族融合在一起，但马扎尔人保持了自己的语言。“可以毫无疑问地说，由于语言和历史的独特性，除了阿尔巴尼亚人之外，马扎尔人是欧洲最孤独的民族。”
[5]

 在中世纪时期，匈牙利一直是东欧地区的西方文化、天主教文化的中心。

东欧地区的另一个非斯拉夫民族罗马尼亚人不仅以达契亚人的后代自居，还以罗马人的后代自居。罗马尼亚民族的“祖先是公元前的达契亚人和公元106年前后攻克了古达契亚后在那里定居的古罗马皇帝图拉真的军团成员”
[6]

 。在古罗马时代，大致在当今的罗马尼亚地区生活的古老民族是达契亚人。其后罗马帝国的军队征服了达契亚人，对达契亚人进行了前后约200年的统治。在此期间，部分罗马征服者在当地定居下来，与达契亚人、斯拉夫人等民族逐渐实现了民族融合，形成了一个讲拉丁语的民族，这个民族就是罗马尼亚人的先祖。因此，罗马尼亚民族在民族起源上既有达契亚人的基因，又有罗马人的基因。这两种基因的影响在罗马尼亚民族中一直都未曾消失，这表现在罗马尼亚民族既对罗马文明、拉丁语系文明和西欧文明抱持着高度的认同感，同时该民族又体现出浓重的“东欧色彩”，如罗马尼亚人多数信仰东正教而不是天主教。对此有罗马尼亚研究者指出，“在过去的三个世纪中，罗马尼亚所出现的不同的政治抉择一直与对罗马尼亚的特征的不同定义或表达（即罗马尼亚属于欧洲，属于东方抑或乃是某种不同于以上二者的独特的事物）交织在了一起”
[7]

 。罗马尼亚民族所处地理位置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毗邻俄罗斯民族，就此有罗马尼亚研究著作指出：“罗马尼亚是俄国的近邻并且因此罗马尼亚对俄罗斯的毫无节制的扩张主义有着丰富的经验。”
[8]



由于所处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以及同属于东欧地区的非斯拉夫民族，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人在地区政治中往往扮演独特的角色。例如在历史上处在东欧地区西部的日耳曼民族经常联合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以反对斯拉夫人，奥匈帝国的形成是如此，“二战”中匈牙利、罗马尼亚与德国、意大利站在一起同样是如此。

除罗马尼亚人堪称东欧地区的古老民族外，东欧地区的另一个非斯拉夫民族阿尔巴尼亚人也自认为是这一地区的古老民族。在古罗马时代，大致生活在当今巴尔干西部地区土地上的是伊利里亚人（Illyrians），因此阿尔巴尼亚人称自己是伊利里亚人的后代。当然也有人认为阿尔巴尼亚人的这种说法证据不足，并不足信，阿尔巴尼亚人这样说是在为本民族应当占有西巴尔干地区的领土寻找借口。在奥斯曼帝国统治巴尔干之前，阿尔巴尼亚人曾受到基督教的影响。但到了15世纪初，阿尔巴尼亚人受到了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尽管在此后阿尔巴尼亚人曾做过有效的反抗，但奥斯曼政权还是长期统治这里。在历史上，阿尔巴尼亚北部山区居民主要从事畜牧业，南部居民主要从事农耕，而且南北地区方言也存在较大差异。阿尔巴尼亚人的伊斯兰化最为迅猛的时期是16世纪下半叶和17世纪，到20世纪初有一半以上的人是穆斯林，其余的阿尔巴尼亚人中信仰天主教和东正教的人几乎人数相当。北部因靠近天主教文化圈而盛行天主教，南部因靠近希腊而盛行东正教。到了“1945年，70%的阿尔巴尼亚居民为伊斯兰教教徒，20%为东正教徒，10%为天主教徒”
[9]

 。在当今，除阿尔巴尼亚共和国的领土外，与阿尔巴尼亚共和国毗邻的科索沃地区、马其顿共和国西部地区也是阿尔巴尼亚人的聚居区。在这两个地区，南部斯拉夫人与阿尔巴尼亚人之间长期存在着民族矛盾和领土争端。在地理位置上，阿尔巴尼亚人的生活区位于东欧地区的西南部、巴尔干半岛西侧、地中海东海岸。在陆上，阿尔巴尼亚人的生活区处在南部斯拉夫民族和希腊人的包围之中。在海上，阿尔巴尼亚人的生活区隔着地中海与意大利相望，因此在历史上经常受到意大利人的侵略。独特的生存环境以及宗教信仰（阿尔巴尼亚是伊斯兰会议组织、伊斯兰合作组织的成员）都促使阿尔巴尼亚民族成为巴尔干地区的一个独特的民族。

二　西斯拉夫民族的分布状况

斯拉夫人是操印欧语系斯拉夫语族语言的人群的统称。相对于非斯拉夫民族而言，斯拉夫民族相互之间有着一定的亲缘关系。东欧地区的斯拉夫民族又分为两部分，处在由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人组成的“民族分隔带”北部的斯拉夫人属西斯拉夫民族，其中的主体民族包括捷克人
[10]

 、斯洛伐克人和波兰人三个民族。处在这个分隔带南部的斯拉夫人称南部斯拉夫民族，其中的主体民族包括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马其顿人、黑山人六个民族。有西方学者指出：“斯拉夫民族原本是中欧地区的一个单一的民族，由于大规模迁徙和受到游牧民族入侵者的冲击，逐渐分化为三个主要的集团：西斯拉夫人、南部斯拉夫人和东斯拉夫人。”
[11]

 在1世纪末2世纪初，由于日耳曼人的冲击斯拉夫人发生了第一次分化，一部分斯拉夫人西迁成为西斯拉夫人。“公元5世纪前后，部分斯拉夫人涌向多瑙河下游以北的平原地区，直抵罗马帝国的边境防御体系，在此停留下来。”
[12]

 随着从亚洲向欧洲的民族大迁徙的出现，斯拉夫人发生了第二次分化，一部分斯拉夫人南迁进入巴尔干地区，成为南部斯拉夫人。

捷克民族生活在东欧地区西部，处在斯拉夫人分布带的最西端。捷克民族的西面被日耳曼人的生活区所包围。今天的捷克共和国版图的西北部嵌入了德国，西南部嵌入了奥地利。这种地理位置决定了捷克人在历史上必定会受到日耳曼人极大的影响，并与德国和奥地利发生强烈的互动关系。捷克民族的生活区域包括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两个相对独立的部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因地理位置和地理条件的特殊而成为中欧地区的军事战略要地。从7世纪起，捷克人先后建立了大摩拉维亚帝国和捷克王国等政权。捷克王国在11世纪中叶兼并了摩拉维亚地区，为统一的捷克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斯洛伐克共和国的西北部与捷克接壤，南部几乎全部与匈牙利共和国接壤。斯洛伐克民族的地理位置的最大特点是位于捷克民族和匈牙利民族之间。由于相对于这两个相邻民族而言规模较小，斯洛伐克民族必然会受到这两个相邻民族较大的影响。斯洛伐克民族在历史上的多数时间里都不是独立的，而是受到两大强邻的交替统治。部分斯洛伐克人在10世纪前曾受到捷克人主导的大摩拉维亚帝国和捷克王国的统治，“斯洛伐克从11世纪起就成为匈牙利王室的领地，1526～1918年被哈布斯堡王朝统治，在奥匈帝国期间由匈牙利直接统治”
[13]

 。在奥匈帝国瓦解后，斯洛伐克人再一次主要受到捷克人的影响，直到1992年12月31日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才宣告解体。

波兰民族位于东欧地区的东北部，其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特征与斯洛伐克民族相似，也是处于两个强大的民族之间。波兰西部与德国接壤，东部虽不与俄罗斯直接接壤亦相去不远。“对于波兰人而言，俄罗斯人和日耳曼人在传统上经常扮演外来侵略者的角色”
[14]

 ，这是因为波兰的领土是日耳曼民族东征和俄罗斯民族西进的重要通道。在国力比较强盛的时候，波兰人也曾经打败过这两个民族，不过从总体而言，日耳曼、俄罗斯这两个民族给波兰人带来的痛苦、造成的伤害要更大些。在“二战”之前波兰民族的生活区域基本未曾发生过重大变动。

三个西斯拉夫民族在历史上都曾长期信仰天主教，这与它们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不仅显示出它们受到了西欧文明、西欧政权的较强影响，而且显示出它们与南部斯拉夫人之间的差异。但在15世纪捷克地区爆发了胡斯运动，此后捷克民族与罗马天主教的关系转差。新教在近代兴起后，许多捷克人开始信仰新教。尽管新教对匈牙利和斯洛伐克两个民族也形成了一定的影响，但这两个民族仍以信仰天主教为主。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对天主教的态度差异也是造成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解体的因素之一。

三　南部斯拉夫民族的分布状况

南部斯拉夫人是历经多个世纪逐渐迁居到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在公元1000年中期开始进入巴尔干半岛，并在6世纪下半叶到7世纪上半叶达到了高峰。”
[15]

 斯拉夫人在最初迁徙到巴尔干半岛时并不存在晚近以来呈现出的那种程度的民族分化。然而，在分别居住于不同的地域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因为受到各异的地理环境、人文环境的影响，特别是受到各自建立的不同政权的影响，各个斯拉夫人群落之间的差异逐渐增大，分化程度逐渐提高，形成了各南部斯拉夫民族的雏形。例如，有学者这样描述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这两个民族发生民族分化的情况：“塞尔维亚人接受了西里尔字母并且普遍受到了拜占庭文明的强烈影响。而在另一方面，克罗地亚人大约在同时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克罗地亚人的生活方式更加接近中欧的基督教国家的生活方式，接受了拉丁字母并且通常会遵循梵蒂冈做出的决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个斯拉夫民族在精神上和文化上都渐行渐远。然而，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的那些因素也从未消失过。它们共同的语言和斯拉夫起源或许就是最根本的纽带。”
[16]



在南部斯拉夫民族中，保加利亚民族与其他南部斯拉夫民族有所不同。一方面，保加利亚人是来自亚洲的保加尔部落与当地的斯拉夫人发生民族融合后而形成的民族，具有其他南部斯拉夫民族所没有的亚洲血统。另一方面，除保加利亚民族之外的其他南部斯拉夫主体民族都曾是南斯拉夫国家
[17]

 的一员。

保加利亚位于巴尔干半岛的东南部，远离西欧，与土耳其、希腊、马其顿、塞尔维亚、罗马尼亚接壤，距离俄罗斯较近。在7世纪下半叶，保加尔部落西进，征服了瓦拉几亚地区。由于当时的拜占庭帝国军事实力有限，拜占庭皇帝允许保加尔人渡过多瑙河、占据了多瑙河至巴尔干山脉之间的地区。由此，保加尔人建立了第一保加利亚王国。后来保加尔人部落接受了巴尔干当地斯拉夫人的语言和生活习惯。到8世纪，保加尔人逐渐占据了今天的保加利亚共和国领土的大部分地区。在历史上，保加利亚民族也曾经在巴尔干地区强大过，除了第一保加利亚王国辉煌一时外，到12世纪末又建立了第二保加利亚王国。“1204年十字军灭掉拜占庭后，保加利亚逐渐吞并色雷斯和马其顿，并在1230年灭掉了伊庇鲁斯专制国，其疆土延伸到三海（黑海、爱琴海和亚得里亚海）之滨，成为巴尔干半岛最强大的国家。”
[18]

 到14世纪末，保加利亚民族全部沦落至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这样的历史维持了5个世纪。

除保加利亚民族之外，另一个强大的南部斯拉夫民族是塞尔维亚族。塞尔维亚位于巴尔干半岛中部，其东北部与匈牙利接壤，西南部与阿尔巴尼亚接壤，东部与克罗地亚、波黑、黑山接壤，西部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接壤。塞尔维亚南部的科索沃地区与阿尔巴尼亚接壤。“在8世纪和9世纪之交，塞尔维亚人开始建立早期的国家政体。”
[19]

 但是塞尔维亚人的努力受到了当时周边强大政权的限制。“公元9世纪末，沙皇西美昂一世（893～927年在位）统治之下的保加利亚第一帝国日益强大，塞尔维亚成为其扩张政策的牺牲品。”
[20]

 为了遏制保加利亚王国，拜占庭帝国支持塞尔维亚人建立自己的政权，“在1077年，教皇格里高里七世册封沃伊斯拉夫的儿子米哈伊洛为塞尔维亚国王”
[21]

 ，在此之后，塞尔维亚人结束了分裂状态。但之后塞尔维亚人的政权也时而强大、时而分裂、时而被外族灭亡。从1380年起，塞尔维亚人受到奥斯曼政权的侵犯。在近代，塞尔维亚在摆脱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后，于1882年宣布成为独立的王国。在塞尔维亚的邻国中，除黑山、罗马尼亚外，塞尔维亚与其他邻国之间都存在着民族矛盾和民族问题。

与保加利亚、塞尔维亚这两个民族相比，其他南部斯拉夫民族的规模都相对较小。其中，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位于巴尔干半岛西北部，靠近西欧的意大利、奥地利以及中欧的匈牙利。这两个民族受到西欧文明的影响较深，如都主要信仰天主教、商业意识比较发达，长期受到西欧、中欧地区的政权的统治等。

克罗地亚人的历史“最早只能追溯到7世纪。那时他们的祖先从喀尔巴阡山南下，渡过维斯瓦河……最终来到达尔马提亚沿海和潘诺尼亚平原一带定居”
[22]

 。然而克罗地亚人并非一直处于独立状态。“根据812年法兰克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的和约，克罗地亚人的领土属于法兰克帝国”
[23]

 ，也就是说，从9世纪初开始，克罗地亚人就受到西欧政权的统治。但是克罗地亚王国曾经在10世纪至11世纪经历过约200年的独立期，这个阶段对于克罗地亚民族意识的形成和独特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大约在924年前后，一个叫托米斯拉夫的担任首领（即国王），他是此后200多年里统治独立的克罗地亚国家的第一位国王。”
[24]

 然而，由于在当时受到西方的、曾经强盛一时的威尼斯政权以及东方的拜占庭帝国的掣肘，1102年克罗地亚王国最终被匈牙利的科洛曼（Coloman）国王所征服。
[25]

 直到1918年，克罗地亚族的大部分人口都处在匈牙利人的统治之下（部分沿海地区和岛屿曾处于威尼斯政权的统治之下；1526年莫哈奇战役之后奥斯曼帝国曾统治部分克罗地亚人，但是在1699年，根据《卡尔洛维茨和约》，奥斯曼帝国将其统治下的克罗地亚地区交还给了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但该地区在受匈牙利统治期间保持了一定程度的自治。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克罗地亚人的居住区曾成为匈牙利、威尼斯、奥斯曼三个政权对峙的边境地区。1848年科苏特领导匈牙利人民发动起义失败后，“克罗地亚被划离匈牙利，成为奥地利的皇室领地。直到1866年，奥地利在普奥战争中败于普鲁士军队，而被迫建立奥匈二元帝国，才将其重新划归匈牙利”
[26]

 。除了受到奥地利、匈牙利的影响之外，居住在沿海的达尔马提亚地区的克罗地亚人深受意大利民族的影响。

斯洛文尼亚族的规模远小于克罗地亚族，旧称卡林西亚人。该民族于6世纪后半叶定居到今天的斯洛文尼亚地区，从7世纪上半叶到9世纪初，曾建立了卡林西亚公国，但随即受到法兰克王国的统治。在此期间，日耳曼人东移，斯洛文尼亚人的居住区受到侵蚀，“奥地利占据的领土主要是卡林西亚人的土地”
[27]

 。13世纪中叶，波希米亚王国征服了斯洛文尼亚人的生活区，但对这里的统治旋即被哈布斯堡王朝所取代。拿破仑崛起后，法国曾短暂统治过这里，但很快又被奥地利帝国所取代。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一战”时期。1860～1870年间，泛日耳曼主义兴起，同化斯洛文尼亚人乃是泛日耳曼主义的一个重要目标，因此斯洛文尼亚人受日耳曼人的文化的影响甚深。

黑山民族靠近塞尔维亚，在所有南部斯拉夫民族中该民族对塞尔维亚族的认同感是最高的，这一点是与其他曾经组成南斯拉夫王国或共和国的各南斯拉夫民族都不相同的。据称黑山曾一直是塞尔维亚的一部分，“直到1355年斯蒂芬·杜尚去世，塞尔维亚帝国瓦解后，黑山才以一个独立的公国面貌出现”
[28]

 。在15世纪中叶之前，该公国的名称是“泽塔”，此后才改为“黑山”。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黑山在历史上曾成为奥斯曼帝国统治巴尔干时期唯一一个保持了相对独立地位的民族
[29]

 ：“土耳其完全占领了巴尔干之后，黑山人利用险要的地形开展抵抗斗争，最终迫使土耳其当局宣布黑山人为只需纳税的自由农民，可以按自己的方式进行管理。”
[30]

 黑山的主要宗教是东正教，1516年黑山的前身“泽塔公国”的统治者将公国的最高权力交给了主教，由此黑山建立起了政教合一的国家。1910年，黑山由公国升级为王国。有文献指出，到19世纪初黑山仍然保留着氏族部落。
[31]

 随后几经变迁，黑山民族最终在“一战”后成为南斯拉夫国家的一员。

马其顿民族地理位置的最主要特征是在西北方向处于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两国中间，在东南方向处于希腊和阿尔巴尼亚两国中间。这种地理位置对马其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历史上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两国都曾为争夺马其顿地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出现了两国交替统治马其顿地区的情况。另外，马其顿人与希腊人之间围绕着对马其顿地区的正统地位问题存在着严重的心结，而阿尔巴尼亚共和国也对生活在马其顿西部的阿尔巴尼亚族人表示高度关切。

南部斯拉夫民族信仰的主要宗教是东正教和天主教。除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之外的其余南部斯拉夫主体民族都主要信仰东正教。其中，保加尔人在865年接受了基督教。塞尔维亚人在7世纪至9世纪之间逐渐接受了基督教信仰。

波黑位于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之间，这里的民族构成较为独特。东欧国家一般都是一国中只有一个主体民族，但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波黑穆斯林、塞尔维亚族和克罗地亚族都是主体民族。在该国，三个主体民族也被称为“宪法民族”（constituent nations），意指它们的地位是由国家宪法所规定的。

关于波黑地区的三个主体民族的起源，学术界一般认为波黑地区的三个民族是同一起源，这里的居民分化为三个民族与不同的宗教信仰有关，信奉了东正教的居民就认为自己是塞尔维亚族人，信奉了天主教的居民就自称为克罗地亚族人，信奉了伊斯兰教的居民自然认为自己属于穆斯林。“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尽管三个民族都是起源于中世纪时期的同一个民族-文化基础，但是，在不同宗教基础上的各异的社会-政治发展导致了各自独立的民族群体的形成。”
[32]



但是，在波黑地区的居民是否起源于斯拉夫人的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波斯尼亚地区的民族在起源上就是与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这两个南部斯拉夫民族不同的、独立的族群，而且波黑地区的居民分化为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族和穆斯林三个民族的情况主要是在南斯拉夫国家建立之后才形成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波斯尼亚地区的居民是由三个不同的民族构成的而不是一个有着三种宗教信仰的单一民族’这种概念被铁托强化了。在1974年通过新宪法的时候，他授予了波斯尼亚地区的穆斯林人口‘民族’的地位。”
[33]

 支持这种观点的一个证据是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波斯尼亚地区的居民中有较大比例的人口改信了伊斯兰教，而塞尔维亚人等其他同样受到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斯拉夫人却没有出现这种大规模改变信仰的情况。

然而上述观点并不占主流地位。人们一般认为，波黑穆斯林族在最初也是斯拉夫人，后来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期间这部分斯拉夫人改信了伊斯兰教，随后这部分人在风俗习惯上发生了改变，逐渐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民族。

值得注意的是，波黑穆斯林这个民族的民族意识觉醒得比较晚。直到1971年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在人口普查过程中才首次将“穆斯林”认定为本国境内的一个独立的民族。20世纪90年代以来，波黑穆斯林的民族意识显著增强，认为自己是一个独立民族的人数不断增多。1993年9月，波黑的穆斯林举行了第二届“波什尼亚克大会”（Bosniak Congress），会上决定正式使用“波什尼亚克族”（Bosniak）作为本民族的名字，以便与表示宗教信仰的“穆斯林”一词区分开来。波黑穆斯林这一民族的出现反映出了奥斯曼帝国对波黑地区的长期统治所造成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就如同在南部斯拉夫人中打入了一个楔子，成为20世纪90年代初波黑战争爆发的重要诱因。

波黑地区民族构成的复杂局面古已有之。“直到1376年，当地人斯蒂芬·特弗尔特科才利用塞尔维亚尼满雅王朝灭亡之后的危亡时机，建立了波斯尼亚人自己的第一个王国。”
[34]

 在此之前，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马扎尔人、保加利亚人和拜占庭人都曾染指这一地区。在斯蒂芬的王国成立时，波斯尼亚地区也未能实现完全的统一。再后来，波斯尼亚又被割据势力分裂。在南部进行统治的是武科维奇，1448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赐予他“公爵”头衔，“黑塞哥维那”的名称就是从“公爵”而来的。到15世纪下半叶，波斯尼亚逐渐被奥斯曼帝国征服。但随后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帝国在该地区反复进行争夺战。

东欧地区的主体民族的分布情况就相当于一幅“东欧地区民族分布图”上的大块的底色。主体民族的分布状况对东欧的政治发展的影响是基础性、决定性的，不仅决定了东欧地区的基本的地缘政治状况，而且制约着东欧地区地缘政治的基本走势。

第二节　少数民族的分布状况

东欧地区民族分布状况的复杂性不仅仅体现在主体民族的分布状况上。一幅“东欧地区民族分布图”上除了有代表主体民族的、大块的“底色”之外还存在着许多大小不一，或疏或密，颜色各异的“色斑”和“色点”，呈现出一幅五光十色的“民族马赛克”。这些小色块也就代表着生活在东欧各地的少数民族。众多少数民族的存在是东欧地区的民族分布状况的复杂性的重要体现之一。特别是如果某个少数民族的人口规模较大，则会对所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产生重要的影响。东欧各国中分布的少数民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某个国家中的人数较多的少数民族往往与相邻国家中的主体民族属于同一民族。

首先介绍东欧各国中人口超过1万的少数民族，有关情况见表1-1。


表1-1　东欧地区各国中人口超过1万的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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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欧国家的人口普查工作一般每10年举行一次，最近的一次人口普查一般是在2011年进行的，因此除特殊说明外本节的多数数据截至2011年。本书的数据均取小数点后1位。

① Statistical Office of Montenegro, STATISTICAL YEARBOOK 2011
 , http://www.monstat.org/eng/page.php?id=101&pageid=101，2013-11-27.

② http://www.stat.gov.mk/OblastOpsto_en.aspx?id=2，2014-1-13.

③ http://www.scitani.cz/sldb2011/eng/redakce.nsf/i/preliminary_results_of_the_2011_population_and_housing_census，2014-1-12.

④ National Statistical Institute of the Republic of Balgaria, 2011 Population Census-main results
 , http://www.nsi.bg/census2011/PDOCS2/Census2011final_en.pdf，2013-11-27.

⑤ Statistical Office of the Slovak Republic, Demographic data from population and housing censuses in Slovakia, Table 10 Population by nationality
 -2011，2001，1991，http://portal.statistics.sk/files/table-10.pdf，2014-1-12.

⑥ INSTITUTI I STATISTIKES, POPULATION AND HOUSING CENSUS
 2011，http://www.instat.gov.al/media/177354/main_results_population_and_housing_census_2011.pdf，2013-11-27.

⑦ Statistical Office of the Republic of Slovenia, Census of population, households and housing
 2002，http://www.stat.si/popis2002/en/rezultati/rezultati_red.asp?ter=SLO&st=7，2013-11-26.

⑧ Statistical office of the republic of Serbia, Population, households and families-database, Population by ethnicity
 , http://webrzs.stat.gov.rs/WebSite/Public/ReportResultView.aspx?rptId=1216，2014-1-13.

⑨ 本耶夫奇族属于南部斯拉夫民族，目前塞尔维亚境内的本耶夫奇人主要生活在伏伊伏丁那省（Vojvodina）的巴奇卡（Bačka）地区。克罗地亚、波黑、匈牙利南部的巴奇-基什孔县（Bács-Kiskun）亦有该民族的聚居区。本耶夫奇族起源于黑塞哥维那西部，后迁徙到达尔马提亚（Dalmatia）地区，此后于16、17世纪又移民到今克罗地亚的利卡（Lika）地区和塞尔维亚的巴奇卡地区。在18、19世纪，生活在巴奇卡地区的许多本耶夫奇人被同化为匈牙利人。一直留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本耶夫奇人和目前住在克罗地亚的本耶夫奇人一般宣称自己是克罗地亚族，而生活在塞尔维亚的本耶夫奇人中有人宣称自己是克罗地亚族、塞尔维亚族、南斯拉夫族或本耶夫奇族。

⑩ Hungarian Central Statistical Office, Preliminary data of the population census
 2011，http://www.ksh.hu/nepszamlalas/tables_regional_00，2014-1-12.

⑪ COMISIA CENTRALǎ PENTRU [image: 054-1]
 privind rezultatele provizorii ale Recensǎmantului [image: 054-2]
 -2011，http://www.recensamantromania.ro/wp-content/uploads/2012/02/Comunicat_DATE_PROVIZORII_RPL_2011.pdf，2013-11-27.

⑫ CROAT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Census of Population, Households and Dwellings
 2011，2. POPULATION BY ETHNICITY, BY TOWNS/MUNICIPALITIES, 2011 CENSUS, http://www.dzs.hr/default_e.htm，2013-11-26.

⑬ THE CENTRAL STATISTICAL OFFICE, Demographic Yearbook of Poland
 2013，http://www.stat.gov.pl/cps/rde/xbcr/gus/sy_demographic_yearbook_2013.pdf，p. 185，2014-1-12.

⑭ 卡舒比族属于斯拉夫人，主要生活在波美拉尼亚（Pomerania）地区，该地区位于波罗的海的南部海岸上，维斯瓦河和奥得河之间。

下面按照上述数据，将东欧各国中人数最多的四个少数民族的情况列出（见表1-2）。


表1-2　东欧各国中的主要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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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中的少数民族虽然不是东欧地区的全部少数民族，但称得上是这一地区主要的少数民族。针对这些少数民族进行分析，基本上可以抓住东欧地区的主要的少数民族问题。（此外，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该国总人口为379.2万。三个主体民族占总人口的比例为：波黑穆斯林48.4%，塞尔维亚族32.7%，克罗地亚族约占14.6%。）

从表1-1和表1-2中可以看出，东欧各国都存在着人口比例较高的少数民族群体。在主体民族数量相对较多的情况下，东欧地区又存在着如此多的少数民族，这种情况必定会使该地区的民族问题更趋纷繁芜杂。

按照少数民族在东欧地区的分布状况的成因，可以将东欧的少数民族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生活在多民族聚居区的少数民族。

东欧的某些地区在近代之前就形成了多个民族混杂而居的局面，这种局面主要是由于多个民族自然地迁徙、会聚到一个地区或者某个（些）民族征服了另一个（些）民族并定居下来而造成的。在近代史上，当民族国家纷纷在东欧地区形成的时候，在这类地区混杂而居的民族难以被完全划到一个民族国家的版图之内，由此形成了突出的少数民族问题。

东欧地区的多民族聚居现象比较突出的区域主要有巴纳特（Banat）、多布罗加（Dobruja）、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马其顿（Macedonia）以及前南地区。

巴纳特地区位于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匈牙利三国交界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曾经是匈牙利治下的一个完整的行政区，其中巴纳特的“西部居民几乎全部都是塞尔维亚人”
[35]

 。“一战”后巴纳特的绝大多数土地被划给了罗马尼亚，这部分土地被称为“东巴纳特”，少部分划给南斯拉夫的土地称“西巴纳特”。巴纳特地区的主要居民是罗马尼亚族、塞尔维亚族、马扎尔人和日耳曼人，此外还有人数略少的斯洛伐克族、罗斯尼亚族。当地还生活着一些讲独特的斯拉夫语方言的斯拉夫人。


表1-3　罗马尼亚的巴纳特地区的人口状况统计表（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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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Victor Neumann, Between Words and Reality: Studies on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and the Changes of Regime in Contemporary Romania
 , Washinton, D. C.: The Council for Research in Values and Philosophy, 2000，p. 179.

多布罗加地区位于罗马尼亚境内的多瑙河下游与黑海之间，这个地区的居民主要有土耳其族、保加利亚族、罗马尼亚族、希腊族、鞑靼人、俄罗斯族、乌克兰族以及日耳曼人。罗马尼亚族是在19世纪末才迁居到黑海沿岸的。在罗马尼亚实现独立之前，希腊族和亚美尼亚族曾把持着这里的港口的海上贸易。

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主要民族是罗马尼亚族、马扎尔人和日耳曼人，这三个民族在该地区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这里还有小型的罗斯尼亚族定居点和斯洛伐克族定居点。在“二战”前，这里的犹太人较多。根据罗马尼亚2002年的人口普查，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人口为722.2万，其中罗马尼亚族占75.9%，马扎尔人占19.6%，日耳曼人占0.7%。
[36]

 在今天的特兰西瓦尼亚，属于马扎尔人的一支的察格勒人主要居住在科瓦斯纳（Covasna）、哈尔吉塔（Harghita）及穆列什（Mures）县。

马其顿地区主要居住着马其顿族、希腊族、阿尔巴尼亚族、塞尔维亚族、保加利亚族、土耳其族和弗拉克人，此外还有少量的亚美尼亚族和犹太人。

生活在民族交叉分布区的少数民族的存在给民族国家带来了挑战，这主要是因为“模糊不清或互相掺杂的民族身份特征对民族国家来说是一种诅咒，民族国家要求独特的、毫无争议的民族身份特征”
[37]

 。

上述这些地区的多民族交叉分布格局有着悠久的历史，其演变也是错综复杂的。其中，特兰西瓦尼亚和马其顿这两个地区与其他地区相比不仅规模较大，而且对民族国家的影响也较大，此外围绕着它们而形成的国际争议也比较突出。因此本书将重点讨论特兰西瓦尼亚、马其顿地区的少数民族问题。

第二类是因周边强大民族的影响而形成的少数民族。

在历史上，东欧地区周边的强大民族及其政权曾征服并长期统治东欧的部分地区，由此而在东欧地区留下了本民族的居民，这类少数民族主要包括日耳曼人和土耳其族。

历史上，日耳曼人的政权位于东欧地区的西部边境，该民族对东欧的侵略、统治以及殖民是今天东欧地区存在着日耳曼裔少数民族的主要原因，因此日耳曼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靠近德国、奥地利两国的东欧国家中。


表1-4　日耳曼人在东欧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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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与本节所列各国数据来源相同。

匈牙利人的生活区毗邻东欧地区以西的日耳曼人生活区，因此双方很早就发生了密切的接触，例如在996年匈牙利君主就与巴伐利亚（Bavaria）大公国的公主通婚，“大量的日耳曼族传教士、神甫、骑士和官员作为公主的随员来到匈牙利”
[38]

 。因此匈牙利的日耳曼人主要是两个民族相互毗邻并长期互动的结果。波兰、捷克的情况也与匈牙利类似。而罗马尼亚境内的日耳曼人集中在特兰西瓦尼亚地区，该地区在“一战”前曾受到匈牙利政权的长期统治，这里的日耳曼人也是在匈牙利统治时期到来的。

虽然不同国家的穆斯林往往并不属于同一民族，但是，东欧地区穆斯林的主要起源是相同的，即都是奥斯曼帝国在历史上曾长期统治巴尔干地区的结果。因此，东欧地区的穆斯林集中分布在巴尔干半岛。

从表1-5可以看出，当前东欧地区的土耳其族主要集中在与土耳其共和国距离较近的国家中。马其顿境内的土耳其族集中在靠近阿尔巴尼亚共和国的辛塔尔祖帕区（Centar Župa）和普拉斯尼察区（Plasnica）。保加利亚境内的土耳其族主要生活在该国南部的卡的扎里（Kardzhali）、布尔加斯（Burgas），东北部的舒门（Shumen）、拉兹格勒（Razgrad）、特尔戈维什特（Targovischte）、锡利斯特拉（Silistra）、多布里奇·鲁塞（Dobrich Ruse）等地，生活在上述地区的土耳其族占保加利亚境内土耳其族总数的63.7%。罗马尼亚境内的土耳其族集中在该国东南部、黑海之畔的多布罗加地区，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也生活着一定数量的土耳其族。


表1-5　穆斯林在东欧的分布

[image: 059]



*
 此处的穆斯林是相关各国在本国的人口普查中所做的民族分类之一。多数国家将波黑穆斯林与穆斯林分列为两个民族。

资料来源：与本节所列各国数据来源相同。

日耳曼人和穆斯林成为东欧的许多重要历史事件的推动因素，有关民族问题从形成以来就未曾消失过。

第三类是因民族迁徙活动而形成的少数民族。

这类少数民族在东欧地区的分布状况是由于主动或被动的民族迁徙活动而造成的，主要包括犹太人和罗姆人（罗姆人又被称为吉普赛人）。这两个民族的起源地距离东欧地区较远，在东欧地区以及东欧地区周边都没有自己的民族国家，属于纯粹的外来民族。相对于某些少数民族主要集中分布在东欧地区的某几个国家而言，罗姆人和犹太人在东欧地区的分布比较广泛，几乎在每个东欧国家都有分布；而且这两个少数民族的生活区比较分散，并不集中在某一特定的地理区域的周边。


表1-6　罗姆人、犹太人在东欧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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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波黑的资料由于暂缺而未列出。


*
 由于罗姆人自身的原因（如经常迁徙）和各国政府的原因（各国政府一般不愿承认本国有数量较多的罗姆人），因此本表中所列举的各国政府的统计数据可能会比实际情况稍低一些。例如捷克官方统计罗姆人人数约占本国人口总数的0.3%，而实际情况可能是2.5%左右。斯洛伐克官方统计罗姆人人数约占本国人口总数的1.7%，但非官方做出的估计认为这一数据为6%～10%。可参考William M. Mahoney, The History of the Czech Republic and Slovakia,
 Santa Barbara: Greenwood, 2011，p. 4, p. 11。又如各种机构对罗马尼亚境内的罗姆人人口数量存在着不同的估测，各种估测相互之间差距较大，其数值在40万至250万之间。可参考Henry F. Carey, ed., National Reconciliation in Eastern Europe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p. 240。

资料来源：与本节所列各国数据来源相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犹太人问题曾经是东欧地区的一个非常突出的政治问题，“二战”后这一地区的犹太人人数大幅减少，而罗姆人问题则是当今东欧社会中的一个显著的社会问题。

第四类是因大国的干预而形成的少数民族。

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结束后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国达成的协议对东欧地区的政治版图进行了调整，由此形成了大量的少数民族，其中比较典型的是阿尔巴尼亚族和匈牙利族。

1912～1913年，英、奥、法、德、意、俄六国以及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双方的代表召开伦敦会议。根据这次会议达成的《伦敦条约》（Treaty of London）以及后续签订的《佛罗伦萨议定书》（Protocol of Florence）和《科孚议定书》（Protocol of Corfu），阿尔巴尼亚的独立地位得到了承认，但是该国的国土并未涵盖当时阿尔巴尼亚族人的全部生活区。当时被划到阿尔巴尼亚境外的阿尔巴尼亚族人与该国境内的阿尔巴尼亚族人的人数几乎相同，这一状况至今未曾改变。这就是当前阿尔巴尼亚境外生活着大量的阿尔巴尼亚裔少数民族人口的由来。克罗地亚和黑山境内的阿尔巴尼亚裔少数民族亦为数不少，但阿尔巴尼亚境外的阿尔巴尼亚族人主要集中在科索沃地区和马其顿共和国境内。马其顿共和国的阿尔巴尼亚族人口集中在与阿尔巴尼亚接壤的马其顿西北部地区，主要包括泰托沃（Tetovo）、戈斯蒂瓦（Gostivar）、的巴尔（Debar）、斯特鲁加（Struga）、基切沃（Kicevo）等地。

匈牙利裔少数民族主要存在于匈牙利共和国的邻国斯洛伐克、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境内。这三个邻国中的马扎尔人主要是“一战”后根据《特里亚农条约》从原匈牙利王国划到相应国家中去的。

斯洛伐克的马扎尔人主要分布在斯洛伐克南部、与匈牙利接壤的长条形边境地带。在这些边境地带，马扎尔人与斯洛伐克族的人数基本持平，其中在科马尔诺（Komárno）和斯特里达（Dunajská Streda）两地马扎尔人占多数。

罗马尼亚境内的马扎尔人多数居住在特兰西瓦尼亚省，在该省马扎尔人约占当地总人口的19%。其中，马扎尔人占多数的地区为哈尔吉塔和科瓦斯纳。

塞尔维亚境内的马扎尔人主要居住在伏伊伏丁那省。伏伊伏丁那的马扎尔人又多数集中在该省的北部、靠近匈牙利的地区
[39]

 。匈牙利语是该省的6种官方语言之一。在伏伊伏丁那省，塞尔维亚族约占当地人口的65%，马扎尔人接近当地人口的15%。

值得指出的是，以上对东欧的少数民族进行的分类不可能涵盖现实中的全部情况。

第三节　民族的交叉分布、跨境分布现象

除民族数量众多之外，东欧地区的民族分布状况的最突出特点就是民族的交叉分布和跨境分布。“交叉分布”和“跨境分布”这两个词语所描绘的都是民族的分布状态在地理空间上的表现形式，但其着眼点有所不同。“交叉分布”一词主要是以一个地区为着眼点，说明一个地区存在着两个以上民族的生活区。“跨境分布”一词主要是以一个民族为着眼点，说明一个民族分布在两个以上的国家之中。在东欧地区，有时这两个词语所描绘的可能是同一情况，因为东欧某一地区存在的民族交叉分布现象往往是由民族跨境现象造成的。

一　民族交叉分布现象

可以说，整个东欧地区就是一个多民族交叉分布区，是一幅异彩纷呈的“民族马赛克”。然而在这其中，有一些地区的多民族交叉分布现象又特别突出。在这类地区中，除上一节中已经提到的特兰西瓦尼亚、马其顿等多民族聚居区外，最为典型的是前南地区。

前南地区是东欧范围内的一个民族问题最突出的地区。今天的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黑山、马其顿、波黑六个国家都曾是前南斯拉夫王国或共和国的成员，在这些国家中广泛存在着民族交叉分布现象。从上文列出的“东欧各国中的主要少数民族”一表中可以看出。

第一，塞尔维亚族在其他5国中人数都较多，其中在克罗地亚、波黑的人数最多。克罗地亚境内的塞尔维亚族居民主要集中在克罗地亚中部、与波黑接近的地区，其中塞尔维亚族人数较多的县有武科瓦尔-斯里耶姆（Vukovar-Syrmia）、利卡-塞尼（Lika-senj）、锡萨克-莫斯拉维纳（Sisak-Moslavina）、希贝尼克-克宁（ibenik-Knin）、卡尔洛瓦茨（Karlovac）。

第二，在波黑地区之外，波黑穆斯林主要集中在塞尔维亚与黑山交界处的桑扎克（Sandžak）地区。此外，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Zagreb）、伊斯特拉县（Istria County）、滨海和山区县（Primorje-Gorski Kotar County）的波黑穆斯林亦人数较多。

第三，克罗地亚族在波黑、斯洛文尼亚的人数较多。但斯洛文尼亚境内的克罗地亚族的分布状况较为分散。

在前南地区，又以波黑地区和伏伊伏丁那地区的民族交叉现象最为突出。

波黑共和国内部有两个实行自治的政治实体，即“穆克联邦”（Federation of Bosnia and Herzegovina）和“塞族共和国”（Republika Srpska）。“塞族共和国”位于波黑东北部，波黑地区的塞尔维亚族集中生活在这里。克罗地亚族主要分布在从波黑西北部的库普雷斯（Kupres）到东南部的雷伏诺（Ravno）这一地带，其中在波黑地区克罗地亚族人数最多的城市是莫斯塔尔（Mostar）
[40]

 。波黑穆斯林集中分布在波黑的中部和东部。但波黑中部的很多地区是以上三个民族的混居区。

塞尔维亚共和国的民族构成情况可分三部分分别进行考察，这三个部分即伏伊伏丁那省、塞尔维亚中部地区（Central Serbia）和科索沃。塞尔维亚中部地区即塞尔维亚共和国除去北部的伏伊伏丁那省和南部的科索沃的地区，该地区是塞尔维亚族人生活的核心区。在塞尔维亚中部地区，塞尔维亚族人口占总人口的近90%。
[41]

 塞尔维亚境内的阿尔巴尼亚族居民主要集中在科索沃地区。

伏伊伏丁那省是根据“一战”后签订的《特里亚农条约》划入南斯拉夫的原匈牙利王国的国土，主要包括原属于匈牙利的巴奇卡地区、巴纳特地区西部的一小部分土地以及巴拉尼亚。“一战”后，协约国决定将这一地区“切上两刀，西北给匈牙利切去一角，东北给罗马尼亚切去一角，剩下的一大块留给南斯拉夫”，这“一大块”就是伏伊伏丁那。在“一战”末期，该地的人口构成情况是：“包括29%的塞尔维亚人、27.7%的匈牙利人”和23.8%的日耳曼人，此外还有罗马尼亚族、斯洛伐克族、罗斯人、“布尼耶夫人、索科奇人（两者都是克罗地亚人的分支）、波兰人和乌克兰人”
[42]

 。而今，伏伊伏丁那省除生活有人口比例较高的马扎尔人外，还生活着大量从原匈牙利王国划归南斯拉夫的斯洛伐克族。斯洛伐克族是伏伊伏丁那省的第三大民族群体，该省的斯洛伐克族聚居区主要是科瓦契察（Kovačica）和巴奇基·彼得罗瓦茨（Bački Petrovac）。此外，当前在伏伊伏丁那仍生活着日耳曼人以及其他人数较少的民族。

除前南地区外，东欧地区还存在着许多民族交叉分布现象，如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民族都有大量的人口生活在对方的国家当中，匈牙利境内的斯洛伐克族、罗马尼亚族、克罗地亚族人数较多。但是，这些民族交叉分布现象主要是人口流动的结果，因此这些民族交叉分布现象并不属于民族跨境现象。例如，捷克境内的乌克兰族主要是外来移民，由于20世纪90年代早期大批乌克兰人移民到捷克工作，该国形成了一个大型的乌克兰人社区。

二　民族跨境分布现象

对民族交叉分布现象进行研究主要是从地区的视角观察东欧的民族分布状况，此外还可从民族的视角来研究这种状况。

在东欧地区民族分布图中，表示民族分布区的“底色”与国境线的“线框”并不是完全重合的。代表某些民族的分布区的“底色”超过了国境线之外，而有的国家的国境线则把代表其他民族的分布区的“底色”框在了本国国境之内。在东欧地区，广泛存在着这种由于人为划定的边境线从一个民族的聚居区穿过而使一个民族生活在两个乃至多个国家中的现象，这种因民族的主要生活区与国家的疆域不一致而产生的现象可称为“民族跨境现象”。涉及这种现象的民族即可称为跨境民族。然而，“跨境民族”一词通常指被划到母国的国境线之外、成为另一个国家中的少数民族的那部分居民。

通过上述介绍可以看出，本书所称的跨境民族有两方面特征。第一，跨境民族从本质上说是生活在同一地域的，其分布状态呈现出集中连片的态势，只是因为人为划定的边境线穿过这一地域而使该民族被分隔在不同的国家之中。第二，跨境民族的形成主要是因人为做出的政治决定而造成的后果。民族跨境现象的普遍存在是东欧地区民族分布状态的一大特色、一个最重要的内容，是东欧地区民族分布状况复杂性的重要特征之一。跨境民族是东欧地区的少数民族问题中的一个突出问题。

东欧地区的跨境民族既有主体民族，也有少数民族；而主体民族如果发生跨境分布现象，本民族的部分人口就会在他国中沦为少数民族。

从上文中列出的“东欧各国中的主要少数民族”一表中可以看出，东欧地区的民族跨境分布现象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主体民族的跨境分布，如前文中已经提到的匈牙利族、阿尔巴尼亚族和塞尔维亚族等。“在东欧，围绕着处在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塞尔维亚的匈牙利族，处在塞尔维亚和马其顿的阿尔巴尼亚族，处在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族和克罗地亚族的问题是反映跨境民族和外交政策之间关系的最突出的例子。”
[43]



此外，在与斯洛文尼亚接壤的奥地利南部地区，也存在着斯洛文尼亚族聚居区。“一战”前，奥地利统治下的斯蒂里亚和卡林西亚是两个斯洛文尼亚族聚居区，“一战”后这两个地区的众多斯洛文尼亚族人被留在了奥地利版图之内。其原因主要在于长期受到奥地利统治的这部分斯洛文尼亚族人对奥地利的认同度较高，在“一战”后举行的、决定本地区归属的投票中，许多人赞同继续留在奥地利。

第二类是纯粹的少数民族的跨境分布，如西里西亚族和弗拉克人。

西里西亚族生活在东欧的西里西亚地区。西里西亚地区位于波兰、德国和捷克三国的交界处。西里西亚族属于斯拉夫人，但由于在历史上曾长期受德国统治，因此该民族受到了日耳曼文化的强烈影响。在这种背景下，到今天这个民族的人口对自己的民族归属存在着不同的认识。这种不同的认识首先体现在西里西亚族是否属于一个独立的民族这一问题上，其次体现在西里西亚人会对自己的民族归属做出不同的选择。在波兰于2011年进行的统计中，该地区有12.6万人宣称自己是日耳曼人，这就使日耳曼族成为波兰的第二大少数民族（波兰境内93%的日耳曼族生活在波属西里西亚地区）。此外，还有5.8万西里西亚人认同自己属于波兰族。在生活在捷克的西里西亚人中，除有一部分人宣称自己是西里西亚族之外，另有一部分人也宣称自己是捷克族。

弗拉克人（Vlachs）
[44]

 “通常称呼自己为阿罗蒙人（Aromanians），希腊人称之为库左弗拉克人（Koutzovlachs），南部斯拉夫民族称之为辛查尔人（Cincars），罗马尼亚人称之为马其顿罗马尼亚人（Macedo-Romanians），而且特定的弗拉克人群还有很多其他名称，但称呼他们的最恰当的名词还是弗拉克人——尽管这个名称也有一些问题”
[45]

 。这个民族是长期居住在巴尔干半岛南部的一个讲拉丁语族语言的民族，一般认为该民族与罗马尼亚人有亲缘关系。该民族主要分布在马其顿共和国、希腊中部和北部、阿尔巴尼亚南部和保加利亚西南部，亦有部分人迁居至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一说阿罗蒙人与罗马尼亚人同属弗拉克人。对巴尔干地区的弗拉克人人口的估计一般在40万左右。
[46]



第三类是东欧地区周边国家中的主体民族发生了民族跨境现象，从而在东欧地区形成了少数民族，这类情况主要包括乌克兰族（罗斯尼亚族）、白俄罗斯族、希腊族、意大利族。

东欧地区的乌克兰族主要生活在乌克兰共和国的邻国波兰、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境内，而白俄罗斯族主要分布在波兰境内。

波兰境内的乌克兰族、白俄罗斯族生活在波兰东部，波兰与乌克兰、白俄罗斯两国的交界处。也就是说，由于国境线从乌克兰族、白俄罗斯族的生活区穿过造成了一部分乌克兰族、白俄罗斯族生活在波兰境内。波兰境内的乌克兰族主要集中在波兰东北部的奥尔什丁（Olsztyn）和埃尔布隆格（Elbląg）、西北部的斯武普斯克（Słupsk）和科沙林（Koszalin）、西南部的利格尼兹（Legnica）和弗罗茨瓦（Wrocław）；白俄罗斯族主要居住在波德拉谢省（Podlaskie Voivodeship）。

斯洛伐克境内的罗斯尼亚族与乌克兰族有着较近的亲缘关系。“罗斯尼亚”（Ruthenia）是东欧地区的一个历史地名，该词的词根是“罗斯”（Rus），最初所指的地域是历史上的基辅罗斯公国的领土范围，这个地区包括现在的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西部地区、斯洛伐克东部地区和波兰南部地区。后来几经演变“罗斯尼亚”这一地名主要指加里西亚（Galicia）及其周边地区。“加里西亚”也是一个历史地名，是在哈布斯堡王朝占领了这一地区之后而为该地区赋予的新的名称。加里西亚地区位于喀尔巴阡山脉北部，包括今乌克兰西部、斯洛伐克东部和波兰南部地区。在这个地区生活的斯拉夫人主要是今天的乌克兰族。在历史上，乌克兰族在未被公认为独立的民族之前就被称“罗斯尼亚人”
[47]

 。因此，当今斯洛伐克境内的罗斯尼亚族与乌克兰族同根同源。与乌克兰族同根同源的民族在东欧的波兰、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匈牙利和捷克等地区都有分布，那些不生活在罗斯尼亚地区的族群往往被称为“罗斯人”（Rusyn）。

东欧地区的希腊族主要生活在阿尔巴尼亚境内。阿尔巴尼亚靠近希腊的领土在阿尔巴尼亚被称为“南阿尔巴尼亚”，在希腊则被称为“北伊庇鲁斯”（Northern Epirus）。阿尔巴尼亚境内的希腊族主要居住在这一地区，尤其集中在吉诺卡斯特（Gjirokastër, Argyrokastro）、科尔察（Korçë，Korcha）、发罗拉（Vlorë）和培拉特（Berat）等市县之中。希腊族人占多数的地区是吉诺卡斯特和柯尔察两地；在“二战”期间1940～1941年的战役中，希腊的军队曾占领了这两个地方，后又退出。

东欧地区的意大利族集中在克罗地亚境内、克罗地亚靠近意大利的领土上，主要集中在伊斯特拉（Istria）和达尔马提亚（Dalmatia）地区。

综上所述，东欧地区各民族的身份比较复杂。有的有三重身份，既是主体民族，又是少数民族，还是跨境民族；有的有两重，既是少数民族又是跨境民族；有的只有一重身份。在本节中对主体民族、少数民族和跨境民族做出区分，其主要目的在于说明东欧地区的民族分布状况的复杂性。

第四节　东欧地区民族分布状况的复杂演变

东欧地区民族分布状况的复杂性不仅体现在空间维度上，而且体现在时间维度上。东欧的民族分布状况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在每一历史阶段都不尽相同，这种演变过程对东欧地区的民族国家的形成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里以“二战”前后东欧的日耳曼人和犹太人分布情况的变化为例对东欧地区民族分布状况的演变加以说明。

首先，东欧地区日耳曼人的分布情况在“二战”前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生活在东欧地区的日耳曼人口的规模大于今天的规模。例如，“二战”前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境内的日耳曼人人数约为350万，
[48]

 而今天捷克和斯洛伐克两国的日耳曼人口总计不到3万。在波兰，1921年时日耳曼人的人数超过了100万，
[49]

 而今仅为7.4万。在匈牙利，1918年时日耳曼人人数约为55万，
[50]

 而今约为13万。在南斯拉夫，“二战”前日耳曼人人数约为50万，
[51]

 而在今天前南地区的日耳曼人人数不超过2万。在罗马尼亚，“二战”前日耳曼族约为75万人
[52]

 ，而今该国的日耳曼人只有当年的一半左右。

之所以“二战”后东欧地区会出现日耳曼人口大幅减少的情况，这与德国在“二战”期间在东欧地区的倒行逆施有关。除德军的暴行外，在东欧地区生活的许多日耳曼人在“二战”期间充当了德国纳粹的“第五纵队”和帮凶，这势必引起东欧地区受侵略民族的仇恨和“报复”。

到“二战”末期，随着德军的溃败，东欧地区的日耳曼人人数就开始出现大幅减少之势，相应的情况主要可分为四类。第一，日耳曼人在战争期间逃离东欧地区。例如，在1944年苏联军队占领奥得河-尼斯河一线以东地区之前，原本生活在该地区的日耳曼人就主动逃离或被迫离开当地，在此期间离开的日耳曼人总数约为835万。
[53]

 第二，在战争中，有许多日耳曼裔平民丧生。例如，在“二战”后期生活在苏台德地区的日耳曼人中有30万至40万丧生。
[54]

 第三，苏联军队以及东欧国家的军队驱逐了大量的日耳曼人。第四，在战争末期，德国主动安排一部分东欧地区的日耳曼人撤离。例如在1941年德国入侵之前，生活在伏伊伏丁那地区的日耳曼人约为30万，生活在波斯尼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的日耳曼人约20万。在德国预感的失败降至之时，设法撤离了其中的22万人，有些日耳曼人则留下来。在留下的人中，苏军在1944年逮捕了伏伊伏丁那地区3万强壮的日耳曼人，送到顿巴斯煤矿工作。
[55]



然而，东欧地区的日耳曼人遭到大规模驱逐的情况还是发生在“二战”结束后，其主要原因是英美等国看到东欧国家中存在着复杂的民族混居杂处现象，这种现象使东欧国家难以成为民族国家，也使有关国家的政治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之中。为了改变这种状态，英美等大国做出的决定对战后出现的强制人口转移行动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战争结束前，丘吉尔就提出，“全面驱逐日耳曼人是战后最能令人满意的、保证稳定的办法”
[56]

 。丘吉尔希望确保“东欧地区不会再出现已经制造了无穷的麻烦的人口混杂现象……将进行一次彻底的清扫（clean sweep）”
[57]

 。战后在东欧地区担任重建援助协调员的美国前总统胡佛也认为：“强制转移人口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但是与少数民族一直遭受的痛苦和战争的不断重演相比这种麻烦并不算什么。”
[58]



正式确定驱逐东欧地区的日耳曼人的文件是《波茨坦公告》。美国学者指出：“从东欧地区——特别是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驱逐1200万日耳曼人一事在三个大国于1945年8月初签署《波茨坦公告》之际就已经明确地得到了三大国的授权。《波茨坦公告》中有一整段的、在文字上被表述为‘有序地转移日耳曼人口’的内容，这个宣言毫无疑问地明确了‘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转移日耳曼人的工作将得到整体实施’，并尽快完成。”
[59]

 例如，南斯拉夫在1945年也颁布法令，取消日耳曼人的公民权，当时被剥夺公民权的约为20万人，他们被投入强制劳动营，其中6.3万人在随后的5年中死亡。幸存者于20世纪60年代返回西德。到1980年，南斯拉夫的日耳曼人仅剩下1万多人。
[60]

 《波茨坦公告》刚刚发布不久，捷克斯洛伐克也发布法令，取消了该国境内所有日耳曼人和匈牙利族的公民权，随后又决定没收苏台德地区日耳曼人的全部财产并决定“彻底清除”（uncompromising liquidation）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日耳曼人社区。

战后遭到驱逐的日耳曼人包括三部分。一是在“二战”爆发许久之前就已迁徙并定居到东欧地区的日耳曼人。二是生活在德国于“二战”前夕和“二战”期间从东欧国家得到的领土上的日耳曼人，这些领土包括德国在“二战”期间占领的波兰东部地区、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北部等。三是生活在原属于德国、“二战”后被划归到波兰的领土上的日耳曼人。

前文已提到，战后从东欧地区主动逃离或被迫离开、前往德国或奥地利的日耳曼人口约为1200万。其中，从东普鲁士、西里西亚及波美拉尼亚地区撤出的日耳曼人口约为700万，从捷克斯洛伐克撤出的约为300万。
[61]

 罗马尼亚的日耳曼人中有许多人迁徙到了德国，留下来的日耳曼人集中在特兰西瓦尼亚地区。此外，在“二战”前不久以及“二战”期间，生活在波罗的海地区和克罗地亚的一部分日耳曼人已被德国主动撤回到了国内。在1945年至1948年期间驱逐日耳曼人的过程中，约有140万日耳曼人丧生。

在上述情况下，“二战”后东欧地区的日耳曼人口的数量比“二战”前大幅减少。

其次，东欧地区的犹太人的分布情况在“二战”前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大致从13世纪起，德系犹太人就开始进入东欧地区。从15世纪末西班牙驱逐犹太人开始，西班牙系犹太人也大量迁居至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巴尔干地区。到“二战”之初，东欧地区的犹太人的分布情况大致如下：生活在波兰的犹太人口约为300万，其中包括从俄罗斯西部地区逃到波兰的犹太裔难民。罗马尼亚的犹太人人数在50万到75万之间。匈牙利的犹太人口约为50万。捷克斯洛伐克的犹太人口约为70万。
[62]

 巴尔干地区的犹太人的人数相对较少，例如在1918年时，南斯拉夫的犹太人人数约为7.5万。
[63]

 而在今天东欧国家的犹太人多则几千人，少则几百人。由此可见，“二战”之前东欧地区犹太人的人数要远多于“二战”之后的人数。在“二战”之前，世界上最主要的犹太人分布地域就是东欧地区。然而由于排犹主义在欧洲的兴起，东欧地区的犹太人在“二战”期间大幅减少。

1933年德国纳粹上台执政后，纳粹势力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力陡然上升。随着“二战”前德国在欧洲的外交战争中不断获胜，德国对东欧国家的经济影响和政治影响也不断增强。东欧地区当时也存在着严重的排犹主义情绪，如有著作指出：“如果说东欧国家还有什么共同点的话，那就是都厌恶吉普赛人和犹太人。”
[64]

 德国的排犹主义政策对东欧的影响与当地既有的排犹情绪结合在一块，使得“二战”前犹太人在东欧的生存环境急剧恶化。在“二战”期间，德国纳粹将占领区的许多犹太人送往东欧地区。例如“在1939年至1940年的冬季，维也纳的警察将6万名犹太人从他们的家中带走，把他们送到德国占领的波兰地区”
[65]

 。

纳粹更是对东欧地区的犹太人进行了大规模的迫害和杀戮。以南斯拉夫的情况为例，在20世纪30年代，南斯拉夫成为原来生活在德国、奥地利等中欧国家的犹太人逃往巴勒斯坦和其他国家的中转地。当时数千名犹太人住在南斯拉夫的旅馆及私人住宅中，在此期间南斯拉夫犹太教社区联盟（Federation of Jewish Religious Communities of Yugoslavia）为穷困潦倒的犹太人提供了经济资助，教会组织和慈善组织也给予犹太人援助。在南斯拉夫王国于“二战”中覆灭后，德国、意大利、克罗地亚的法西斯组织分别对各自所辖的前南斯拉夫王国领土上的犹太人进行了迫害。在1940年南斯拉夫共有115个犹太人社区，但在“二战”之后只有萨格勒布的唯一一个犹太人社区得以保存下来。
[66]

 许多犹太人被送到德国的集中营并被屠杀。在1941年南斯拉夫的犹太人口约为8.2万，在1941年至1945年期间，因被送往集中营、杀害或逃亡，南斯拉夫的犹太人减少了6.7万，也就是说，这一地区的犹太人人数减少了80%以上。
[67]



在“二战”期间，德国占领了波兰西部，当地的犹太人也遭到了严重的迫害。在德军占领下的华沙，该城的犹太人社区的10万名犹太人在1943年举行了武装起义。虽然遭到了残酷的镇压，但这场起义仍被西方学者誉为“犹太人民历史上的光荣的篇章”
[68]

 。

从1933年希特勒上台到“二战”期间是犹太人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根据有关统计，在“二战”中欧洲大约有2/3的犹太人遇害。
[69]

 在东欧地区被杀害的犹太人口约为600万。
[70]

 东欧地区的犹太人在“二战”期间逃离到世界各地，尤以中东地区和美国居多。在“二战”前东欧曾经是世界上犹太人人数最多的地区，可以说“二战”中纳粹势力对犹太人进行的种族灭绝政策已经终结了犹太人这个曾经在东欧地区非常重要的少数民族在该地区所曾经拥有过的巨大影响力。但是直到今天，曾经生活在东欧地区的犹太人及其后代身上仍然带有东欧的印记，例如有著作描述：“在以色列，一部分来自巴尔干的犹太人仍被称为土耳其裔、保加利亚裔、南斯拉夫裔或希腊（萨洛尼卡）裔犹太人，他们有自己的特征，在他们的生活区存在着由来自同一个地域的犹太人组成的大型聚居区，他们参加自己的社团生活。”
[71]



在“二战”期间与犹太人一样，同样遭遇到种族灭绝政策的还有罗姆人。从10世纪起，罗姆人逐渐穿过中东的波斯、亚美尼亚等地区到达巴尔干半岛，从这里又向西迁徙到欧洲各地。在1933年至1945年期间，德国纳粹及其控制的东欧地区的政权不仅剥夺了罗姆人的选举权、公民权，还把罗姆人关进集中营大规模屠戮，甚至利用他们进行人体试验。例如，在1931年时南斯拉夫的罗姆人人数约为7万，到“二战”前约达到8万。
[72]

 在“二战”期间，克罗地亚从南斯拉夫独立出来，建立起了纳粹政权，纳粹组织乌斯塔莎在“二战”期间将4万罗姆人集中在亚塞诺瓦茨（Jasenovac）死亡营并将他们全部杀害。
[73]

 还有学者估计，在克罗地亚，90%的罗姆人被杀害了。
[74]

 又如，在1942年大约有2.5万名罗姆人被从罗马尼亚带到了德涅斯特河沿岸（Transnistria）的集中营，其中约1.9万人丧生。
[75]

 据估计，“二战”期间欧洲被杀害的罗姆人人数超过了150万。
[76]



本节对日耳曼人、犹太人等民族在“二战”前后在东欧地区的分布状况进行了对比，其目的在于说明东欧地区的民族分布状况在历史上曾经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演变过程的复杂性也是东欧地区的民族分布状况的复杂性的重要侧面之一。

总之，东欧地区的民族分布状况是错综复杂的，这种复杂的民族分布状况对该地区的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存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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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东欧地区复杂的民族分布状况之成因

是哪些因素导致了东欧地区复杂的民族分布局面的形成？概而言之，东欧地区呈现出民族交叉分布、跨境分布现象并且这种现象呈现出复杂演变的主要诱因有三个：民族迁徙活动、周边强大民族的影响以及国境线的变更。民族迁徙活动会导致民族交叉分布现象的出现。周边的强大民族对东欧地区的征服、统治是该地区存在着人数较多的、东欧地区周边民族（如俄罗斯族、日耳曼人、突厥人）的人口的重要原因。国境线的变更往往会使某个民族成为跨境民族，而有关决定往往是某个国际体系做出的。这三个方面体现出一定的时间次序，在历史早期对东欧地区的民族分布状况造成影响的主要因素是民族迁徙活动，随后周边强大民族对东欧地区的影响凸显出来，而至近代国际体系所发挥的作用则十分明显。影响东欧地区的民族分布状况的因素也是影响该地区的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发展的因素，因此对这些因素的研究有助于解释东欧地区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何以异常曲折坎坷。

第一节　民族迁徙的结果

民族迁徙活动是导致东欧的某些地区成为多民族交叉分布区的重要原因。在东欧，这类多民族交叉分布区为数不少，其中最典型的是马其顿地区和特兰西瓦尼亚地区。本节选取这两个地区作为案例，以揭示民族迁徙活动对东欧地区的民族分布状况造成的影响。

一　马其顿地区的多民族交叉分布格局的形成

马其顿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块多民族混居之地，该地区的民族分布状况主要是由民族的迁徙活动造成的。

在这里首先要注意的是“马其顿地区”与“马其顿共和国”的区别。

“马其顿地区”指的是一块地理区域，这个地理区域的北部边界是科索沃南部以及摩拉瓦河（Morava）上游的河谷，西部边界是德里纳河（Drina）左岸上的山脉，东部边界是罗多彼山脉的西部尾端以及梅斯塔河（Mesta），南部边界则是爱琴海岸。

当前，四个国家分别占有“马其顿地区”这一地理区域的一部分土地：马其顿共和国占据了马其顿地区的西北部，弗洛里纳（Florina）、埃泽萨（Edessa）、卡斯托里亚（Kastoria）等地一线以南的马其顿地区则归希腊所有，保加利亚占有了马其顿地区东北部的一小部分土地，阿尔巴尼亚的领土也涵盖了马其顿地区东部的一块非常狭窄的条形地带。

马其顿地区出现的第一次重要的人口迁徙活动是古马其顿人的迁出。

“马其顿”这一名词即来源于古马其顿人。“到公元前5世纪，马其顿已经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
[1]

 古马其顿人的国家“马其顿王国”最初位于今天的“马其顿地区”的中南部、当时泛希腊人的生活区的北部。古马其顿人与希腊人有亲缘关系，“马其顿的国王认为自己是希腊的后裔，认为自己的祖先是宙斯的儿子赫拉克勒斯（Heracles）”
[2]

 。但当时的泛希腊城邦一般并不认为马其顿人与自己属于同一民族。到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王国在国王菲利普（Philip）的领导下控制了大部分泛希腊地区，在此期间马其顿人与希腊人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融合。后来，马其顿王国在亚历山大（Alexander）国王的领导下不仅征服了泛希腊地区，还通过进行东征征服了波斯等地，最终在公元前4世纪下半叶演变成为一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大帝国。“到公元前330年，亚历山大成为王者之王，他统治的广大疆域从希腊和埃及一直延伸到印度河边缘。”
[3]



就在这个过程中古马其顿人发生了迁徙。“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曾经通过打败希腊的城邦创立了他的希腊化的世界，然后他带着他的王国的成年男性人口中的大部分人向东方进发，之后再也没有回来。”
[4]

 这部分古马其顿人迁走后，余下的古马其顿人逐渐与希腊人融合在一起。马其顿帝国在公元前301年分裂为三部分：马其顿（包括希腊）、叙利亚和埃及。

在公元前167年和公元前146年，罗马帝国先后征服了马其顿和希腊。到公元前48年马其顿被划定为罗马帝国的一个省。
[5]

 此后“马其顿”一词就成了一块地理区域的代名词。东西罗马分裂后马其顿地区受到拜占庭帝国统治。

马其顿地区出现的第二次重要的民族迁徙活动是斯拉夫人的迁入。

“后来，在上一个千年的头几个世纪，斯拉夫部族迁居到当时属于拜占庭帝国组成部分的马其顿”
[6]

 ，马其顿地区的大部分区域也逐渐被斯拉夫人所占据，希腊人和色雷斯人渐渐退居到马其顿南部的少部分地区或与斯拉夫人融合在一起。到7世纪，保加尔游牧部落又进入马其顿。至9世纪，拜占庭帝国对马其顿地区的统治被第一保加利亚王国所取代。此后，马其顿地区又先后被塞尔维亚王国、拉丁公国、奥斯曼帝国所征服。奥斯曼帝国在1370年初开始统治马其顿地区，直到1912年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爆发其统治才告一段落。

在宗教方面，在19世纪60年代末之前，马其顿的东正教会由君士坦丁堡的东征教会管辖，但在60年代末马其顿地区的教会断绝了与君士坦丁堡教会的关系，1870年保加利亚建立了自己的教区长辖区，由此保加利亚对马其顿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

在受到多个政权统治的过程中，罗马人、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土耳其人（及奥斯曼帝国境内的非土耳其族穆斯林人口）、阿尔巴尼亚人、弗拉克人、罗姆人等民族的居民均迁居于此。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期间，马其顿的部分斯拉夫人又实现了穆斯林化。犹太人在15世纪末被西班牙君主驱逐出境之后大规模迁徙到奥斯曼帝国境内，许多犹太人即定居到马其顿地区，该地区的第一大城市萨洛尼卡在“二战”前曾拥有一个大规模的西班牙系犹太人社区。另外，斯科普里、奥赫里德等地也是犹太人的聚集地。上述这些民族再加上马其顿地区的原住民希腊人的共处就使得马其顿地区的民族构成变得异常复杂。由于有关历史资料比较缺乏，现在已很难了解马其顿地区的人口最初确切归属于哪一民族。

概言之，马其顿地区民族构成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历史上，马其顿地区曾先后经历过多个政权的统治。因此，这里的居民会根据不同的政治形势而宣称自己属于不同的民族，如在相应的政权统治之下会宣称自己是希腊人、土耳其人、保加利亚人或塞尔维亚人等。第二，马其顿地区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民族融合，有时不同民族的居民会互相通婚。第三，马其顿地区的斯拉夫人与其他南部斯拉夫人是一同进入巴尔干地区的，相互之间在最初本没有太大的区别，后来出现的民族分化只是斯拉夫人长期生活在不同的地域和环境中的结果。相比于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马其顿地区的斯拉夫人的民族意识觉醒得比较晚，他们曾长期认为自己仅仅是斯拉夫人，而不是一个独立的“马其顿”民族。直到近代，马其顿地区的斯拉夫人对自己的民族归属仍提出了三种不同的看法，即分别主张马其顿地区的斯拉夫人属于保加利亚族、塞尔维亚族或“马其顿族”。第四，不同的政权会故意在这里的民族构成问题上混淆视听。例如，“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在20世纪初各自进行人口调查，但调查的结果却大相径庭。塞尔维亚所提供的调查表显示，当地住着204万塞尔维亚人和5.7万保加利亚人；而保加利亚所递交的调查表则断言，在马其顿有118万保加利亚人和700余名塞尔维亚人。”
[7]

 “希腊学者的统计数据是当地有希腊人65.6万，马其顿斯拉夫人45.5万，土耳其人57.6万”
[8]

 。上述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希腊政权为本国占据马其顿地区寻找根据而进行的人口统计结果未必属实。当然造成统计结果差异巨大的更重要的原因是，长期处于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马其顿居民的民族意识并不强烈，他们中的许多人在20世纪初的时候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属于哪一民族。

当前，马其顿共和国的居民主要是斯拉夫人。马其顿共和国的多数斯拉夫人称自己为“马其顿族”。通过前文的叙述可知，公元前的“马其顿人”与今天的“马其顿人”根本不是一个民族，古代的马其顿人已经融入了希腊人之中，而今天的“马其顿人”则主要是后来迁居到马其顿的斯拉夫人。除斯拉夫人外，由于领土与科索沃相连，马其顿共和国的第二大民族是阿尔巴尼亚族。大多数阿尔巴尼亚族人住在马其顿共和国西部的泰托沃至奥赫里德之间。这个地区的阿尔巴尼亚族人口由来已久，但是在20世纪末的科索沃战争期间又有大量阿尔巴尼亚族人涌入马其顿共和国。马其顿共和国的土耳其裔人口数量相对较少，主要集中在城镇中。除土耳其族之外的人数较多的少数民族是弗拉克人和希腊族。

当前在属于希腊共和国的马其顿地区生活的居民多数是希腊族人，但在20世纪初，这里的居民并不以希腊族人为主。当前居住在希腊属马其顿地区的希腊族人的来源主要有三种。第一，在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正式成立之后，原本生活在小亚细亚地区的希腊族人被迫逃离土耳其，许多人移居到了马其顿地区。第二，1919年保加利亚和希腊签署了条约，开展了人口交换。这次人口交换迁走了马其顿地区的许多斯拉夫人，而那些留下来的斯拉夫人中有许多人在这次人口交换之前已经实现了希腊化。第三，希腊与土耳其进行了人口交换。“在1914年之前，今希腊属马其顿地区的希腊族人不到当地人口的一半，在1923年希腊和土耳其进行了人口交换之后，这个地区的希腊族人口的比例达到了90%以上。”
[9]



二　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多民族交叉分布格局的形成

由于地理环境的特殊和历史背景的复杂，特兰西瓦尼亚称得上是东欧地区的一个最独特的省份。从地理学上讲，特兰西瓦尼亚是一个自然地理单元，是一块由山脉环绕着的高原。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北部、东部和南部的界限都是喀尔巴阡山脉，西部的界限是铁矿山脉
[10]

 。但在历史学中，“特兰西瓦尼亚”这个名词常被用来指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罗马尼亚从匈牙利获得的全部领土。罗马尼亚从匈牙利得到的领土除了上述这个自然的“特兰西瓦尼亚”地理单元之外，还包括其他三块地区。第一块是马拉穆列什（亦称Mármaros），这个地区处在特兰西瓦尼亚北部，喀尔巴阡山脉将其与特兰西瓦尼亚分界开来。第二块是克里沙纳（Crişana），这是铁矿山脉以西的一块由谷地和平原构成的地带。第三块是巴纳特，主要包括蒂萨河、多瑙河和穆列什河之间的平原地带以及喀尔巴阡山的一段山麓。

在历史早期，特兰西瓦尼亚是达契亚人的摇篮，古老的达契亚（Dacian）王国的都城萨尔米泽杰图萨（Sarmizegetusa）就位于特兰西瓦尼亚地区。在公元2世纪，罗马帝国皇帝图拉真率领军队征服达契亚人的战役也是在特兰西瓦尼亚进行的。在罗马人统治了特兰西瓦尼亚大约两个世纪之后，特兰西瓦尼亚又遭遇到斯拉夫人等外族的入侵浪潮，此后达契亚人逐渐与罗马征服者、迁徙而来的斯拉夫人融合在一起。到了9世纪，马扎尔人从亚洲迁徙到欧洲，进驻特兰西瓦尼亚地区。

然而，围绕着2世纪至9世纪期间这段历史，匈牙利的历史学家与罗马尼亚的历史学家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生活在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罗马尼亚人的祖先（即达契亚人与罗马人等民族发生融合后形成的民族）与马扎尔人的人数之比例是怎样的。双方都希望证明本民族的人数曾经，甚至一直在特兰西瓦尼亚地区占据多数。这种做法主要是在为本国应当拥有特兰西瓦尼亚的主权寻找证据。匈牙利历史学家的主要观点是：达契亚人在9世纪前全部迁徙到了瓦拉几亚地区，在此后的几个世纪中一直没有重返特兰西瓦尼亚，今天该地区的罗马尼亚族人是在晚近时期才从瓦拉几亚地区重新进入特兰西瓦尼亚的，马扎尔人在到达特兰西瓦尼地区时当地并无原住民，因此马扎尔人曾长期在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人口中占多数，而罗马尼亚一方得到特兰西瓦尼亚完全是由于“一战”后“威尔逊、克列孟梭和劳合·乔治将特兰西瓦尼亚作为礼物送给了罗马尼亚”
[11]

 。罗马尼亚的历史学家则主张本民族一直生活在特兰西瓦尼亚，并且一直占据着多数：“达契亚人在特兰西瓦尼亚的持续存在可以一直追溯到石器时代。”
[12]

 “达契亚人在特兰西瓦尼亚的持续存在，即达契亚人在该省份的民族格局中所一直占有的地位，并不是以历史的逻辑或者以对古代文本的强制性解读为基础而加以证明的，而是以无可争议的、能够从罗马统治时期的各个阶段找到的物质证据为基础而加以证明的。”
[13]

 “即使是在那些反复被殖民化的地区，罗马尼亚族人口也占据绝对的多数。在1760年至1762年进行的统计显示，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人口为1066015人，其中677306人为罗马尼亚族，占63.5%，其余的人口主要是匈牙利人、察格勒人和撒克逊人。”
[14]



两国历史学家围绕历史上的民族迁徙问题展开的争论反映的是两国对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主权的争议。特兰西瓦尼亚地区是两个民族都寄予了深厚的民族感情的地方。两个民族各自的辉煌历史曾在这里交替上演。与其说是两个民族的互不相让造成了特兰西瓦尼亚问题，不如说是独特的历史给两个民族留下了一道难题。

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主体民族经历了两次转变。第一次转变是该地区的主体民族由达契亚人转变为马扎尔人。第二次转变发生在“一战”后。从9世纪到19世纪，马扎尔人在特兰西瓦尼亚占据主导地位，从“一战”后开始则由罗马尼亚族人占据主导地位。

从马扎尔人征服特兰西瓦尼亚起到19世纪之前，特兰西瓦尼亚地区占统治地位的民族是马扎尔人、日耳曼人、察格勒人（英语为Szeklers，匈牙利语称之为Szekély）。罗马尼亚人
[15]

 处于被统治地位。此外，特兰西瓦尼亚北部的喀尔巴阡山脉地区还生活着一部分斯洛伐克族人。特兰西瓦尼亚的日耳曼人是在13世纪受到匈牙利国王的邀请而迁居此地的，而察格勒人则与马扎尔人有亲缘关系。在9世纪与马扎尔部落一同从亚洲进入欧洲的部落有数个，除马扎尔人外，最主要的部落就是察格勒人。在此阶段，察格勒人仍未与匈牙利族完全实现民族融合。在奥斯曼帝国占领匈牙利的部分领土后，特兰西瓦尼亚在1571年至1711年之间成为半独立性质的公国。在匈牙利和奥斯曼帝国统治期间，马扎尔人、日耳曼人和察格勒人三个民族都拥有自己的自治机构，而罗马尼亚人并没有任何特权。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日耳曼人的主要聚居区是特兰西瓦尼亚南部，察格勒人的主要聚居区是特兰西瓦尼亚东南部，罗马尼亚人主要聚居在特兰西瓦尼亚北部、西南部，上述地区之外的地区主要居住着马扎尔人。根据匈牙利在1910年的统计，特兰西瓦尼亚当地的人口包括147.2万罗马尼亚人、91.8万匈牙利人、23.4万日耳曼人。尽管罗马尼亚人在人数上占多数，但在“一战”前其政治地位并不高。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罗马尼亚从匈牙利手中获得了特兰西瓦尼亚。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罗马尼亚人和马扎尔人的地位出现了逆转。这样一来，特兰西瓦尼亚的民族构成格局发生了变化，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三大占主导地位的民族的排名不再是此前的马扎尔人、日耳曼人和察格勒人，而变成了罗马尼亚人、马扎尔人和日耳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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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罗马尼亚在1930年进行的统计，该地区的总人口是287.1万，其中罗马尼亚人165.8万，匈牙利人82.7万，日耳曼人23.7万。
[17]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兰西瓦尼亚的民族构成出现了罗马尼亚族的人口比例提高、匈牙利族和日耳曼人的人口比例降低的现象。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三。第一，罗马尼亚族的人口出生率一直高于匈牙利族和日耳曼人的人口出生率。第二，“一战”后大量的罗马尼亚人移居到特兰西瓦尼亚，而部分马扎尔人则迁出了这一地区。第三，罗马尼亚政府推行了民族同化政策，部分本属于马扎尔人的居民在后期的人口普查中将自己的民族归属改为了罗马尼亚族。

马其顿、特兰西瓦尼亚两个多民族交叉分布区的存在曾对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的民族国家的建设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第二节　周边强大民族的影响

历史上，东欧地区周边的日耳曼人、土耳其人对这一地区的民族分布格局造成了重大影响。这两个民族的影响力主要是在这两个民族所建立的政权进犯、征服、统治东欧地区期间发挥出来的。这两个民族所发挥的影响力使得东欧地区的民族构成进一步复杂化。

一　日耳曼人对东欧地区的民族分布状况的影响

日耳曼人是生活在东欧地区西部的强大民族。这个民族的政权对东欧地区的民族分布状况造成的最主要影响集中体现在一点上，那就是在东欧地区分布着大量的日耳曼人口。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这种现象尤为明显。日耳曼人口在东欧地区的大量存在不仅使这一地区出现了大量的日耳曼民族与其他民族的交叉分布区，而且给东欧民族国家的生存和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历史上，日耳曼人到东欧地区定居的形式主要有三种。

第一，向东欧地区移民。

在11世纪之前，日耳曼人对斯拉夫人所采取的政策主要是防御性的，以防范斯拉夫人对日耳曼平民的劫掠为主。“加洛林帝国和随后的东法兰克王国都建立了一种预防斯拉夫人扩张的防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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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到了11世纪和12世纪期间，西欧地区出现了变化。在这一阶段西欧的政治局势比较稳定，经济发展迅速，同时人口也实现了大幅度的增长。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促使日耳曼人谋求扩展自己的生存空间。当时在神圣罗马帝国的日耳曼人中出现了一个向东部移民的运动。在移民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是封建主阶级，二是当时的日耳曼人政权。当时生活在神圣罗马帝国东部边境地区的地主们大量招募日耳曼族贫民，将他们安置在今天的东欧地区西部，组织他们进行开荒垦殖。这样就出现了日耳曼人向东方扩展生活区的过程，日耳曼人逐渐在神圣罗马帝国的东部开辟出了许多大型的日耳曼人定居点。在农业人口移民的同时，神圣罗马帝国的很多王国、公国也积极为日耳曼人的移民运动提供武力保护。在12世纪和13世纪期间，日耳曼人通过战争以及和平方式向东方的渗透一直持续进行。今天的奥地利地区就是在这个阶段被日耳曼化的。13世纪末，斯拉夫人已经被日耳曼人驱逐出了奥得河地区。日耳曼人向东方进行的大规模的扩张行动大约在14世纪中叶接近了尾声。这时神圣罗马帝国的东部边境已经与波兰、捷克、匈牙利相接壤。尽管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日耳曼人向这三个国家的领土进行的移民仍在小规模地继续着，但是这三个民族积极抵制了日耳曼人的影响并保持了自己的民族特征。

有著作就此写道：“在1100年至1400年之间，法兰克人因一场规模巨大的民族运动而向东推进。日耳曼人在普鲁士和波兰的边境地区殖民并建立城镇，改变了这些地区的种族、经济和文化地图。他们稳步地推进到斯拉夫人的土地上，由此开始了斯拉夫人和条顿人在东欧的斗争，这场斗争一直持续到20世纪并且可能直到现在仍然没有结束。这场斗争在最近一个时期的标志就是在‘二战’末期大量的日耳曼人从波兰的领土上被驱逐出去（另有700万日耳曼人是在1944年至1952年之间遭到驱逐的），这种驱逐行动是对在中世纪的许多世纪里日耳曼人自西向东大规模推进的一种反动。”
[19]



第二，受邀来到东欧。

在中世纪，东欧地区的封建君主出于某些原因也主动邀请日耳曼人到本国定居。这方面突出的例子是匈牙利和波兰。

在13世纪，匈牙利的国王安德鲁二世（Andrew）曾邀请日耳曼人的十字军到特兰西瓦尼亚地区居住，其目的是让十字军帮助他防御当时侵扰匈牙利东部边境的亚洲游牧部落。伴随着十字军来到特兰西瓦尼亚的还有众多的日耳曼人移民，这些移民就是今天特兰西瓦尼亚南部的“撒克逊人”的祖先。（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撒克逊人”是日耳曼人的一个分支。）这些人在当地定居下来并繁衍至今，直到今天仍然是特兰西瓦尼亚的民族构成中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

1228年前后，受波兰当时的皮亚斯特王朝的邀请，日耳曼人的“条顿骑士团”（Teutonic Order of German Knights）来到了波美拉尼亚（Pomerania）和普鲁士地区。当时波兰人邀请条顿骑士团的目的是“教化”当时不信基督教的立陶宛人以及生活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其他部落。来到普鲁士的沼泽地带之后，条顿骑士团不仅用武力镇压、驱赶立陶宛人等部族，还在波美拉尼亚和普鲁士地区建立起了防御碉堡型的城市和贸易中转站，形成了日耳曼人居住区，他们产生的更重要的影响是使当地的居民发生了日耳曼化。

第三，征服并统治东欧的部分地区之后定居下来。

曾经统治东欧的日耳曼人政权主要是奥地利和普鲁士。

16世纪20年代，哈布斯堡王朝与匈牙利王国实现联姻，从而获得了对原本处于匈牙利政权统治下的克罗地亚地区的管理权。为了抵御奥斯曼军队，哈布斯堡王朝从士瓦本地区迁移大量的日耳曼人来到原本的克罗地亚人定居区，在这里建立边屯区。这类日耳曼人也被称为“士瓦本人”。边屯区“这一政治单位直到1881年才真正取消，在这之后很久，边屯区的居民仍然保持着尚武和从军的传统，以及亲奥地利的情绪。奥匈帝国军队中有相当大比例的军官出身于早先的边屯区联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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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边屯区担任军人的还有克罗地亚人、弗拉克人，以及在17～18世纪因受到奥斯曼军队的进犯而逃到克罗地亚地区的塞尔维亚人。

神圣罗马帝国于1806年灭亡，在此之前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奥地利政权已经崛起。哈布斯堡王朝最强大的时候，曾经全部或部分统治了匈牙利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塞尔维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波兰人、罗马尼亚人和罗斯尼亚人等东欧地区的民族。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东欧的部分地区期间，日耳曼人大量向被统治地区移民，其中以移民到捷克的波希米亚地区的人数尤多。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根据所处的地理位置，生活在东欧地区的日耳曼人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其居住地与奥匈帝国距离较远的日耳曼人，另一类是居住在与奥匈帝国接壤地区的日耳曼人。由于受到奥匈帝国的统治或与奥匈帝国毗邻，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后一类日耳曼人都是其所在地区的占统治地位的民族。

“一战”后东欧地区的前一类日耳曼人的政治地位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这类日耳曼人主要包括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国境内的日耳曼人。

在“一战”后的南斯拉夫，其日耳曼人口主要包括三类群体。第一，伏伊伏丁那省的日耳曼人是根据《特里亚农条约》从匈牙利划归过来的。这个地区的日耳曼人主要属于日耳曼人的一支——“士瓦本人（Swabians）”。他们来东欧地区定居的时间是在18世纪，当时奥匈帝国刚刚重新从奥斯曼帝国手中夺回巴奇卡和巴纳特地区，但哈布斯堡王朝并不想将这些地区全部重新交给匈牙利统治，因此保留了其中的一部分地区作为“军事前线”进行单独的行政管理。奥地利方面由此派了一些日耳曼人到这里驻防。“一战”后，南斯拉夫政府对从匈牙利归并过来的日耳曼人的态度较好，这是因为南斯拉夫政府意图通过拉拢伏伊伏丁那的日耳曼人压制当地的马扎尔人。第二，由于波斯尼亚地区曾受到奥地利的统治，该地区的日耳曼人多数是奥匈帝国统治时期派到当地的官员的后代。波斯尼亚的日耳曼人受到的待遇较伏伊伏丁那的日耳曼人要差一些。第三，南斯拉夫境内在“一战”前就存在的日耳曼人主要集中在克罗地亚的斯拉沃尼亚平原和斯洛文尼亚。由于斯洛文尼亚在历史上曾长期受到奥地利的统治，两个民族的关系不佳，因此在“一战”后的南斯拉夫，生活在斯洛文尼亚的日耳曼人的境遇是最差的。

罗马尼亚境内的日耳曼人中影响力最大的是两个日耳曼人集团：特兰西瓦尼亚的撒克逊人（Saxons）和巴纳特东部地区的士瓦本人。前者信奉新教，后者信奉天主教，这两个群体在1930年之前并没有太多联系。特兰西瓦尼亚的撒克逊人是在13世纪定居到该地区南部的，在匈牙利进行宗教改革期间这部分日耳曼人改奉了路德宗。1930年，这部分日耳曼人的人数是23.7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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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瓦本人在匈牙利统治时期已经被马扎尔化了，但罗马尼亚当局在“一战”后推动这部分人重新实现了日耳曼化。此外在布科维纳地区和比萨拉比亚地区也有小型的日耳曼人定居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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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伏伊伏丁那地区的情况相似，罗马尼亚政府为了联合日耳曼人压制特兰西瓦尼亚当地的马扎尔人，在“一战”后给予日耳曼人的待遇也较好。

“一战”后东欧地区的后一类日耳曼人的政治地位由“一战”前的统治民族变为“一战”后新成立的国家中的“二等公民”。这类日耳曼人主要包括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日耳曼人。

波兰的日耳曼人中有一部分是在13世纪受邀来此定居的，另有一部分是在波兰受奥地利、普鲁士瓜分后迁居于此的。生活在波兰的日耳曼人认为波兰只是“一战”后被大国制造出来的、不可能长久存在下去的国家，当时的德国执政者也持这种看法并一直渴望将但泽-波美拉尼亚走廊重新收归德国。而波兰人曾长期受到日耳曼人的统治。因此波兰境内的日耳曼裔少数民族与波兰当局互相的态度都很不友善，这种状况后来促使纳粹主义在该国的日耳曼人中得到快速传播。然而情况更加复杂的是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日耳曼人。

日耳曼人在“一战”后的初期曾希望捷克斯洛伐克能够允许他们并入德国或奥地利。然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当局当然不会允许日耳曼人聚居区从捷克斯洛伐克分裂出去。在1919年3月，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日耳曼人为了争取独立而在一些城镇中举行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最终警察向示威人群开火并造成了人员伤亡。此后一段时间里该国的捷克族和日耳曼人的关系降到了冰点。然而在几年之后，由于日耳曼人意识到修改“一战”后达成的和约、重返德国或奥地利的希望十分渺茫，因此双方都开始表现出一种实现和解的意愿。当时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内存在着由日耳曼人组建的社会党、共产党、保守党、自由党、农民党和教会党。在1925年，日耳曼人的农民党和教会党的代表进入了新一届政府。此后日耳曼社会民主党也做出了与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进行政治合作的决定。在1929年，日耳曼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也进入了政府。

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日耳曼人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苏台德地区的日耳曼人。“苏台德”是波希米亚北部的一座山脉的名字。波希米亚地区的日耳曼人的民族主义观念非常强烈，甚至德国人与之相比亦有不及。关于日耳曼人的血缘和种族优越的理论就是在波希米亚地区的日耳曼人中产生出来的。该地区的日耳曼人的一位领导人舍内勒（Schönerer）曾提出了泛日耳曼主义的理论，其内容主要是宣传种族仇恨和反犹太主义，他的理论后来对希特勒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在“一战”后，生活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日耳曼人的政治地位从原来处于统治地位的“主人”转变为“二等公民”，这就为“二战”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二　土耳其人对巴尔干地区的民族分布状况的影响

从14世纪土耳其人进入巴尔干半岛并逐渐扩展自己的统治区，到19世纪其统治下的巴尔干民族纷纷独立，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的统治跨越了5个世纪。这5个世纪的统治给巴尔干地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为了应对十字军及意大利人的威胁，拜占庭帝国于1347年邀请土耳其人的军团来到巴尔干半岛。但从此之后土耳其人再也没有离开欧洲，100年之后他们就成为君士坦丁堡的主人并占领了东南欧的大多数地区。在1362年将首都定在君士坦丁堡以西不远的亚德里亚堡（Adrianople）之后，土耳其人在1389年的科索沃战役中打败了塞尔维亚人的军队；在1393年占领了保加利亚全境；在1453年攻下了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国覆灭；在1463年和1468年又先后占领了波斯尼亚和阿尔巴尼亚人的生活区；在1476年和1512年，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先后变成了奥斯曼帝国的附庸国；在1521年攻下了贝尔格莱德；在1526年入侵匈牙利，匈牙利的大部分国土被土耳其人占领，仅保留了斯洛伐克、克罗地亚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巴拉顿湖（Balaton）以西的匈牙利平原地区。至此，巴尔干半岛的绝大多数地区被奥斯曼帝国收入囊中。与其他帝国相比，奥斯曼帝国对巴尔干的统治体现出某种独特性，“奥斯曼帝国的机构设置、法律和文化是以伊斯兰的风貌出现的，但是这些又与东南欧地区的政治-文化和独特的民族-宗教环境相和谐，亦与土耳其人自己的民族文化和信仰相和谐”
[23]

 。

在奥斯曼帝国征服并统治东南欧期间，巴尔干的民族分布状况发生了以下三方面的变化。

第一，一部分穆斯林迁居到巴尔干。

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期间迁居到巴尔干的穆斯林人口中，有一部分是土耳其人。就其所统治的帝国的广大疆域而言，土耳其人是一个人数相对较少的统治民族，因此土耳其人不可能大规模地迁徙到巴尔干地区定居。在帝国统治期间来到巴尔干的土耳其人多数是统治者和士兵，他们主要集中在巴尔干地区的城镇中，而随着土耳其人的到来，巴尔干当地的一部分居民从城镇中撤出。因此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期间巴尔干地区的城镇呈现出浓重的伊斯兰色彩。有文献指出：“穆斯林人口出现增长的城市都是处在主要的商贸通道沿线的城市以及作为行政中心的城市。到1530年萨拉热窝城中几乎都是穆斯林居民。其他有着庞大的伊斯兰人口的城镇包括埃迪尔内（Edirne）、斯科普里、索菲亚、拉里萨（Larissa）和莫纳斯提尔（Monastir）。由于有更多的移民从安纳托利亚（Anatolia）移民到巴尔干以及巴尔干当地居民皈依伊斯兰教，因此巴尔干地区的穆斯林人口增加了。土耳其政权在1553年至1554年的税收记录显示帝国所统治下的巴尔干地区的人口为：基督教徒832707人、穆斯林194958人、犹太人4134人。这个记录只包含了纳税的家庭，因此并不包括所有家庭。尽管如此，这些数据还是显示出，虽然有一些巴尔干居民改变了信仰，但在奥斯曼帝国征服巴尔干地区一个世纪之后，巴尔干地区约80%的人口是基督徒，而穆斯林人口不足20%。”
[24]



但随着奥斯曼帝国对巴尔干统治的瓦解，这部分土耳其人中的多数人也随着帝国势力的撤退而离开了巴尔干。例如“在1830年，土耳其人被要求从塞尔维亚的农村撤出，迁到卫戍城镇中去。在30年后有关方面又决定城镇中的所有土耳其人应当离开、他们的不动产应被卖掉。”
[25]

 在1877年俄军进攻土耳其时，许多生活在保加利亚的穆斯林被迫逃出保加利亚，有些穆斯林被杀害了。而在“1821年之后，巴尔干和黑海地区约有500万穆斯林被从原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上赶走；仅在1878年至1913年期间，就有170万至200万穆斯林在自愿或非自愿的情况下从巴尔干地区移居到后来的土耳其共和国。土耳其语的地位降低为地方性的通用语，城市中的定居点被基督徒占据，奥斯曼式的建筑被刻意毁坏或弃用。”
[26]

 随着帝国的衰落，原来由奥斯曼统治的地区发生了去伊斯兰化现象。

最终在巴尔干定居下来的土耳其人属于来到巴尔干的土耳其人中的少数，他们以从事农业为主，主要集中在多布罗加、比萨拉比亚、保加利亚东南部、马其顿的东南部以及瓦尔达尔河沿岸、色雷斯地区。据估计，在“二战”前夕巴尔干地区共生活有100万土耳其人。
[27]



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部分土耳其人来到巴尔干地区定居，这是今天巴尔干地区存在土耳其族的根本原因。目前巴尔干地区的土耳其族主要生活在距离土耳其较近的几个国家中，这些国家包括保加利亚、马其顿、罗马尼亚、希腊。

除土耳其人外，由于同属奥斯曼帝国、迁徙比较方便，因此还有其他一些穆斯林来到巴尔干定居。其中人数最多的是18世纪后期从克里米亚地区迁移到巴尔干的鞑靼人。另一次人数较多的迁徙活动出现在19世纪中期，在俄国征服了高加索地区的大片土地之后，当地的约80万穆斯林进入了奥斯曼帝国境内，这部分穆斯林中的许多人进入巴尔干，定居到多布罗加和保加利亚东部地区。
[28]

 在这次人口迁徙活动中以切尔克斯人（Cirsassian）居多。

第二，巴尔干地区的部分原住民被穆斯林化。

学界一般认为奥斯曼帝国的宗教政策较为宽容。造成这个政策环境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帝国政权认识到东正教派对天主教派怀有敌对情绪，因此决定利用这种心理以利于自己的统治。奥斯曼帝国保留并认可了以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为首的东正教会，而且一般不会强迫东正教徒改信伊斯兰教。尽管帝国中穆斯林在政治、军事、社会生活等方面享有特权，基督教徒受到蔑视，但巴尔干地区的大多数基督徒还是保持了自己的宗教信仰。

然而，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巴尔干地区的一些居民还是改信了伊斯兰教，成为穆斯林。根据保加利亚学者的研究，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土耳其人会让大批斯拉夫人充当自己的奴隶，土耳其族奴隶主有时会以皈依伊斯兰教为条件赐给奴隶土地。于是，那些乐于获得土地的奴隶皈依了伊斯兰教。其二，土耳其人与大量的斯拉夫妇女通婚。其三，奥斯曼帝国会将其统治下的基督徒家庭的男孩培养为禁卫军。“奥斯曼帝国当时要求各地区为苏丹的招募官员提供一定数量的男孩，这些男孩的最小年龄可为八岁。”
[29]

 其四，奥斯曼帝国规定，死刑犯皈依伊斯兰教可被免除死刑。其五，皈依伊斯兰教的人会被赐予大量的金钱。其六，在某些地方会发起强迫基督徒改信伊斯兰教的运动。
[30]



在上述因素的影响下，阿尔巴尼亚族中的大部分人和波黑、保加利亚等地的一部分人成为穆斯林。穆斯林本是一种宗教身份的标志而非一种民族身份的标志，但是巴尔干的斯拉夫人中的穆斯林在历史演进中逐渐演变为独立的民族。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的情况将在后文中作分析，这里对波黑穆斯林的有关情况略作介绍。

波斯尼亚
[31]

 的地形以山地为主，这使得该地区与塞尔维亚等地保持了一定程度的“隔绝”状态。在9世纪，基督教才在波斯尼亚得到传播。但是在12世纪下半叶“鲍格米勒教”在波斯尼亚得到传播，“鲍格米勒异教是摩尼教的变种”
[32]

 。天主教和东正教都曾试图获得对波斯尼亚的控制，但是到15世纪中叶鲍格米勒教仍然占据主导地位。随着15世纪奥斯曼帝国对波斯尼亚的征服，原本信奉鲍格米勒教的信徒多数被穆斯林化了。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期间，在波黑地区的人口中占相对多数的是塞尔维亚族人，其次是克罗地亚族人，人数最少的是当地的穆斯林。根据1878年柏林会议上达成的《柏林条约》（Treaty of Berlin），奥匈帝国从奥斯曼帝国手中获得了对波黑的管理权，但当时奥斯曼帝国仍然在理论上拥有对波黑的宗主权。1908年，奥匈帝国利用奥斯曼帝国境内出现青年土耳其党人革命的机会直接吞并了波黑。但是到1918年波黑又归南斯拉夫所有，因此奥匈帝国只统治了波黑40年的时间。由于奥匈帝国统治时间较短，因此在并入南斯拉夫之际，波黑地区的奥斯曼色彩仍然浓重。

在1878年随着波黑一同被划归奥匈帝国管理的还有新帕扎尔桑扎克（Sandjak of Novi Bazar）
[33]

 ，该地区位于今天的塞尔维亚西南部、塞尔维亚与黑山交界处，靠近波黑东南部、科索沃北部，这一地区成为隔开塞尔维亚与黑山的屏障物。该地区的一部分塞尔维亚族人在此前的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已经被穆斯林化了。尽管在奥匈帝国时期该地区的主要居民仍是塞尔维亚族人，但在当时该地区就居住着一部分作为少数民族的阿尔巴尼亚族人。与波黑地区不同，在1908年，新帕扎尔地区被奥匈帝国归还给了奥斯曼帝国，后来在巴尔干战争中又被塞尔维亚人夺下。

第三，巴尔干地区的民族分布状况发生改变。

首先是阿尔巴尼亚族人的分布状况发生了改变，阿尔巴尼亚族人主要出现了向两个方向的迁移，其中一个方向是南下。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期间许多希腊人移民到巴尔干半岛的其他地区或海外，与此同时阿尔巴尼亚族人南下进入此前居住着希腊人的地区，其中的许多阿尔巴尼亚族人后来被希腊所同化。这种迁徙活动成为希腊与阿尔巴尼亚关于北伊庇鲁斯地区的领土纠纷的起源。阿尔巴尼亚族人迁徙的另一个方向是西进，即进入塞尔维亚族人北迁后的科索沃地区。

其次是塞尔维亚族人的分布状况发生了改变，塞尔维亚族人的分布带呈现出整体向西北方向移动的趋势。在奥斯曼帝国于15世纪确立了对塞尔维亚族人的生活区的统治之后，一部分塞尔维亚族人渡过萨瓦河进入了匈牙利的统治区，由此形成了“萨瓦河对岸的塞尔维亚人”。“1483年，匈牙利国王提亚斯在给罗马教皇的信中说，4年之内有20万塞尔维亚人在他的国家南部定居。”
[34]

 与此同时，还有一部分塞尔维亚族人迁徙到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其中以迁入克罗地亚的达尔马提亚地区的人数尤多。

在哈布斯堡王朝与奥斯曼帝国的对抗中，塞尔维亚族人一直支持哈布斯堡王朝。1688年以哈布斯堡王朝为主导的“神圣同盟”夺下塞尔维亚北部地区。1690年，奥斯曼帝国乘奥地利受到法国进攻之机发起反攻，重新夺回塞尔维亚北部。在此战之后又有更多的塞尔维亚族人进入匈牙利境内。由于卷土重来的奥斯曼帝国对塞尔维亚族采取了报复措施以及塞尔维亚族的迁徙活动，“1691年，塞尔维亚人大批北迁，渡过多瑙河，来到伏伊伏丁那定居，和前几个世纪里北上的塞尔维亚人住在一起。他们离开佩奇、普里兹伦（都在今天的科索沃）等地区后，阿尔巴尼亚的人们便向北方和东方迁移，来到这些自从7世纪以来便属于塞尔维亚人、而如今已无人居住的地方。”
[35]

 由于塞尔维亚北部地区出现了“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的景象，在此背景下，此后一部分原居住在塞尔维亚和马其顿西部山区的塞尔维亚族人以及其他一些斯拉夫人迁居到了塞尔维亚北部地区。与此同时，部分原居住在黑山和波斯尼亚的居民也向西迁移到克罗地亚地区，以迁徙到斯拉沃尼亚（Slavonia）平原地区人数尤多。

1804年，塞尔维亚人在卡拉乔治的领导下举行了反对奥斯曼帝国统治的起义，但到1813年，起义最终被镇压下去。“1813年10月，土耳其人再度成为贝尔格莱德的主人，卡拉乔治和其他大约4.4万名塞尔维亚人逃亡到伏伊伏丁那。许多人逃亡到山上。”
[36]



最后是匈牙利人的分布区发生了北移。“1540年，奥斯曼帝国征服匈牙利之后，这个国家南部的匈牙利居民差不多全部消失——留下来的居民几乎全部变成了塞尔维亚人。”
[37]



在上述过程中，一个总体的趋势是受到奥斯曼大军冲击的南部斯拉夫人向奥斯曼帝国境外移动，即进入哈布斯堡帝国、匈牙利王国、波兰等国家之中。这就造成了克罗地亚、匈牙利等地区存在着塞尔维亚人，这为此后克罗地亚、匈牙利两国与塞尔维亚之间围绕民族混居区而产生的矛盾埋下了祸根。

这些迁徙活动的发生就是前南地区形成民族交叉分布格局的重要原因之一。作为上述迁徙活动的结果，截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在匈牙利南部的巴奇卡、巴纳特省就生活着大量的塞尔维亚族人以及少量的克罗地亚族人；在克罗地亚的利卡和斯拉沃尼亚地区就生活着许多塞尔维亚族人；波黑地区已经出现了克罗地亚族人、塞尔维亚族人和穆斯林混居的局面。由此可见，在“一战”前，南部斯拉夫民族之间就早已存在着交叉分布的情况。

总之，土耳其人对东欧地区的民族分布状况所产生的影响突出体现在，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之前不存在穆斯林居民的巴尔干地区出现了大量的穆斯林人口以及大量的多民族交叉分布区。虽然不属于同一民族，但穆斯林出现在巴尔干地区的基本原因是相同的，那就是奥斯曼帝国对该地区的五个世纪的统治。

此外，奥斯曼帝国对巴尔干的部分地区进行的五个世纪的统治，还对这里的民族意识发育迟缓造成了重要的影响。在伊斯兰教的教义中，突出的是伊斯兰教徒与非伊斯兰教徒之间的区别，而不是民族差异。因此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期间，基督徒、穆斯林之间的差异成为社会中最主要的身份差别，这种情况也就使基督徒之间的民族差异受到了某种程度的掩盖。“在奥斯曼帝国的欧洲部分，主要的人口（大概是总数的80%）仍然是基督徒。”
[38]

 加之巴尔干地区的居民以南部斯拉夫人为主，本身就具有民族上的相似性，因此在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早中期，在实现民族独立无望的情况下，巴尔干各当地民族的民族意识并不强烈。例如，一位英国记者在1905年——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已经距离奥斯曼帝国的解体为时不远了——询问一群巴尔干儿童：“‘这个地方是谁建立的？’答案很有意思——‘自由人’。‘他们是谁呢？’‘我们的祖父。’‘好的，但他们是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希腊人，还是土耳其人呢？’‘他们不是土耳其人，他们是基督徒。’”
[39]

 又如，“1900年有人写道：‘甚至在40年前，保加利亚人这个名称几乎不为人知，每个来自那里的人都很自然地称自己是希腊人。’”出现这个情况的原因在于希腊语乃是东正教的正式语言。早在拜占庭帝国时期，东罗马政权就实现了“希腊化”，东正教的典籍主要以希腊语书写，因此希腊语就代表了东正教，东正教徒在未产生明确的民族意识之际就会认为自己是“希腊人”。

通过以上例子可知，在奥斯曼政权统治期间，宗教差异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民族差异，而民族意识发育的不成熟也促使巴尔干地区的民族无法较早地建立起民族国家，即使建立起了民族国家，也充满了不切实际的幻想。例如南斯拉夫王国的建立，如果从一开始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等民族就独立建国，而不是幻想建立起一个南部斯拉夫人的联邦，那么南斯拉夫国家日后的悲剧就不会上演。这种关于民族的不切实际的想法还表现在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这两个民族希望建立一个国家。在19世纪，俄国曾希望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建立一个国家，“俄国有一段时间曾经全力支持塞尔维亚大公……并努力促使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亲近。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在两个民族完全平等的条件下组成一个联邦国家的思想在当时看来是完全现实的，保加利亚的代表甚至开始就建立……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王国问题同加拉沙宁的代表进行谈判”
[40]

 。不仅如此，在“二战”结束的初期，霍察甚至建议铁托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建立联邦；铁托和季米特洛夫也认为保加利亚应当和南斯拉夫建立联邦；铁托还想把希腊吸纳进南部斯拉夫人的联邦。1944年，铁托的发言人便宣称：“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巴尔干联邦，其第一步，将由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结成联盟。第二步，我们将邀请阿尔巴尼亚加入……”
[41]

 后来这种想法得到了保加利亚领导人的响应，在1947年7、8月季米特洛夫访问南斯拉夫期间，他曾“乐观地预言建立一个南部斯拉夫人的联邦仅是一个时间问题”
[42]

 。这些幻想尽管没能实现，但真实地存在过，而且南斯拉夫建立巴尔干联邦的主张也是造成苏联与南斯拉夫之间冲突的重要原因。“巴尔干联邦”这一设想竟然在当时受到如此的重视，可想而知，巴尔干民族对本民族的内涵与外延的认识发育得多么的迟缓。当然，这也与在历史上，相关民族长期未能建立起独立国家、长期受到大帝国的统治而大帝国又统治着众多民族的史实有关。

第三节　国际体系的副产品

在欧洲历史上，一场大型国际战争结束后获得胜利的大国往往会通过与战败国及小国签订国际条约的形式对国际事务做出调整，这些国际条约对国际事务做出的安排就构成了某种国际体系。东欧地区的民族、国家由于经常在国际格局中处于弱势地位而往往不得不接受大国做出的决定。东欧地区的跨境民族在形成过程中的具体情况是各不相同的，但大国对该地区的国际事务的裁决是东欧出现跨境民族的重要原因之一。跨境民族问题往往与领土纠纷纠结在一起，是东欧地区的民族分布状况的复杂性的最直观体现。

一　《伦敦条约》“拆散”了阿尔巴尼亚人

从14世纪起，奥斯曼帝国开始染指东南欧地区，先后征服了巴尔干半岛的多数地区并长期统治巴尔干。到19世纪，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巴尔干各民族争取民族独立的情绪高涨。1912年，塞尔维亚、保加利亚、黑山和希腊组成巴尔干同盟，向奥斯曼帝国宣战并取得了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的胜利。但是，小国即使获得了战争的胜利亦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英、奥、法、德、意、俄六大国干预了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的战争和谈，在伦敦召开了由六国公使和交战双方参加的国际会议。

1912年12月，伦敦会议决定阿尔巴尼亚成为处在六大国保护和监督下，但奥斯曼帝国仍对其拥有主权的自治国家。但是1913年初，青年土耳其党人重新上台执政，战事再起。但土军再次战败，此后伦敦和谈继续进行。

1913年5月30日，伦敦会议达成了《伦敦条约》。该条约规定，原属于奥斯曼帝国的马其顿地区在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希腊三国之间进行分割。此外，由于奥匈帝国担心塞尔维亚一旦得到阿尔巴尼亚民族所在地区就会变得更加强大并对自身构成威胁，因此奥匈帝国在伦敦会议上坚决主张阿尔巴尼亚独立成国。对本国领土的对岸素怀野心的意大利也支持阿尔巴尼亚独立。伦敦会议召开之前，受到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爆发的鼓舞，阿尔巴尼亚的民族解放运动也活跃了起来。阿尔巴尼亚民族的爱国者于1912年11月28日在发罗拉召开国民大会，宣布阿尔巴尼亚独立，但这种宣示并未得到大国的认可。在伦敦会议上，阿尔巴尼亚的独立终于获得大国承认，阿尔巴尼亚族成为最后一个从奥斯曼帝国统治下获得独立的东欧主体民族。

然而阿尔巴尼亚族在当时非常弱小，不仅人口规模较小，而且在经济、政治、社会发展方面都比较落后：“阿尔巴尼亚族是奥斯曼帝国统治下最为分裂的民族，他们的部落制社会结构非常原始，并且他们的宗教信仰使他们分成了三派：东正教派、天主教派和伊斯兰教派。”
[43]

 “即使是小小的阿尔巴尼亚，其内部也有不小的差异。北部山区的居民称盎格人，操阿尔巴尼亚语中的盎格方言；而南部沿海的居民则为托斯克人，使用的是阿尔巴尼亚语中的托斯克方言。此外他们所信仰的伊斯兰教也带有不同的色彩。”
[44]

 在用实力说话的国际政治环境中，弱小的阿尔巴尼亚族无力主宰自己的命运。伦敦会议虽然承认阿尔巴尼亚脱离奥斯曼帝国独立，但又把它置于英、奥等六国的控制之下。六大国规定，阿尔巴尼亚国家的领土以及与阿尔巴尼亚有关的其他一切问题将由大国做出决定，六大国对阿尔巴尼亚的“保护”为期10年，其君主由六大国选出，六大国各出一人、阿尔巴尼亚出一人组成国家监督委员会来监督阿尔巴尼亚的“整个民事行政和全部国家预算，使阿尔巴尼亚的独立有名无实”
[45]

 。

作为《伦敦条约》的后续条约，确定阿尔巴尼亚的边境线的具体条约是1913年12月17日签署的《佛罗伦萨议定书》。由于同属斯拉夫人，俄国在此过程中支持塞尔维亚方面的主张，因此该议定书将主要生活着阿尔巴尼亚族人的科索沃地区、马其顿西北部地区划归塞尔维亚
[46]

 ，但是将生活着大量希腊族人的南阿尔巴尼亚地区（Southern Albania）留给了阿尔巴尼亚。随后，南阿尔巴尼亚地区的希腊族人举行了起义，宣称建立北伊庇鲁斯自治共和国（Autonomous Republic of Northern Epirus）。阿尔巴尼亚政府与北伊庇鲁斯自治共和国政府在1914年5月17日达成了《科孚议定书》，承认北伊庇鲁斯为阿尔巴尼亚境内的自治政府。但是该议定书的内容并没有得到落实，事后不久希腊就出兵占领了这个地区，直到1916年阿尔巴尼亚在意大利的帮助下才重获这一地区。

根据《伦敦条约》和《佛罗伦萨议定书》，阿尔巴尼亚虽然获得了独立，但是在独立之初阿尔巴尼亚国家的边境线就与阿尔巴尼亚族的生活区的范围不一致，当时大约有一半生活着阿尔巴尼亚族人的土地被留在了国境之外。《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史》就此写道：“与阿尔巴尼亚的邻国勾结的帝国主义大国们在1913年不仅肢解了阿尔巴尼亚，夺去了阿尔巴尼亚一半的国土，而且从来都没有放弃它们的将阿尔巴尼亚从巴尔干的地图上完全抹去或将阿尔巴尼亚置于它们的控制之下的企图。”
[47]



在阿尔巴尼亚国家实现独立之际，生活在境外的阿尔巴尼亚族人主要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生活在科索沃和马其顿西部地区的阿尔巴尼亚族人，当时这部分阿尔巴尼亚族人的数数在40万至70万之间。
[48]

 第二部分是被划到了希腊境内的阿尔巴尼亚族人。希腊境内的阿尔巴尼亚族人主要集中在沙姆利亚（Chamuriya）地区。由于其中的许多人皈依了东正教，因此希腊在进行人口统计时就将这部分阿尔巴尼亚族人算作希腊族人。这样一来这部分阿尔巴尼亚族人的人数就很难确定了。此外，根据1923年签订的《洛桑条约》（Lausanne Treaty），希腊和土耳其两国进行了人口交换。这次人口交换给参与其中的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在约156万被迫移民国外的希腊族人和土耳其族人中，约有50万人失去了生命。”
[49]

 在交换人口过程中，希腊方面并不是仅仅将本国境内的土耳其族人送到了土耳其，而是把带有穆斯林特征的人口都送走了。其中，许多生活在希腊的伊庇鲁斯地区的阿尔巴尼亚族人也被希腊方面送到了土耳其。这样一来，希腊境内的阿尔巴尼亚族的人数就显著地减少了。

到今天阿尔巴尼亚国家境内的阿尔巴尼亚族人口约为350万（约3/4的人口是穆斯林），生活在马其顿、希腊等周边国家中的阿尔巴尼亚族人口约为200万。
[50]



在上述情况下实现独立的阿尔巴尼亚可称得上是一个“先天不足”的国家，因此，阿尔巴尼亚族将建立一个“大阿尔巴尼亚”当作自己的梦想也就不足为奇了。所谓的“大阿尔巴尼亚”梦想也就是实现所有阿尔巴尼亚族人生活的区域的统一。如果以民族自决原则为依据，“大阿尔巴尼亚”的主张可以说是合情合理的。然而在现实中，阿尔巴尼亚境外的、阿尔巴尼亚族的主要生活区科索沃和马其顿共和国西部地区都是多个民族交叉分布的地区，难以将这些地区确定为阿尔巴尼亚族一个民族所有的土地。而且塞尔维亚、马其顿曾经长期拥有相关地区，因此这两个国家亦不可能轻易地放弃本国的阿尔巴尼亚族聚居区。在这种情况下，“大阿尔巴尼亚”这种有着一定合理性的主张在现实中必然会引起重大的国际冲突。民族交叉分布地区的民族问题一般都难以解决，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科索沃危机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另外还需指出，六大国决定阿尔巴尼亚独立有牵制塞尔维亚的味道。阿尔巴尼亚独立后，塞尔维亚失去了亚得里亚海沿海的出海口和一部分领土，这就使塞尔维亚不容易坐大、不容易进而对奥匈帝国和意大利构成威胁。而且斯库台地区被划给了阿尔巴尼亚，黑山一直认为斯库台应当属于本国。因此从阿尔巴尼亚独立起，塞尔维亚与黑山就与其存在着心结。

二　凡尔赛体系“肢解”了匈牙利

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击了此前分别统治着东欧部分地区的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和沙皇俄国。“一战”后构成凡尔赛体系并且对东欧的政治版图做出了调整的国际条约主要有四个：1919年签订的对德国的《凡尔赛条约》（Treaty of Versailles）、对奥地利的《圣日耳曼条约》（Treaty of Saint-Germain）和对保加利亚的《讷伊条约》（Treaty of Neuilly-sur-Seine），1920年签订的对匈牙利的《特里亚农条约》（Treaty of Trianon）。

根据上述条约，东欧地区的政治版图所发生的变化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奥匈帝国解体。第二，“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建立起来。该王国除了拥有原来的塞尔维亚王国的领土之外，还获得了早前奥地利治下的斯洛文尼亚省和达尔马提亚省、匈牙利治下的克罗地亚省和伏伊伏丁那省
[51]

 、曾先后处于奥斯曼帝国及奥地利治下的波斯尼亚省、曾先后处于奥斯曼帝国及保加利亚治下的马其顿省。第三，罗马尼亚王国获得了早前属于奥地利的布科维纳省、属于匈牙利的特兰西瓦尼亚省、巴纳特省（东部）以及属于俄国的比萨拉比亚省。“由于从奥匈帝国、俄国和保加利亚获得了大量土地，罗马尼亚的幅员在‘一战’后扩大了一倍有余。”
[52]

 “战后，罗马尼亚通过各种和约使自己的领土从13.7万平方公里（1913年）增加到29.5万平方公里（1919年），人口也从790万人猛增到1730万人，一跃成为巴尔干的第一大国。”
[53]

 第四，波兰实现了复国。此前由德国占领的波兹南（Posen）、西普鲁士（West Prussia）、东普鲁士的贾乌多沃（Soldau）地区并入波兰。上西里西亚（Upper Silesia）地区的一部分划给了波兰，另一部分划给了捷克斯洛伐克。第五，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在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斯洛伐克三个地区的基础上组建起来，该国还获得了罗斯尼亚地区
[54]

 。在此前，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受到奥地利的统治，斯洛伐克和罗斯尼亚受到匈牙利的统治。第六，保加利亚将西色雷斯（Western Thrace）地区交给希腊，将南多布罗加（Southern Dobruja）交给罗马尼亚。此外，将本国西部的三块领土斯特鲁米察、卡里布罗德和博利西格勒交给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王国。当时将这些地区划给第一南斯拉夫的目的是保护贝尔格莱德至萨洛尼卡的铁路线的安全。这些地区的面积为2566平方公里，其大多数居民都是保加利亚人。
[55]



凡尔赛体系对东欧地区的政治版图做出的安排在名义上是以民族自决原则为基础的，“‘一战’后形成的新的政治版图比以前的政治版图更加符合民族主义者们的想法。而且属于少数民族的人口也比一战前减少了很多”
[56]

 。尽管如此，凡尔赛体系对东欧做出的政治安排仍然蕴藏着许多民族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制造了大量的少数民族和跨境民族，例如，“在1918年时，罗马尼亚不仅获得了大量的领土，还获得了大量的匈牙利族、日耳曼人、乌克兰族和犹太人口。该国只有72%的人口是罗马尼亚族。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王国中有15%的人口不属于以上三个民族。保加利亚有1/5的人口不是保加利亚族。”
[57]

 问题之二是民族自决原则并没有适用于所有民族，“在欧洲，巴黎和会的与会国事实上的确试图将自决和民族差异原则适用于许多民族，诸如斯拉夫人、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尽管其结果远不是完美的。然而在另一些情况中与会国因战略和安全的考虑而将民族自决原则抛在了一边，例如在奥地利和德国，这两个国家的人民建立一个国家的权利就被取消了”
[58]

 。

巴黎和会的与会大国也注意到和约可能会制造出众多的少数民族问题这一点，因此要求各国承诺保护本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巴黎和会之后，东欧地区的许多国家都发布或签署了单边、双边、多边的保护本国境内的少数民族的声明或条约，凡尔赛体系也授予国联裁决少数民族事务的权力。但这些安排并不具有较大的实际意义。

凡尔赛体系对匈牙利做出的裁决也是许多匈牙利族人至今仍生活在匈牙利的邻国之中的根本原因。

在历史上，匈牙利族长期秉持着这样一种观念，即本国的领土范围应当涵盖伊斯特万一世创立的匈牙利王国所曾经统辖过的疆域。匈牙利在“一战”之前的历史上一直都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是一个统治着许多其他民族的政权，在多数时候匈牙利所拥有的土地面积都比本民族人口的生存地域更大一些。在“一战”结束前匈牙利统治的少数民族的人数甚至超过了本民族的人数。
[59]



1866年，奥地利被普鲁士打败。奥地利王室意识到如果想要保持帝国的完整，就必须对国内的匈牙利人做出让步，与其分享权力，建立起日耳曼人和匈牙利族两个非斯拉夫民族之间的联盟。在1867年，奥地利与匈牙利达成协议，奥地利帝国转变为奥-匈二元君主国。“这个二元国家的两个部分都有自己的宪法、自己的两院制议会、管理自己内部事务的政府机构和自己的首都（奥地利的首都是维也纳，匈牙利的首都是布达佩斯）”
[60]

 ，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军事事务和对外贸易将进行统一管理，但除此之外的其他所有事务都由两个政府自行管理。在这种制度安排下，日耳曼人和马扎尔人是这个二元国家内的统治民族，其他民族则是被统治民族。这是为了应对周围的斯拉夫民族，继续维持对帝国境内斯拉夫民族的统治而采取的举措。当时受到匈牙利统治的民族包括斯洛伐克人和一部分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罗斯尼亚人。然而在民族主义浪潮兴起的背景下，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少数民族要求独立的愿望日渐凸显出来，奥匈帝国国内的局势在“一战”爆发前已经呈现出山雨欲来之势。

在奥匈帝国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背景下，匈牙利在1918年10月16日宣布结束匈牙利与奥地利之间的联盟关系，实现独立。1920年，协约国集团与战败的匈牙利签订了《特里亚农条约》，这个条约是凡尔赛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该条约，匈牙利失去了大量的领土和人口。

在土地方面，在条约签署前匈牙利的国土为9.3万平方公里，签署后匈牙利的国土仅余3.3万平方公里，约为原国土面积的1/3。在人口方面，在条约签署前匈牙利人口为2090万，签署后仅余760万，约为战前人口的36%。
[61]

 至少有300万马扎尔人被《特里亚农条约》划归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三个国家境内。留在《特里亚农条约》签订之后的匈牙利国内的匈牙利族人口的总数也不到800万。
[62]

 这样一来，世界上的匈牙利族人总人口的1/3以上就变成了生活在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三国中的少数民族。值得指出的是，随着领土的调整从匈牙利被划走的不只是马扎尔人，还包括其他一些原本受到匈牙利统治的民族的人口。

不过，对于受到《特里亚农条约》调整的人口的数据，相关国家的统计结果却相差较大。例如匈牙利在1910年的统计显示生活在斯洛伐克地区的马扎尔人口为89.4万，而捷克斯洛伐克在1921年的统计显示生活在斯洛伐克地区的马扎尔人口为63.5万
[63]

 。对于生活在南斯拉夫的伏伊伏丁那省的马扎尔人口，匈牙利在1910年的统计显示为44.2万，南斯拉夫在1921年的统计显示为38.2万。匈牙利在1910年的统计显示生活在特兰西瓦尼亚的马扎尔人口为91.8万，而罗马尼亚在1930年的统计显示为82.7万。罗马尼亚在1930年进行的统计显示，匈牙利割让给罗马尼亚的所有地区共生活着135.4万马扎尔人，而匈牙利方面宣称这部分马扎尔人口达到了190万。此外，南斯拉夫的统计显示，在1921年生活在克罗地亚的马扎尔人人数为7.1万。
[64]

 需注意的是，在匈牙利和接受国的统计中存在着一定的时间差，在这个时间差内人口在一般情况下会出现增长，而罗马尼亚等国统计的马扎尔人的人数却比匈牙利方面的有关统计数据减少了。这一方面是由于马扎尔人的确出现了回流到匈牙利的情况，例如“在1918年至1922年期间约有20万匈牙利族人从特兰西瓦尼亚逃亡到匈牙利，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又有17万人前往匈牙利……也就是说有23%的留在罗马尼亚的匈牙利族人因罗马尼亚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执行的民族同化政策而逃离该国”
[65]

 。但在另一方面，接收国总是希望把从匈牙利接收过来的人口的数据调整得低一些，匈牙利方面的态度则恰恰相反，这与双方的利益相关，也反映了有关国家之间比较复杂的关系。

从匈牙利划走的马扎尔人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马扎尔人。与其他被《特里亚农条约》划走的马扎尔人相比，生活在特兰西瓦尼亚的马扎尔人与匈牙利王国之间有一定的地理距离，因此该地区的马扎尔人的历史传统比较独特。第二部分为伏伊伏丁那地区的马扎尔人。在被从匈牙利划到南斯拉夫王国之前，伏伊伏丁那地区曾经在数个世纪中遭受到奥斯曼帝国和奥地利的统治，独立于匈牙利之外。由于在1526年莫哈奇战争中奥斯曼帝国获胜，这个地区首先遭受了土耳其人的统治，后来又成为处在奥地利的军事统治之下的边防区。在19世纪中有许多马扎尔人移民到这里定居。第三部分为斯洛伐克地区的马扎尔人。自从定居中欧地区以来，这部分马扎尔人在“一战”之前从未曾与匈牙利王国分开过。因此，这个地区的马扎尔人对匈牙利的忠诚感非常强烈。

为了改变凡尔赛体系对本国领土的划定，匈牙利在“二战”前夕选择了与法西斯国家站在一起，希望依靠德国和意大利的力量修改《特里亚农条约》。“匈牙利在‘二战’中加入三国联盟使得从波罗的海到地中海的纳粹轴心得以完全形成，也开启了东南欧地区的战争的大门。”
[66]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主要在纳粹德国的支持下，匈牙利先后从邻国手中得到了四块土地。1938年11月，德国和意大利做出了第一次维也纳“仲裁”，将斯洛伐克的一块匈牙利族人聚居区划给了匈牙利。1939年3月，匈牙利在获得波兰支持的情况下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的“下喀尔巴阡罗斯尼亚省”。这个地区在“一战”前属于匈牙利，主要生活着罗斯尼亚人。1940年8月，德国和意大利又进行了第二次维也纳“仲裁”，迫使罗马尼亚将特兰西瓦尼亚的一半（北特兰西瓦尼亚，面积为43591平方公里
[67]

 ）割让给了匈牙利。1941年4月，匈牙利协助德军对南斯拉夫发起进攻，作为对匈牙利的回报，希特勒又将南斯拉夫王国伏伊伏丁那省的巴奇卡地区划给了匈牙利。然而，匈牙利在“二战”时期执行的亲法西斯国家以收复失地的政策注定会恶化匈牙利与其邻国的关系。“二战”后，作为战败国的匈牙利又失去了这些强取到的领土，恢复了《特里亚农条约》规定的疆界范围。

匈牙利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是站在最后失败的一方参战的，由此引发的结果是该国在战后丧失了大面积的土地和大量的人口，这就是匈牙利族成为跨境民族的主要原因。当然，匈牙利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之所以会站到日耳曼人政权一边，也与匈牙利人的周边分布着大量的斯拉夫人有关。“一战”之前，为了维护对斯拉夫人的统治，匈牙利与奥地利结盟。“一战”后，为了从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国收复失地，匈牙利人也曾向英美等国开展过大量的宣传和游说工作，但最终都未能赢得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意大利和德国先后向匈牙利递出了橄榄枝，因此匈牙利在“二战”之前除了联合德意外似乎也没有其他选择。

三　雅尔塔体系“移动”了波兰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使德国和意大利在东欧地区的影响力大幅下降，苏联的影响力则空前增强。雅尔塔体系对东欧的政治版图做出的调整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波兰与苏联的边境线大体向西移至寇松线（Curzon Line）。波兰原东部领土（波兰称这部分领土为“Kresy”，意为“边疆”）正式归苏联所有。波兰与德国的边境线向西移至奥德河-尼斯河一线，“二战”结束前德国占领的东普鲁士、西里西亚及波美拉尼亚地区被并入波兰（其中部分领土并入苏联）。第二，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Basarabia）、格尔察（Hertza）以及布科维纳（Bukovina）的一部分并入苏联，“并且将南多布罗加归还给了保加利亚”
[68]

 。第三，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复国。匈牙利维持了“一战”后的领土范围。

相较于凡尔赛体系而言，雅尔塔体系对东欧地区的民族分布状况造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苏联强制转移了大量的波兰族、乌克兰族人口以及有关东欧国家大规模驱逐日耳曼人、匈牙利族人。下面重点探讨“二战”后苏联强制转移波兰族、乌克兰族人口的情况。

“二战”后波兰和苏联之间的边境线之所以会如此划定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的。

在“一战”结束后，被俄、德、奥三国瓜分了一个多世纪的波兰实现了复国。波兰方面认为自己有权力收回波兰在1772年第一次遭到瓜分之前的领土，这就意味着波兰要获得处在波兰民族聚居区东部的、大面积的生活着乌克兰族和白俄罗斯族的土地。因此，波兰军队在1918年向东出兵侵入了乌克兰族的生活区。“一战”期间在西欧国家的支持下，波兰与俄国之间的乌克兰族生活区曾出现了多个自称为代表乌克兰族的“政府”。波兰军队首先推翻了位于东加里西亚地区的“乌克兰政府”，随后又越过了波兰未遭到瓜分之前的东部边境线。在此情况下，苏俄红军与波军开战，红军一度攻到华沙城下。在此情况下，英国外长寇松在1920年就停止波苏战争提出了建议，他建议双方大致以俄、普、奥三国第三次瓜分波兰时俄国和普鲁士王国的边界为停火线，这就是所谓的“寇松线”。寇松线大致以波兰族的生活区为准，这就使得波兰无法占有东部的、主要为乌克兰族生活区的更多领土，因此波兰不愿，也没有接受该建议。

此后，西欧国家意识到建立一个独立的乌克兰是不现实的，而且在短期之内亦没有推翻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可能，因此西欧国家遂更倾向于支持波兰更多地获得波兰和苏俄之间的土地。在这种情况下，加之苏俄也有意实现和解，最终波兰与苏俄两国政府在1921年达成了《里加条约》（Riga Treaty）。该条约划给波兰的领土范围比波兰未被瓜分之前的领土面积要小些，但是仍有生活着300万至800万乌克兰族人口、生活着100万至200万白俄罗斯族人口的领土被划归给了波兰。
[69]

 “尽管《里加条约》为波兰划定的边境线将现在已声名狼藉的‘寇松线’以东的大片土地划给了波兰，但波兰为之流了太多鲜血的、毕苏茨基所设想的联邦计划最终还是没有能够实现。”
[70]



“二战”期间，苏德两国以纳雷夫河-维斯瓦河-桑河为界瓜分了波兰，苏联占领了波兰东部19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据美国研究者估计，在苏联军队占领东波兰的21个月中，苏方曾强迫150万人（其中包括60万波兰人）离开故土。这部分人被送往苏联的中亚地区、西伯利亚地区和北极地区参加劳动。
[71]



“二战”结束后，根据雅尔塔协定和其他协议，波兰与苏联之间的新的边境线基本以“寇松线”作为基准，“波兰把它东部战前领土的百分之四十七，约七万平方英里的土地给了苏联”
[72]

 ，波兰的版图向西移动了200多公里。“作为交换条件，波兰得到了东普鲁士的南半部、整个西普鲁士、波美拉尼亚和西里西亚。居住在那里的大约四百万德国人被驱逐出境。尽管毗邻的共产党东德在五十年代就已承认了波兰的新的边界线，而西德则迟至1971年才予以正式承认。”
[73]



在此情况下，苏联开展了“维斯瓦河行动”（Akcja Wisla），对原属于波兰、新归并入苏联的领土上的波兰族人和日耳曼人进行了强制移民，波兰族人被向西移民到了“二战”后波兰的领土范围内，日耳曼人则遭到驱逐。而在波兰领土范围内居住的乌克兰族人却被强制移民到了“二战”后苏联新获得的、原属波兰的领土上。也就是说，“二战”后以波兰和苏联两国新的国境线为基准，波兰境内的乌克兰族人口与苏联境内的波兰族人口被强制进行了交换。

关于受到转移的波兰族的人数问题，在1945年至1947年期间，从原属于波兰的领土上遭到强制转移的波兰族人口约为150万。此外，苏联还从本国占领的德国领土上强制转移了约50万的波兰族人口。关于受到转移的乌克兰族的人数问题，到1946年末，约有50万乌克兰族人被从波兰南部地区转移到了苏联境内。
[74]

 然而斯大林还是认为转移人口的行动过于迟缓，在他的敦促下，这项强制移民行动在1947年上半年达到了高潮，又有约20万乌克兰族人被转移到原属于波兰的领土上。
[75]

 在1944年至1947年强制转移波兰族和乌克兰族人口的过程中，两族人口有80万至100万人丧生。
[76]

 在这种人口强制转移和交换的行动结束之后，原本生活在波兰南部的乌克兰族人口所剩无几，而波兰族的生活区整体发生了向西方的移动。有文章就此指出：“波兰曾亡国123年。从1918年——波兰从18世纪被瓜分后在1918年重新获得了自己的领土（在受到瓜分期间波兰完全消失到普鲁士、俄国和奥地利三国之中）——至今，波兰疆域的东部边境线向西移动了至少150公里，而西部边境线向西移动了大约70公里（波兰在‘二战’前的国土跨度只有500公里）。”
[77]



尽管“二战”后东欧国家开展的强制人口转移的行动给亲身参与其中的各族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痛苦，但客观来说，这些人口转移行动的确使东欧地区的民族交叉分布现象得到了改善。以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两国为例，在“二战”前，这两个国家中的少数民族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都超过了1/3，然而在“二战”后进行了人口的强制转移之后，这两个国家基本上成了单一民族为主的国家（斯洛伐克地区除外，因为该地区生活着大量的匈牙利族人）。
[78]



本章从三个角度分析了促使东欧地区的民族分布状况向着复杂化方向发展的诱因。然而由于现实情况的复杂，本章所分析的原因仅是择其要者而进行的概括，并不能涵盖现实中的各种影响因素，所选取的事例也仅是几个在东欧地区最为典型的案例而远非全部。但上述案例在现实中所造成的影响是最为突出的，因此上述管窥蠡测仍然有助于对东欧地区的民族分布状况的复杂性的成因形成一种整体上的印象。

民族的频繁迁徙和交错而居、周边强大民族的来犯与长期统治、大国的干预等因素不仅影响了东欧地区的民族分布状况，更重要的是这些因素对东欧地区的民族国家的萌生和成长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这些因素使东欧地区的民族国家在时间上出现得较晚，而且复杂的内部民族环境和外部民族环境都使东欧地区的民族国家处在一种先天不足、后天不良的成长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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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民族分布状况促生了影响民族国家的内部矛盾

东欧地区复杂的民族分布状况对该地区的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总体而言，其主要的影响是促使该地区产生出诸多的政治矛盾并促使这些政治矛盾进一步复杂化，进而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冲突乃至战争，不仅使民族国家难以形成，而且即便形成也难以长期存在下去、难以实现政治稳定。对此，本书从两个层面各有侧重地展开分析，即东欧的民族分布状况对民族国家的内部发展环境、外部发展环境所产生的影响。影响国内政治的因素主要是某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影响本地区国家之间关系的因素主要是跨境民族，影响地区政治及世界政治的因素主要是主体民族。然而，有两点值得引起注意。第一，在现实生活中，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是联系在一起的，某一因素往往能够对两个层面都产生影响。因此，所谓的国内政治、国际政治两个层面的划分只是为了叙述的简明而大致进行的区分，两个层面是无法截然分开的。第二，历史并没有终点，历史中的因果链条是难以断裂的，某一现象所造成的影响可能又是另一政治现象的起因。因此，应以动态的眼光观察民族分布状况对东欧地区的民族国家的影响，而不应将这种影响凝固化、绝对化。

第一节　民族分布状况成为有关国家得以建立的重要条件

“在民族主义者看来，最理想的状态是民族国家的疆域与本民族所生活的地区相一致，并且民族国家的政府能够实现本民族的利益，有时甚至通过与其他民族发生冲突来实现这种利益。”
[1]

 然而东欧地区复杂的民族分布状况使这一地区难以形成这种“国家的疆域与民族的生活区基本重合”的民族国家，由此产生了诸多的问题。民族分布状况对东欧国家内部政治所造成的影响体现在诸多方面，可谓千头万绪、不一而足，本章从民族分布状况影响了有关国家的建立、发展和消亡三方面分别举例进行分析。

一　泛斯拉夫主义的兴起

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南斯拉夫王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成立的背景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有关斯拉夫民族从奥匈帝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获得独立。这两个国家的成立与其他国家稍有不同，它们既不是在此前的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国家的重建，也不是单一民族在争取民族独立后建立的民族国家，而是由多个本不曾组建一个国家的民族联合而成的。

有关民族的分布状况乃是这两个国家得以建立起来的重要基础。如果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等民族不是同属于南部斯拉夫民族，就难以想象南斯拉夫国家会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如果捷克、斯洛伐克两个民族不是同属于西斯拉夫民族，也很难想象捷克斯洛伐克国家会存在近70年的时间。如果东欧地区的斯拉夫民族的分布带不是被匈牙利族人和罗马尼亚族人的生活区“拦腰截断”了，那么斯拉夫人在近代也许不会分别建立起两个国家（即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而是有可能建立起一个大型的斯拉夫人国家。如果斯拉夫人不是在近代历史上受到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泛斯拉夫主义也不会兴起。

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这两个国家都是根据相邻斯拉夫民族的主观愿望建立起来的。“泛斯拉夫主义”在19世纪的兴起是这两个斯拉夫人的国家得以建立的重要意识形态基础。

关于泛斯拉夫主义，恩格斯在《德国和泛斯拉夫主义》一文中曾作了这样的论述：“斯拉夫人由于内部纠纷早就弄得四分五裂，他们被德国人逼退到东方，部分地被德国人、土耳其人和匈牙利人所征服，但是他们用逐渐传播泛斯拉夫主义的办法在1815年以后又悄悄地把自己的各个支系联合起来，现在他们第一次声明自己的统一，并且进而向至今还统治着欧洲的罗曼-赛尔特民族和德意志民族宣布殊死战。泛斯拉夫主义，这不仅仅是一种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这是一种力图把一千年来历史所创造的一切东西化为乌有的运动；这是一种只有把土耳其、匈牙利和半个德国从欧洲地图上抹掉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在达到这个目的之后，又只有通过征服欧洲的办法才能保证自己的未来的运动。现在泛斯拉夫主义已经从信条变成了政治纲领，它掌握有80万名步兵。它使欧洲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或者被斯拉夫人征服，或者永远消灭泛斯拉夫主义的进攻力量的中心——俄国。”
[2]



结合恩格斯的上述论述可以看出，泛斯拉夫主义在19世纪兴起的背景有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民族主义在近代成了欧洲流行的社会思潮，受到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斯拉夫民族的民族意识逐渐觉醒。在斯拉夫民族出现民族意识觉醒的最初阶段，克罗地亚人中曾出现了一种“伊利里亚主义”，它是斯拉夫人在近代为明确自己的民族起源而进行的早期探索。“19世纪30～40年代，一股名为‘伊利里亚主义’的思潮在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其他南部斯拉夫人居住的地区广泛传播开来。”
[3]

 根据古罗马时期的地图的标准，当时在西巴尔干地区生活的古老民族为“伊利里亚人”，这是伊利里亚主义得以衍生出来的重要要因。伊利里亚主义宣称克罗地亚族（以及塞尔维亚人、黑山人）就是曾经生活在西巴尔干地区的古老民族伊利里亚人。这种主义曾引起了哈布斯堡王朝的惶恐，该王朝在1843年下令禁止公开使用“伊利里亚”一词。后来这种理论被放弃，泛斯拉夫主义取而代之。泛斯拉夫主义兴起后又进一步促成了各个斯拉夫民族的民族意识在近代的觉醒，以保加利亚民族的民族意识的觉醒为例，“促使保加利亚与希腊化世界保持一定距离的是俄国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有时是俄国自身直接发挥的，有时是通过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发挥的”
[4]

 。有关民族的宗教团体曾经在促进斯拉夫人的民族意识的觉醒方面起到了独特的作用，泛斯拉夫主义情感在信奉东正教的斯拉夫民族中间最为强烈。从社会阶层角度看，这种情感在斯拉夫民族的农民阶层中间最为强烈，其次在知识分子阶层中间也较为强烈。

第二，从俄罗斯民族以外的斯拉夫民族的角度看，东欧地区的斯拉夫人在近代受到德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为了摆脱异族统治、实现民族独立，这些斯拉夫民族需要寻找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属于斯拉夫人这一特质自然成了受到异族统治的斯拉夫民族形成联合自强意识的重要理由。斯拉夫人的团结感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受到异族压迫的斯拉夫民族之间有着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联合自强乃是一种现实的出路。“（斯拉夫民族乃至信奉东正教的民族之间的）共同的困境和共同的企盼通常能够促生具有重要意义的、相互帮助和开展合作的事例。”
[5]

 另一方面，俄国是强大的斯拉夫人国家，弱小的斯拉夫民族渴望得到俄国的帮助，从而实现民族解放。

第三，从俄罗斯民族的角度看，19世纪时在俄罗斯民众中间确实存在着对其他斯拉夫民族的同情感，而俄国政府时常会将“保护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东正教徒”或“对受压迫的斯拉夫人的关切”用作干涉国际事务、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的借口。从俄国对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态度相比较来看，俄国对保加利亚的态度明显更加友好一些，这是因为俄国看中的是保加利亚的地理位置，“经过保加利亚进入地中海、前往君士坦丁堡、进入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路程最短，俄罗斯帝国在巴尔干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正是这里，而不是塞尔维亚革命者的幸福”
[6]

 。当然，也不能一味否定俄国的作用。例如在保加利亚于近代获得民族独立的问题上，“获得解放的保加利亚老百姓对俄国和俄国人民心怀感激。在他们看来，俄国人民以巨大的牺牲（伤亡20万人）为代价，把保加利亚从长达5个世纪的土耳其压迫下解放了出来”
[7]

 。

“斯拉夫联盟的思想在19世纪的俄国和列入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组成内的斯拉夫各民族中特别流行。”
[8]

 尽管具体程度有所不同，在19世纪斯拉夫民族之间的确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团结感。这种团结感突出表现在促成了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两国的建立。然而这种团结感以及有关国家的建立是民族意识尚不明确的反映，与此相关的、多民族联合型国家的建立往往以失败收场。

二　南斯拉夫王国的建立

“南斯拉夫”理念兴起的背景是奥匈帝国的瓦解。建立一个南部斯拉夫人的联合国家的理念最初是在克罗地亚人中出现的。其诱因主要有三。第一，哈布斯堡王朝在克罗地亚曾成立了边屯区，但是匈牙利政权曾统治边屯区，直到1881年，边屯区才被交给克罗地亚管理。在边屯区生活着大量的塞尔维亚人。因此“一些克罗地亚政治家主张，消除克罗地亚人与塞尔维亚人在文化和宗教上的分歧，实现南部斯拉夫人的联合”
[9]

 。第二，在奥匈帝国时期，匈牙利政府曾推行“马扎尔化”的政策，试图强迫克罗地亚等民族学习匈牙利语，这种政策引起了克罗地亚人的不满。第三，由于民族主义思潮在近代欧洲的流行，克罗地亚族中就有人提出与塞尔维亚族人建立起联合国家，这不仅是因为两个民族毗邻而居，更是因为塞尔维亚族是南部斯拉夫民族中最强大的民族，当时在巴尔干战争中“塞尔维亚所获得的胜利受到了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的南部斯拉夫人怀着高度的兴奋感而进行的祝贺，其中包括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
[10]

 。然而，在此之前，克罗地亚族人和塞尔维亚族人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从未形成过统一的国家。

“在南部斯拉夫人中间，泛斯拉夫主义在19世纪40年代在柳德维特·盖伊（Ljudevit Gaj）的著作中得到了表达，盖伊是一位克罗地亚人，他在他主办的《晨星》（Danica
 ）杂志中宣称所有的南部斯拉夫民族都是同一个伊利里亚部落的分支。到60年代，伊利里亚主义让位于南斯拉夫主义……”
[11]

 第一个开始宣传“南斯拉夫国家”这一概念的人是克罗地亚天主教会中的一位神甫斯特拉斯玛勒（Josip Juraj Strossmayer, Strosmajer）。他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宣传这一概念，并且曾就这个问题与四度出任英国首相的格莱斯顿（Gladstone）进行过书信交流。当时也有塞尔维亚人对这种看法予以了响应，例如塞尔维亚政治家加拉沙宁宣称：“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是一个民族，即南斯拉夫民族……宗教把我们一分为三，使我们彼此分离，因此宗教不能成为我们联合成一个国家的原则，只有民族才能起这一作用，因为我们是一个民族。”
[12]

 在1870年，奥匈帝国境内的南斯拉夫民族在卢布尔雅那举行了联合会议，发表了号召奥匈帝国境内的所有“南斯拉夫人”联合起来的宣言。但需要指出的是，随着克罗地亚人开始对本民族的定位进行探索，伴随着泛斯拉夫主义出现的另一种思潮就是克罗地亚民族主义，主张克罗地亚实现民族独立。19世纪“克罗地亚民族主义之父”是安东·斯塔尔采维奇，“他在青年时代向往伊利里亚主义理想，后来逐渐远离斯拉夫人大一统的思想”
[13]

 。在此后，泛斯拉夫主义与克罗地亚民族主义之间的对立一直表现在克罗地亚民族身上。

随着上述思潮的影响力不断扩大，至1905年，在达尔马提亚地区的克罗地亚人苏皮洛（Supilo）等人的倡议下，一些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在阜姆（Fiume）
[14]

 召开了代表大会，这场代表大会拉开了当时仍处在匈牙利统治之下的塞尔维亚族人和克罗地亚族人进行政治合作的序幕。这次会议将建立一个南部斯拉夫人的国家确定为奋斗目标，决定组建一个“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联盟”。这个联盟在成立初期采取了与匈牙利政府合作的态度。在匈牙利统治期间，克罗地亚保留了自己的议会。1908年的议会选举结束后，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联盟的议员在克罗地亚议会中占据了多数。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苏皮洛等达尔马提亚地区的克罗地亚人又成立了一个“南斯拉夫委员会”，该组织的目标是创立一个由全体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组成的国家。

相对于克罗地亚人对建立“南斯拉夫国家”的热情而言，在20世纪初塞尔维亚政府更感兴趣的是扩张塞尔维亚的领土。塞尔维亚政府当时的主要目标是获得波黑地区。相比较而言，“一战”前处在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塞尔维亚族人对建立“南斯拉夫”的提议的热情也明显要高于塞尔维亚王国境内的塞尔维亚族人。

但需要看到的是，南部斯拉夫人应当联合起来的想法仅存在于一部分南部斯拉夫民众中间，绝非所有人的一致看法；它的现实基础并不牢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之间仍然存在着现实的冲突。例如，当时“在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掀起了一股反对塞尔维亚人的狂潮。克罗地亚宣布废止基里尔字母，而《克罗地亚报》则公开号召和塞尔维亚人作殊死斗争……”
[15]



但是“联合”的呼声最终占据了上风。“一战”结束前，“南斯拉夫委员会”
[16]

 就建立“南斯拉夫国家”一事与塞尔维亚王国首相帕西奇进行了长期的谈判。“双方在谈判中的最初立场不同：尼古拉·帕西奇和另外一些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坚持建立‘大塞尔维亚’，南斯拉夫人委员会坚持建立联邦制的南斯拉夫。”
[17]

 但是双方最终达成了妥协，1917年7月双方在科孚岛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布将建立一个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的共同的国家，塞尔维亚王室将成为这个新国家的王室。新国家将建立起保障宗教自由和公民平等的民主制度，新国家的宪法将由一个自由选举产生的制宪大会制定。“1917年8月11日，流亡在瑞士的黑山民族团结委员会对该宣言表示支持。”
[18]



在奥匈帝国于“一战”中战败、帝国发生崩溃的背景下，奥-匈帝国境内的斯拉夫人于1918年8月在卢布尔雅那召开了代表大会。会议决定成立一个“南斯拉夫民族委员会”（Jugoslav National Council），由斯洛文尼亚天主教会的领袖科罗舍茨（Korošec）神父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主席。10月28日，奥地利军方在萨格勒布将权力移交给了南斯拉夫民族委员会。因此，该委员会就成为原奥匈帝国境内的全体南部斯拉夫民族的代表。“10月29日，克罗地亚议会宣布，终结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王国与匈牙利王国长达816年的联合”，将权力移交给南斯拉夫民族委员会“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国民议会”
[19]

 ，斯洛文尼亚地区和波斯尼亚地区的自治议会也声明支持该议会。此外，塞尔维亚军队占领了原属于匈牙利政权的伏伊伏丁那，成立了塞尔维亚人的自治议会，该议会在11月决定加入塞尔维亚王国。

“一战”刚结束，塞尔维亚王国迫于国内和国际的压力批准发表了一个宣言，提出分别由塞尔维亚王国政府和南斯拉夫民族委员会统治的两个国家将实现合并，新的国家将建立一个共同的政府，但这两部分领土将在除了涉及共同利益的事项之外的其他一切事项上实行自治。

1918年11月，南斯拉夫民族委员会决定与塞尔维亚合并成立一个统一的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王国，由原塞尔维亚王国的国王亚历山大（Alexander）担任国王。黑山在11月26日在波德戈里察举行了一次代表大会，该大会决定废黜国王尼古拉（Nicholas）并宣布黑山与塞尔维亚实现统一。12月1日，在塞尔维亚军队进入萨格勒布的同时，“摄政王亚历山大面对来自波黑、黑山、伏伊伏丁那的代表团宣布正式成立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王国”
[20]

 。12月16日，塞尔维亚议会与设在萨格勒布的南斯拉夫民族委员会在贝尔格莱德举行联席会议，这次联席会议正式批准了两国的统一。

“第一南斯拉夫的领土是由1919年2月10日签订的《圣日耳曼条约》、1920年6月4日签订的《特里亚农条约》以及1920年签订的《拉帕洛条约》确定的。”
[21]

 “这个新成立的国家吸收黑山、波黑、马其顿、伏伊伏丁那、达尔马提亚等国家和地区参加，总面积达24. 8万平方公里，成为巴尔干的第二大国。”
[22]

 第一届南斯拉夫内阁成立于1919年1月，首相由塞尔维亚族人担任，斯洛文尼亚族领导人担任副首相，克罗地亚族领导人担任外相。同时还成立了一个由塞尔维亚议会、南斯拉夫民族委员会的代表和黑山、伏伊伏丁那的代表组成的临时国民大会。

就这样，几个南部斯拉夫民族在民族分布上的比邻而居，在民族境遇上的同病相怜，在民族起源上的亲缘关系使南斯拉夫这个此前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国家凭空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三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建立

捷克民族是泛斯拉夫主义思潮的主要发源地。“1914年5月，捷克一位有影响的政治家K. 克拉玛什公布了他的题为《斯拉夫帝国宪章》的备忘录。这份文件谈到了建立一个由捷克、波兰、保加利亚、塞尔维亚、黑山以及俄国组成的斯拉夫联邦的计划。”
[23]

 与克拉玛什不同，T. G. 马萨里克（Tomáš Garrigue Masaryk）提出独立的结合应与塞尔维亚联合，建立君主国，该国将包括斯洛伐克、摩拉维亚，以及在匈牙利、外喀尔巴阡地区的斯拉夫人生活区。

前文已提到，斯洛伐克族是夹在捷克族和匈牙利族两个民族之间的一个规模较小的民族，在历史上经常受到这两个民族的统治。在“一战”后，斯洛伐克族从匈牙利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当时的斯洛伐克领导人希宁卡（Hlinka）就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斯洛伐克与马扎尔人的联姻已经失败了；结束这场联姻并与捷克人进行一场新的联姻的时机已经来到了。”
[24]

 由此可见，与南斯拉夫得以建立的条件相类似，捷克族和斯洛伐克族在地理上的紧邻诱使这两个民族萌生了一种何不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对外足以抗衡日耳曼、匈牙利民族的强大国家的想法。另外，“一战”后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境内生活有大量的日耳曼人，“如果考虑到在当时捷克斯洛伐克的人口中，捷克人占52%、斯洛伐克人占16%，那么就可以说捷克斯洛伐克的日耳曼人不应当被划归为少数民族，因为他们占22%”
[25]

 。因此捷克族、斯洛伐克族这两个斯拉夫民族的联合也有联手压制国内众多的日耳曼人的味道。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缔造者是当时在捷克族、斯洛伐克族中有着巨大声望的T. G. 马萨里克。“马萨里克曾是布拉格大学捷克人分校的哲学教授，也是小型政党捷克人民党
[26]

 的创立者，该党后演变为捷克进步党
[27]

 ，马萨里克是这个党派在奥匈帝国议会中的议员。”
[28]



在捷克族和斯洛伐克族两个民族正式实现联合之前，马萨里克积极在国际上奔走，争取大国对建立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的支持。马萨里克于1918年来到美国，他在美停留期间与一些移民到美国的斯洛伐克族人讨论了建立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的想法。马萨里克是生活在捷克的摩拉维亚地区的斯洛伐克人，他本人支持建立“捷克斯洛伐克”这一理念。从斯洛伐克地区移民到美国的一部分人也赞同这一理念。1918年6月30日，由马萨里克代表捷克人，由在美国的斯洛伐克移民代表斯洛伐克人，双方签署了《匹兹堡协议》（Pittsburg Agreement
 ）。在这份协议中，马萨里克向斯洛伐克人做出了一些承诺，如保证捷克和斯洛伐克合并后斯洛伐克人将拥有实行自治的行政机关和法院，斯洛伐克语将在斯洛伐克当地作为官方语言使用等。从海外返回后，马萨里克被拥戴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

在理论上，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成立于1918年10月14日。在这一天，协约国集团认可当时设在巴黎的捷克斯洛伐克民族理事会（Czechoslovak National Council）为该国的临时政府。两周之后，设在布拉格的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Czechoslovak National Committee）宣布此前受奥匈帝国统治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实现独立。

捷克族的人数和影响力要远超过斯洛伐克族，建立联合国家能够扩大捷克族方面的影响力，因此，捷克族方面对建立联合国家是持欢迎态度的。

在斯洛伐克族方面，当时也有一部分人支持“捷克斯洛伐克”这一理念，其中主要的代表是斯洛伐克地区的路德派教会。就在宣布独立的第二天（10月29日），斯洛伐克族的政治领袖举行了一次会议，宣布世界上只有一个单一的“捷克斯洛伐克”民族，斯洛伐克的领土将成为一个共同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的一部分。然而，尽管在这次会议上斯洛伐克族的主要领导人都表示同意建立起联合国家，但这些人在斯洛伐克人中只占少数。

需看到，斯洛伐克族与捷克族有着巨大的差异。第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捷克族受到奥地利的统治，而斯洛伐克族曾长期受到匈牙利的统治，斯洛伐克族相比于捷克族不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较为落后。第二，斯洛伐克族相对于捷克民族更靠近东方，受西欧文明的影响较小，文化传统、思维方式与捷克族都有区别。第三，受胡斯运动的影响，新教在捷克族中影响极大，多数捷克人对天主教的印象不佳。斯洛伐克族的多数人则笃信天主教。

在这种背景下，1918年时两个民族的统一只是斯洛伐克族中的少数人的意志的体现。尽管泛斯拉夫主义使两个民族互有亲近之感，但多数斯洛伐克人不仅没有形成“捷克斯洛伐克族”这种共同的民族情感，甚至连“捷克斯洛伐克民族”这种民族意识也没有完全形成。1918年，多数斯洛伐克人对摆脱了匈牙利人的统治感到高兴，但对新的共和国的态度则主要是在有所期待的同时又充满疑虑。

“斯拉夫人都应当团结起来，甚至应当生活在一个国家当中”这种想法的初衷是好的，在现实中也有一定的客观基础。但是，有关民族联合起来建立国家的客观基础并不够强大，也就是说，斯拉夫民族之间的融合程度还不足以支撑起一个名副其实的“民族国家”。这种状况为两国后来爆发的政治冲突埋下了隐患。可以说，此后这两个国家在存续期间出现的一系列政治冲突、恩恩怨怨都是由地理上相近、心理上并不足够相近的民族生活在一个国家中而衍生出来的。

第二节　复杂的民族分布状况促使有关国家的民族矛盾加剧

东欧国家大部分是多民族国家，也就是说，一个国家中分布着多个民族。多民族的现实状况对有关国家政治局面的影响一般是负面的，如国家的治理难度会提高、民族问题会增多、政治冲突会加剧、政治动荡会不断涌现。这些问题都为东欧地区民族国家的建立造成了冲击和干扰。对此，以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两国的有关情况为例加以说明。

一　在民族矛盾中踉跄前行的南斯拉夫

南斯拉夫国家的政治进程是反映民族分布状况对东欧国家的政治发展所造成的影响的最典型的例子。南斯拉夫是一个民族的“博物馆”“大杂烩”。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时期，该国曾将国内的民族分为三类。黑山族、克罗地亚族、马其顿族、穆斯林族（Mohammedans）、斯洛文尼亚族和塞尔维亚族这六个民族被划定为主体民族（nations）。阿尔巴尼亚族、保加利亚族、捷克族、意大利族、匈牙利族、罗马尼亚族、罗斯尼亚族、乌克兰族、斯洛伐克族、土耳其族十个民族被划定为外来民族（nationalities）或曰少数民族。其余民族成分统称族群（Ethnic groups），如罗姆人、弗拉克人等。
[29]

 众多民族的共存导致众多民族矛盾在这个国家中酝酿、发酵、爆发。南斯拉夫国家一路都是在政治争吵中走过的，直到前南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了流血的民族悲剧才为南部斯拉夫人的国家画上了句号。

首先，民族矛盾贯穿了“第一南斯拉夫”的整个历史。

“人们本可以期待这个新的国家能够取得成功。毕竟，新的南斯拉夫国家的70%的人口拥有一种共同的母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怀有大量的良好意愿，几乎没有，甚至根本就没有过民族仇恨。”
[30]

 然而，“第一南斯拉夫”成立后，主要矛盾就体现在塞尔维亚族和克罗地亚族之间。

前文已提到，南斯拉夫这个多民族联合而成的国家得以建立主要是由克罗地亚族方面发起的，塞尔维亚族在起初对组建南斯拉夫国家的热情并不高。早在“一战”结束前塞尔维亚王国领导人与克罗地亚族领导人进行谈判时，双方就在组建一个共同的南斯拉夫政府的问题上存在着不同意见。在南斯拉夫成立前后，塞尔维亚族领导人的心理状态发生了变化。

塞尔维亚方面有一种“大塞尔维亚主义”的民族主义观念，即倾向于认为新的王国是塞尔维亚政权的扩大，是一个“放大版的塞尔维亚王国”，塞尔维亚族统治其他民族是理所当然的。塞尔维亚上层执政集团把并入第一南斯拉夫的所有领土视为塞尔维亚的“战利品”，“认为塞尔维亚之所以成为‘大塞尔维亚’正是因为它参加战争的结果”
[31]

 。塞尔维亚方面的这种心态会造成许多现实问题。有相关资料记载：“大塞尔维亚主义在这里（第一南斯拉夫）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自1918年至1928年，97%的首相、92%的内务大臣和全部国防大臣均由塞尔维亚人担任。1941年时的165名高级军官中，有161名为塞尔维亚人，而克罗地亚人仅有2名，斯洛文尼亚人也仅有2名，可见军权全部掌握在塞尔维亚人手中。”
[32]



然而克罗地亚人主张建立南斯拉夫国家的目的并不是给自己请一个“主人”，他们在国家成立之初主张实行联邦制，但塞尔维亚人却实行了中央集中制。为此，在王国制宪大会对宪法进行表决时，有2/5的制宪大会成员拒绝出席，以示抗议。
[33]

 “根据1921年的人口调查，塞尔维亚和黑山人口占总人口的41%，而克罗地亚次之，其人口占总人口的24%，虽然人口较少，但经济却比塞尔维亚来得发达。”
[34]

 作为南斯拉夫国家中的第二大民族的克罗地亚族则认为，“南斯拉夫的理想”被等同为了“大塞尔维亚主义”，塞尔维亚方面在打压自己的民族个性，把克罗地亚变成了塞尔维亚人的殖民地，因此克罗地亚人努力谋求自治，反对塞尔维亚族成为南斯拉夫国家中的“统治民族”。在这个王国成立后，克罗地亚族领导人、克罗地亚农民党领袖拉迪齐（Radic）曾长期拒绝与塞尔维亚方面达成政治协议，双方处在一种僵持状态之中。克罗地亚农民党长期在王国议会中充当反对党。除了农民党这种正式的反对派之外，克罗地亚人还组建了极端主义组织乌斯塔莎。“乌斯塔莎”的意思是“起义者”，“1929年由帕伟利奇在意大利创建”
[35]

 。

1924年，南斯拉夫以拉迪齐出访苏联为由监禁了他。在拉迪齐获得释放后，1928年，一名对克罗地亚族所采取的一直不配合南斯拉夫中央政府的态度感到不满的黑山籍议员在南斯拉夫议会中向拉迪齐开枪，事后拉迪齐不治身亡。此后，克罗地亚籍议员离开了议会，南斯拉夫由此形成了政治僵局。由于看到双方无法达成和解，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在1929年1月6日宣布南斯拉夫实行王室专制。但克罗地亚族领导人仍然拒绝与塞尔维亚方面展开合作。亚历山大努力维持王国不至解体，但是并没有打破政治僵局。

1934年10月9日，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在法国马赛遇刺，刺杀者是克罗地亚族民族主义者。
[36]

 在这位国王遇刺后，南斯拉夫王国内部的形势开始向有利于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族两族之间达成和解的方向发展，直到南斯拉夫王国成立20年之后，即1939年8月26日，克罗地亚族领导人才与南斯拉夫中央政府达成了政治协议。这项政治协议的内容主要是对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各自的领土范围进行了划分，成立了一个“克罗地亚”自治区，“它由过去的滨海与萨瓦两个巴昂辖区合并而成，并纳入了德拉纳、伐尔巴和多瑙3个巴昂辖区的部分领土”
[37]

 。此外，克罗地亚还恢复了自治议会，与国王共享立法权。

然而，这项协议的签署却导致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族两方面都不满意。双方的很多人都认为自己一方做出的让步太多、受到的损失太大，进而对达成这些协议的本民族领导人以及对方民族发起言语攻击，一时不满情绪沸反盈天。然而两年后南斯拉夫王国就因轴心国军队的入侵而沦陷了。可以说在“第一南斯拉夫”存在的20多年中，内部的主要矛盾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国家的政治生活一直在争吵声中度过，创建南斯拉夫国家的实践以失败告终。

在1941～1944年期间第一南斯拉夫被分裂：德国在塞尔维亚扶植了一个傀儡政府，“在1941～1944年的军事管理之下，由于被迫向德国捐输以及米兰·内迪奇（Milan Nedic）的卖国政府的存在，塞尔维亚并不是一个主权国家”
[38]

 。克罗地亚民族主义分子终于得偿所愿，独立建国。科索沃和梅托希亚被划归“大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除占领马其顿地区外还吞并了塞尔维亚东部地区的皮罗特（Pirot）、弗拉涅（vranje），德国、意大利占领了桑扎克地区。

一个国家中分布着多个民族这一状况本身就为国家的维系提出了艰巨的任务。第一南斯拉夫时期一直存在的政治冲突以及克罗地亚在“二战”期间的独立都说明多民族共处的现实给国家的统一带来了相当的难度，维持多民族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任重而道远。

其次，在“第二南斯拉夫”期间，民族矛盾由前期的潜藏状况爆发为最终结束“南部斯拉夫人的国家”的力量。

第二南斯拉夫延续了第一南斯拉夫的政治版图和民族格局，也延续了第一南斯拉夫期间的民族矛盾。尽管民族矛盾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并不那样显著，但并没有消失，仅仅是被掩盖了起来而已。

组成南斯拉夫国家的各南部斯拉夫民族中一直都存在着民族主义情绪和实现民族独立的倾向，但“二战”的结果掩盖了这种倾向。当南斯拉夫共产党在1945年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之后，铁托高举“兄弟关系和团结”“共产主义”两面旗帜，成功地压制了各民族的独立倾向，建立了第二个南部斯拉夫人的国家。

在苏联和南斯拉夫决裂后，南斯拉夫开始探索本国的发展道路。面对民族关系紧张的国内局势，分权成了最自然的选择。“南斯拉夫领导人放弃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以后，很快就提出了自治的社会主义思想。所谓自治的社会主义思想是指对政治和经济生活实行分散管理，中央向各联邦主体和劳动集体提供广泛的权力。”
[39]

 在20世纪60年代，铁托放松了对政策的控制并将部分的决策权从联邦层面下放到了联邦主体层面。在联邦政府和南共中央的权力下放后，克罗地亚领导人中就出现了民族主义分子，可以说这是放权的必然后果。铁托在1971年末对克罗地亚地区党和政府的领导班子进行了清洗并对“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和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马其顿的自由主义分子实行了压制政策。然而这些举动只起到了暂时的作用。

铁托是南斯拉夫联邦得以维持存在的重要维系力量，在铁托去世之后，南斯拉夫联邦主要靠原来形成的惯性继续得以维系。南斯拉夫共产党和南斯拉夫联邦国家军队成为维持南斯拉夫联邦存在的最后一道防线。然而，由于民族主义情绪日益滋长，南斯拉夫共产党的组织逐渐以民族为基础而发生了分裂，而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给东欧共产党带来的思维混乱和东欧局势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动荡也使南共的号召力逐渐下降。此外，南联邦国内的大多数非塞尔维亚族人认为国家军队是处在塞尔维亚族人的控制之下的机构，因此联邦军队的形象在非塞尔维亚族人心目中亦不甚佳。

随着推行分权政策，南斯拉夫在经济上也出现了分化。其中北部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经济水平最高，南部地区的发展则较为落后。经济上的分化又促使斯洛文尼亚族、克罗地亚族这两个民族对自己的宗教、文化和民族身份的认同感大大增强。此外，这两个民族认为自己加入欧共体的机会很大。这些因素推动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走上独立的道路。而与此同时塞尔维亚族试图主导南联邦的政治进程，阻止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独立，这更加激发了上述两个民族的分离主义情绪。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分裂势力采取的步骤包括宣布拥有主权、在国际上谋求对独立的支持、组建准军队组织等。随着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民族分裂运动的发展，波黑和马其顿地区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快速膨胀。与政治上的动荡相伴的是经济的下行，“1973年前，南斯拉夫经济态势虽然动荡，但总体上仍能保持增长，但进入80年代后经济基本上呈连年下滑趋势”
[40]

 。

“南斯拉夫发生的关键性的决裂出现在1990年1月举行的南共盟第14次特别代表大会上。在未能就开展‘给予加盟共和国更多的自治权和与西欧的机构进行更加紧密的合作’的改革这一事项上获得多数票的情况下，斯洛文尼亚的代表退出了代表大会。在1990年2月，斯洛文尼亚共产党退出了南共盟。”
[41]

 随后克罗地亚共产主义者联盟和马其顿共产主义者联盟也退出南共盟。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决定在1990年春季举行多党制选举的做法也引起了其他联邦主体的效法。1991年6月25日，斯洛文尼亚首先宣布独立。“斯洛文尼亚突然宣布独立以及德国和意大利在随后承认其独立的做法在南斯拉夫各共和国中间开启了一场竞赛。”
[42]

 克罗地亚与斯洛文尼亚同时宣布独立，这两个国家同属天主教文化圈，在其独立后梵蒂冈和德国急匆匆地承认了这两个国家。由此南斯拉夫爆发了战争。随后马其顿、波黑也宣布独立。第二南斯拉夫由此发生分裂。

在政治意义上，民族分布状况的改变并不一定体现在民族发生迁徙这一种情况上，政治版图的改变——如国家的建立和消失——也会改变民族的分布状况。例如南斯拉夫国家的建立就使众多民族分布在一个国家当中，这种多民族的状况为南斯拉夫成为一个成功的国家制造了太多的挑战和障碍。

二　因民族问题卷入剧变旋涡的保加利亚

保加利亚的民族构成状况的特点是该国国内存在着大量的穆斯林人口。除土耳其族外，保加利亚境内的穆斯林还包括斯拉夫人、罗姆人等族裔。其中，斯拉夫裔穆斯林的人数在20万人以上
[43]

 ，这部分穆斯林多数居住在罗多彼（Rhodopes）山区，讲保加利亚语。斯拉夫裔穆斯林在自己的身份归属上做出不同的选择：居住在基督徒社区的自称是土耳其族；居住在土耳其族社区的又自称是保加利亚族；除上述两种情况外，还有一部分斯拉夫裔穆斯林坚持主张自己是信奉伊斯兰教的斯拉夫人，他们自称为“波马克人”（Pomaks）。

大量的穆斯林（特别是土耳其族）人口的存在给保加利亚政府提出了一个难题，也对保加利亚政府的民族政策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而保加利亚对穆斯林所采取的政策又对保加利亚自身的政治进程造成了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在1989年达到了一个高潮，保加利亚国内的土耳其族大规模出走的事件成为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发生剧变的导火索。

表3-1　保加利亚官方公布的本国穆斯林人口数量



	年份
	穆斯林人口数
	穆斯林人口比例（%）



	1910

1920

1926

1934

1946

1956

1965
	602078

690734

798296

821298

938418

676025

780928
	13.9

14.3

14.4

13.3

13.3

8.5

9.49




资料来源：Kenneth Mackenzie, Oppression and Discrimination in Bulgaria: Facts and Documents,
 London-Nicosia-Istanbul: K. Rustem & Brother, 1981, p. 2.

保加利亚政府对穆斯林所采取的政策一直处在摇摆之中。但从总体趋势上看，从保加利亚独立到剧变发生之前，保加利亚政府对穆斯林的政策呈现出越来越严苛的趋势。

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保加利亚的民族、宗教矛盾并不激烈。19世纪，一位保加利亚东正教的神父曾说过：“我们并不致力于让人改变宗教信仰；如果一个保加利亚人对民族保持忠诚，我们不问他的宗教信仰是什么。”
[44]

 然而，在正式独立后，保加利亚的民族问题愈演愈烈。

1925年，保加利亚即与刚成立不久的土耳其共和国签订了一份关于互换人口的协议，有140万土耳其族人离开保加利亚、前往土耳其。
[45]

 从这时起，保加利亚政府就推行了将穆斯林同化为保加利亚族的政策，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敦促穆斯林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保加利亚族的名字。这种政策在1927年、1933年和1935年三次引发了土耳其族人迁出保加利亚的浪潮，但是迁出的多数人又因土耳其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而返回了保加利亚。此后一段时间里土耳其方面决定不再接受来自保加利亚的移民。

1947年，土耳其方面又决定重新接受来自保加利亚的移民。保加利亚政府在1949年也决定准许土耳其族离境。这是由于当时保加利亚正在开展农业集体化运动，而土耳其族是实现农业集体化的障碍，因此保加利亚希望境内的土耳其族人口能够减少。1950年有5万土耳其族人出走。到1951年11月，土耳其又关闭了边境线，在此期间共有15.4万土耳其族人迁出。

保加利亚对土耳其族所采取的政策在20世纪50年代初发生了逆转。从此时起保加利亚政府将建设一个“多民族国家”定为正式目标，在这种思路下，保加利亚政府积极采取措施同化土耳其族，在教育上和文化上加大了投入力度，如为土耳其族开办了剧院、增加土耳其语报刊的数量、开办土耳其语教育等。土耳其族学生不仅能够免费入学，而且在升大学时亦受到特殊照顾。在这一阶段，土耳其族儿童的入学率达到了97%，4000名土耳其族人成为保加利亚共产党党员和祖国阵线的成员，1.8万土耳其族人成为公务员。
[46]



1956年，保加利亚共产党的政策又发生了转向，提出“保加利亚的土耳其族是保加利亚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这种政策思维下，此前推行的土耳其族实行文化自治的政策被取消了。日夫科夫在1958年更是提出，要对土耳其族中间的“民族主义和宗教狂热主义”宣战。
[47]

 此时保加利亚已经实现了全面的农业集体化，因此同化政策的目标主要集中在大力消除境内的穆斯林的民族身份特征上。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保加利亚政府出台了针对穆斯林的“保加利亚化”进程
[48]

 。作为这个进程的一部分，政府要求使用穆斯林名字的人将其名字改为斯拉夫语名字（到80年代这项运动扩展到了土耳其族人）。到1974年，共有约22万穆斯林更改了名字。在官方文件中，更改了名字的穆斯林就变成了“保加利亚族”。保加利亚政府在1960年以后又开展了一场针对穆斯林服装的“战争”，穆斯林妇女不得不以雨衣取代传统的民族服饰。1971年保加利亚又用“非保加利亚族外表的公民”一词取代了“少数民族”。1974年保加利亚当局决定关闭所有清真寺，这引起了该国的穆斯林特别是土耳其族人的极大反感，在当时曾引发了民族冲突事件。

经过上述过程，1977年保加利亚共产党宣布保加利亚已经“几乎成为一个单一民族并接近完全同质化”的社会。在当年有6.2万名土耳其族人离开了保加利亚。此后直到“大出走”期间，保加利亚的土耳其族向外移民的活动基本停止了。

表3-2　从保加利亚移民到土耳其的土耳其族人口数量统计表



	年代
	人数



	1923～1933年

1933～1944年

1945～1960年

1969～1980年
	101507

115288

160766

130000



	合计
	507561




资料来源：Turkish Historical Society, The Turkish Presence in Bulgaria
 , Ankara: Turk Tarih Kurumu Basimevi, 1986，p. 58.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保加利亚掀起了大规模的、更改使用非保加利亚语名字的公民的名字的运动，其实质是推进民族单一化运动、否认本国存在少数民族。“在1985年初，保加利亚官方宣布：本国的土耳其族事实上是斯拉夫裔的保加尔人的后裔，他们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被迫改信了伊斯兰教。官方进一步宣称这些‘斯拉夫裔的保加尔人’都是‘自愿’并‘自发’要求使用新的保加利亚语名字的，他们将这种做法作为他们‘在保加利亚民族中重生’的标志。保加利亚官方宣称这项更改名字的运动为‘保加利亚名字的重建’。”
[49]

 日夫科夫在80年代提出，保加利亚的“民族问题完全解决了”。
[50]



到80年代末，随着保加利亚政府在消除少数民族的民族特征方面步步紧逼，保加利亚的土耳其族人“从1989年夏季开始大规模出走，这是共产党当局开展的吸收土耳其族人运动的结果，这场运动的名称是广为人知的‘复兴进程’。在当时，约有35万人前往土耳其，在同年年底又约有20万人返回保加利亚，其余约15万人留在土耳其成为移民。”
[51]

 保加利亚的转轨正是由此引发的。

“保加利亚被卷入剧变的旋涡是在1989年5月，系由保加利亚境内穆斯林外逃事件引起。穆斯林占保加利亚全国人口的10%左右（约80万）。”
[52]

 土耳其族人的出走牵动了保加利亚社会中各种潜在的矛盾，保加利亚的社会动荡加剧，反对派活跃起来，保共试图通过加快体制改革来维持社会稳定。到11月，日夫科夫卸任保共总书记和国务委员会主席职务，至12月他又被开除出党。随后接替日夫科夫的姆拉德诺夫宣布保共放弃权力。“同年，新政府同意让穆斯林恢复原来姓名，并且逮捕了日夫科夫，在他众多罪行中就包括‘煽动种族敌对和仇视’。”
[53]



1990年1月，保加利亚国会宣布保共丧失了领导地位，保加利亚开始实行多党制。而后保共根据全体党员投票表决的结果改称保加利亚社会党。从6月开始，保加利亚进行了两轮多党派的民族选举。在第二轮投票中，穆斯林获得23席。
[54]

 在1990年11月，保加利亚国民会议将国名改为保加利亚共和国，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正式由此终结。

面对本国存在着大量的穆斯林人口，特别是土耳其族人口的现实情况，保加利亚政府的民族政策有两种选择，一种是采取包容政策，即认可多民族共存的现实，尊重少数民族的权利；另一种是积极同化少数民族。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采取第二种政策亦有其客观原因。第一，保加利亚曾长期受到土耳其族政权的统治，保加利亚的土耳其族人口正是外来统治者的后裔，因此保加利亚不容易对土耳其族实行包容政策。第二，土耳其是保加利亚的邻国，在两国实力对比中保加利亚并不占上风，因此保加利亚长期对土耳其保持警惕。两国的比邻又为保加利亚的土耳其族人的迁出提供了便利条件。第三，社会主义时期提倡实现社会的集体化、同质化、单一化，这种思路也影响了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的政策。然而保加利亚在选择了同化土耳其族的政策取向后，这种政策取向也影响了该国的政治发展进程，助推了剧变的发生。

在发生剧变后，保加利亚历届政府吸收了剧变的历史教训，对土耳其族所采取的政策开始向“包容”取向发展，但该国的土耳其族问题仍然没有消失。在大量的土耳其族人存在的情况下，这个问题也不会消失。虽然该国在1991年制定的宪法规定不得以民族为基础建立政党，但是在保加利亚今天的政治生活中，“‘权利和自由运动’（Movement of the Rights and Freedoms）这个组织基本上被人们视为保加利亚的土耳其族的政党，从新宪法出台之后起，该政党一直参加所有的民主选举并且在保加利亚的政治生活和议会中有着持续、显著的影响力。”
[55]

 目前保加利亚的土耳其族人所拥有的政治影响力为他们的社会地位的稳固提供了保证，“1990年1月成立的权利和自由运动使保加利亚的土耳其裔少数民族获得了一种政治上的话语权，而且从1991年起至21世纪初以来权利和自由运动要么进入政府执政、要么成为执政政府的紧密支持者这一事实也就意味着没有那一届政府敢于对土耳其族制定更多的限制性政策。”
[56]



尽管进入了民主时代，而且保加利亚的土耳其族也有了自己的政治代言人，但保加利亚的民族裂痕并没有消失。“据1992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83.8%的保加利亚公众认为土耳其族是‘宗教狂热分子’，因此80.8%的保加利亚族人不会与土耳其族人通婚，38.7%的人甚至不会与土耳其族人成为朋友。”
[57]

 这种心理上的裂痕虽然并不一定直接反映在保加利亚的政治生活中，但其潜在的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

土耳其族在保加利亚的分布不仅影响了保加利亚的内政，还使土耳其和保加利亚两国关系之间出现了一个独特的因素，它牵动着两国关系的敏感神经，成为两国发展相互之间关系的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

第三节　复杂的民族分布状况促使有关国家走向解体

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在成立后经历了捷克族、斯洛伐克族两个民族之间的种种政治冲突、分分合合，到1993年捷克与斯洛伐克终于各自成国，曾经号称为一个民族的“捷克斯洛伐克族”再次还原为两个民族。但这两个民族最终是和平分手的，因此最能够反映出民族分布状况对有关国家的覆灭所产生的影响的例子是南斯拉夫的解体。

“二战”后，新成立的南斯拉夫国家吸收第一南斯拉夫的教训，极力避免大塞尔维亚主义的倾向，授予了各共和国和自治省高度自治权。但是这种倾向又发展到了另一个极端，那就是中央的权威越来越低，地方的权力越来越大，而这种情况更加助推了地方的分裂主义倾向。在南斯拉夫这样一个国家，中央过于集权则地方怨声载道，中央过于分权则地方谋求自己的独立，保持适当集权但同时避免地方的不满情绪泛滥，才是一条正确的出路。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保证各民族之间的基本平等，尤其要避免特别优待某一民族的状况。然而在现实中，随着分权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南斯拉夫也逐渐走向了解体。

“在克罗地亚、波黑和科索沃都存在着大量的、作为少数民族的塞族人。”
[58]

 这种民族分布状况在南斯拉夫解体的过程中亦有所反映。“自1990年4月起，南联邦的6个共和国均先后举行自由选举”，除塞尔维亚和黑山外，“其他4个共和国的政权均落入民族主义政党之手。到该年年底，南境内竟然涌现出248个政党，联邦政府对国内的局势已完全失控”
[59]

 。

在南斯拉夫联邦存在的后期，各民族之间关系的高度紧张和对立，随着部分加盟共和国宣布独立，南斯拉夫在1991年至1995年之间爆发了三场战争，这些战争见证了“第二南斯拉夫”的灭亡。

第一场战争出现在斯洛文尼亚，这场战争在1991年6月仅仅进行了10天的时间，随后在欧共体的协调下南斯拉夫军队从斯洛文尼亚撤出，斯洛文尼亚实现独立。斯洛文尼亚的独立比起克罗地亚、波黑、马其顿显得容易一些，其中的重要原因是斯洛文尼亚地区的民族构成比较同质化，基本上以斯洛文尼亚族为主，因此没有爆发本地区的族群之间的战争。另外，斯洛文尼亚与塞尔维亚并不接壤，两地中间为克罗地亚和波黑。

另一场战争同样是在1991年6月克罗地亚宣布独立后开始的。塞尔维亚族人口在克罗地亚的大量存在是克罗地亚独立战争比斯洛文尼亚独立战争持续时间更长、规模更大的重要原因。在克罗地亚从南斯拉夫独立出来之前，该地区的塞尔维亚族人口超过了80万，
[60]

 而到今天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族人口不足15万。在独立战争前，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族人口在巴尼亚（Banijia）、科尔敦（Kordun）和利卡东部三地占当地人口的69%，在斯拉沃尼亚西部占当地人口的57%，在达尔马提亚北部占当地人口的55%，在斯拉沃尼亚东部占当地人口的35%。
[61]



克罗地亚独立战争的重要战场是克拉伊纳（Krajina）和东斯拉沃尼亚地区，这两个地区都是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族的交叉分布区。克拉伊纳是克罗地亚和波黑中间的交界地带，其名称“kraj”的意思是“终点”，含义是该地区是此前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势力范围的终点，也就是当年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对峙的分界线。1566年奥土战争结束后，克罗地亚受到奥地利的统治。克罗地亚与波斯尼亚的分界线也成了哈布斯堡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分界线。随后哈布斯堡王朝在克罗地亚设置了军事区，在17世纪至18世纪期间有大量的塞尔维亚族人逃到克罗地亚。
[62]

 在两大帝国对峙、克罗地亚受到匈牙利的统治期间，许多愿意为哈布斯堡帝国效力、对抗奥斯曼帝国的塞尔维亚族士兵被安排到克拉伊纳定居并获得了土地。东斯拉沃尼亚地区与塞尔维亚的领土接壤，该地区的中心城市是武科瓦尔（Vukovar），这座城市在克罗地亚独立战争中遭到了巨大的破坏。1990年9月，在克罗地亚族的独立情绪高涨的情况下，克拉伊纳的塞尔维亚族人建立了“塞尔维亚克拉伊纳共和国”。在克罗地亚于6月25日宣布独立的当天，东斯拉沃尼亚地区的塞尔维亚族也成立了“东斯拉沃尼亚、巴拉尼亚和西斯里耶姆自治州”（Eastern Slavonia, Baranja and Western Syrmia）。

克罗地亚独立战争爆发的地点是克宁（Knin）。克宁是一条贯通克罗地亚的重要铁路线上的一个要塞，是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双方都必欲争夺的地区。由于克罗地亚在独立前做出了驱逐当地的塞尔维亚族人的举动，因此战争首先是由克宁地区的塞尔维亚族人打响的。这场战争在第一次停火之前持续了六个月。到1993年1月克罗地亚军队又向受到塞尔维亚控制的那些克罗地亚地区发起进攻，此后战争一直持续到1995年秋季。

在战争期间大量的塞尔维亚族人被克罗地亚方面驱逐出境。因此，克罗地亚独立战争期间出现了大规模的难民潮。“克罗地亚的战争制造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难民危机。在超过20万的难民中，约有2万人丧生”
[63]

 。在这些难民中，“至少有15万人进入了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境内，其中大多数人在那里定居了下来。”
[64]

 进入波黑地区的塞尔维亚族人也给这个地区增加了不安定因素。另有资料指出：“克罗地亚战争从1991年3月延续至1992年2月，造成2万余人死亡、50万人无家可归和700亿美元的物资损失。”
[65]

 在克罗地亚独立战争结束后，克罗地亚地区的塞尔维亚族人社区比1991年之前大幅减少。

第三场战争是开始于1992年、结束于1995年的波黑战争。波黑战争爆发时正是克罗地亚独立战争的间歇期。波黑内战的爆发也与当地的民族分布状况有关。

奥地利共统治了波斯尼亚地区40年。但与此前奥斯曼帝国在该地区的长期统治相比，奥地利统治的这段时间较短，以至波黑地区早先形成的土耳其式的生活习惯和传统并没有发生多少改变。穆斯林、克罗地亚族和塞尔维亚族在波黑地区混杂而居的局面在南斯拉夫各共和国蜂拥独立之际衍生出了重大的冲突。“1991年，波黑43.7%的居民是穆斯林，31.4%是塞尔维亚族人、17.3%是克罗地亚族人，另有5.5%的人自认为是‘南斯拉夫’人。”
[66]

 如果不是三个民族在是否从南斯拉夫独立出去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波黑地区的三个民族之间的关系本不会出现内战时期的这种巨大的裂痕。

受到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宣布独立的影响，波黑的穆斯林和克罗地亚族也意图实现独立。1992年2月末波黑举行了决定是否宣布独立的全民公投，当地的塞尔维亚族居民对这场公投进行了抵制，因此投票的结果是主张波黑独立的意见占据多数。随后波黑在3月宣布独立。此时，塞尔维亚支持波黑的塞尔维亚族人、克罗地亚支持克罗地亚族人，这两个国家对波黑的影响也推动了波黑内战的出现。当地的内战随即打响，南斯拉夫当局对波黑独立也进行了武力干预。

在战争初期穆斯林与克罗地亚族联合起来对抗塞尔维亚族，到1993年春季，穆斯林与克罗地亚族又因为争夺地盘问题展开激战。到1994年春季，穆斯林与克罗地亚族再次结盟。从当年4月起北约开始对塞尔维亚军队实施空袭，进入秋季美国又开始支援穆斯林与克族的联盟。“在波黑地区的塞尔维亚族武装力量于1995年在斯雷布雷尼察（Srebrenica）地区开展了对被俘的波黑穆斯林的大规模屠杀之后，美国指挥了针对波黑的塞尔维亚族的军事行动并发起了一轮外交攻势，以确保代顿和平协议（Dayton Peace Accords）于1995年达成。”
[67]

 迫于北约的军事压力，塞尔维亚族在1995年10月同意进行和谈。11月在美国代顿空军基地进行了草签。12月在法国的爱丽舍宫正式签署《波黑和平协议》：波黑地区形成两个政治实体，当地的克罗地亚族和穆斯林组成穆克联邦，塞尔维亚族组成塞族共和国。其中穆克联邦占国土面积的51%。穆克联邦的两名代表和塞族共和国的一名代表组成中央执行主席团，这三人轮流主持主席团的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解决方案并没有将波黑解体，即将塞尔维亚族人聚居区划给塞尔维亚、将克族人聚居区划给克罗地亚、让穆斯林聚居区独立。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在历史上波黑长期是一片独立的区域，另一方面是因为要想做出这种划分必然引起巨大的争议。但是波黑当前的这种三个民族聚居的情况在未来定然会引发新的民族矛盾。

波黑战争期间三个民族都做出了驱逐其他民族的举动，“仅仅在波黑战争最初的两年中，波黑对战争中死亡人数的统计就超过了7万。波黑430万的总人口中有超过200万人成为难民或被转移到了共和国的其他地方”。
[68]

 “近4年的内战共造成20多万人的死亡”
[69]

 ，由于内战，波黑的人口出现了大幅减少。

就这样，南斯拉夫最终在战火中解体了。南部斯拉夫民族主要因为地理上的相近而走到了一起，最终又因为心理上的疏远而分开。在南斯拉夫解体后，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围绕两国之间的海岸线、伊斯特里亚半岛的领土划分等问题也出现了矛盾，在南斯拉夫存在时，这些矛盾本是不存在的。

国际著名民族问题专家汉斯·库恩（Hans Kohn）认为：“民族主义要求建立起民族国家，而民族国家的建立又会增强民族主义。”
[70]

 民族主义情感正是东欧国家发生裂变的重要原因。然而民族主义情感的产生亦有其现实基础，其现实基础之一便是东欧地区的民族分布状况。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东欧各主要民族都单独或联合地建立起独立国家。”
[71]

 然而“一战”后出现的两个由多个斯拉夫民族构成的国家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都不是民族国家。东欧的其余国家如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都是少数民族人口比重很大的国家，也难以称得上是“货真价实”的民族国家。东欧地区建立民族国家的困难在于民族交叉分布现象的普遍存在使得建立起以单一民族为主体的国家成为一项几乎难以完成的任务。即使建立起了国家，多民族共处的状态也使有关国家处在一种治理难度极大的状态之中，甚至诱发了有关国家的剧变（如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和解体（如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而从结局来看，主体民族的分布状况促成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两国的建立反而耽搁了有关民族国家的建立，直到20世纪90年代，上述两个国家中的诸多民族才建立起自己的民族国家。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新独立国家在成立之际又遇到了全球一体化及欧洲一体化对民族国家的主权构成冲击的浪潮。例如，“在前南地区的战争爆发6个月之后的1991年12月，当欧共体部长理事会决定承认南斯拉夫联邦（和苏联）的寻求独立的共和国时，欧共体提出的条件是新国家的政府要接受《赫尔辛基宣言》中提出的各种要求。欧共体特别提出，这些新国家必须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必须接受《联合国宪章》、《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赫尔辛基最后文件》、《欧洲安全暨合作会议巴黎宪章》的条款，特别是其中关于法治、民主和人权的条款；必须展现出通过协议解决因国家分裂而出现的问题的决心。南斯拉夫各共和国更是被要求接受关于在新的国家疆域内保障少数民族权利的、内容广泛的条款，并且要在宪法和政治上做出保证，确保它们对‘相邻的欧共体成员国’不怀有领土企图”
[72]

 。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东欧国家要求加入欧盟的背景下，欧盟又对这些国家提出了许多要求，“要求申请入盟的东欧国家加快改革、对自身的机构设置和治理水平进行升级，以达到欧洲的标准，从而让东欧国家更快速地赶上已入盟的国家的水平”
[73]

 。欧盟对东欧国家提出的一些要求从传统意义上讲就是对主权国家的主权的侵犯。“在入盟问题上，匈牙利、捷克、波兰、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在2004年5月1日正式成为欧盟的成员国，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两国也于2007年1月加入欧盟，其他国家则正在积极地为尽早加入欧盟而努力。在加入北约问题上，波兰、捷克和匈牙利在1997年7月加入北约，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在2002年11月加入，阿尔巴尼亚和克罗地亚也在2008年7月与北约成员国签署入约议定书，其他国家还处于谈判阶段。”
[74]



因此可以说，东欧的新独立国家“生不逢时”，在“民族国家”尚未建立时其主权便遭到了超国家机构的限制，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欧国家纷纷加入或要求加入欧共体（欧盟），东欧诸国不得不接受欧共体（欧盟）提出的诸多条件和限制，从这个意义上说，东欧新独立国家建立“民族国家”的梦想在未实现之际便已“胎死腹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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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民族分布状况促生了影响民族国家的国际矛盾

东欧地区的民族分布状况对该地区的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还体现在东欧地区的民族分布状况恶化了民族国家所处的外部环境，不仅造成了有关国家之间的矛盾，更造成了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战争。

总体而言，东欧地区复杂的民族分布状况对民族关系和国家关系所造成的影响是负面性的。就最好的情况而言，跨境民族问题会成为历史遗留问题，有时会成为有关国家开展合作的契机。就一般的情况而言，跨境民族问题会制造民族积怨，造成有关国家之间关系的冷漠。就最坏的情况而言，则会引发国家之间的战争。有关民族矛盾、国家矛盾制约了东欧地区民族国家的产生和发展。本章以围绕着特兰西瓦尼亚、科索沃和马其顿三个民族交叉分布区的国际互动为例，对民族分布状况对东欧国家之间关系造成的影响进行说明。

第一节　匈牙利、罗马尼亚围绕特兰西瓦尼亚的矛盾

跨境民族问题一般都是难以解决的，往往会成为历史遗留问题。这类历史遗留问题会成为持续影响有关国家之间关系的因素。此外，跨境民族问题还会增加相关国家之间的互动，一方面表现为双方的冲突往往会加剧，另一方面表现为双方有时会为解决跨境民族问题而增强磋商与合作。匈牙利、罗马尼亚两国围绕特兰西瓦尼亚这个民族交叉分布区展开的博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今天，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马扎尔人问题已经成为历史遗留问题，“二战”前双方的互动以冲突为主，在当前则以合作为主。

匈牙利族、罗马尼亚族两个民族长期对特兰西瓦尼亚地区展开争夺的情况与塞尔维亚族、阿尔巴尼亚族长期争夺科索沃地区的情况十分类似。与科索沃地区最初生活着阿尔巴尼亚人的祖先、随后斯拉夫人在该地区占据了主导地位相类似，特兰西瓦尼亚最初生活着罗马尼亚人的祖先、随后马扎尔人在该地区占据统治地位的时间长达近千年之久。“特兰西瓦尼亚11～16世纪属于匈牙利，16～17世纪又成为奥斯曼帝国治下的一个公国，但从17世纪末起又重属匈牙利。”
[1]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特兰西瓦尼亚地区被划归到罗马尼亚。当时特兰西瓦尼亚的人口为500万，其中57.5%为罗马尼亚族，25.3%为马扎尔人（包括察格勒人），10.5%为日耳曼人，3.6%为犹太人，2.9%为罗斯尼亚族、塞尔维亚族、保加利亚族等族人口。
[2]

 “一战”后该地区的马扎尔人的处境发生了逆转，他们从原来的统治阶级变成了生活在异国的“二等公民”。在这种变化发生的初期，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马扎尔人当然很难接受这样的事实，因此，“一战”后罗、匈两族的民族情绪尖锐对立。但“一战”后罗马尼亚政府对马扎尔人所采取的政策并不算非常严苛。在教育方面，尽管罗马尼亚当局会干涉马扎尔人学校的教学活动，但马扎尔人还是保留了本民族的大多数学校。在出版方面，罗马尼亚当局允许马扎尔人出版大量的报纸、期刊和书籍以及从匈牙利进口文学作品。在宗教方面，罗马尼亚当局虽然倾向于支持日耳曼人担任天主教会中的高级职位，并积极在主要居住着匈牙利族人的地区修建东正教教堂，但并没有对马扎尔人进行宗教迫害。在语言方面，罗马尼亚当局也没有规定不懂罗马尼亚语就无法进入大学学习。在“一战”后罗马尼亚开展的土地改革中，马扎尔裔农民也获得了政府分配的土地。

然而，罗马尼亚在“一战”后对马扎尔人的统治也有令马扎尔人感到不快之处。其一，当局派出了大量的罗马尼亚族官员到特兰西瓦尼亚地区任职。由于这些官员的涌入，马扎尔人进入政府任职的机会减少了。罗马尼亚当局规定马扎尔人要想成为公务员必须参加罗马尼亚语语言考试，这项规定使很多马扎尔人难以进入政府任职。特别是到“二战”爆发前夕，由于极端民族主义运动在罗马尼亚的发展，排挤马扎尔人的情况变得更加突出了。其二，总体而言，“一战”后罗马尼亚政府的统治是压抑性的，罗马尼亚政府对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马扎尔人的执法行为通常可以称得上是粗暴和野蛮的。其三，在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的波及下，马扎尔裔农民也遭遇到了经济上的危机。到“二战”爆发之前，特兰西瓦尼亚的马扎尔人中间充满了对罗马尼亚政府和当时的经济困境的不满，这种状况使得当地的马扎尔人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希特勒介入了特兰西瓦尼亚问题。

《特里亚农条约》签订之后，匈牙利政府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到谋求修约上来。匈牙利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在西欧国家中开展宣传，力图让西方的公众相信修改《特里亚农条约》是应当的、必要的。但是，这种努力不但没有产生多大的效果，而且被两个法西斯国家加以利用，它们通过支持匈牙利收回国土而将匈牙利纳入了自己的阵营。首先拉拢匈牙利的是意大利。从1928年起，墨索里尼急于拉拢其他东欧国家共同反对南斯拉夫，因此宣布自己支持匈牙利的修约主张。但直到希特勒上台并在“二战”前夕在欧洲取得了一系列外交胜利、德国在东欧地区的影响力大增之后，匈牙利才真正收复了特兰西瓦尼亚的一部分领土。

“二战”期间，德国意图将整个东南欧地区控制在自己手中，出于拉拢匈牙利、让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两国都有求于自己的目的，希特勒决定自己出面“解决”特兰西瓦尼亚问题。1940年8月，德国和意大利进行的“维也纳仲裁”做出决定：将特兰西瓦尼亚一分为二，其中的一半“奖励”给匈牙利。匈牙利接收了大约90万匈牙利族人和140万罗马尼亚族人。
[3]

 在割让给匈牙利的这一半特兰西瓦尼亚的东北部地区存在着一个庞大的罗马尼亚族人社区。

这种将特兰西瓦尼亚一分为二的做法在经济方面给当地居民造成了极大的不便。例如，连接特尔古穆列什和克卢日的铁路因特兰西瓦尼亚被一分为二而分别处在了两个充满敌意的国家当中，从此停止了运营。此外，原本特兰西瓦尼亚的南北两部分之间以及特兰西瓦尼亚北部与罗马尼亚之间的人员、物资往来都中断了。

除这种经济方面的困难外，更重要的是两大轴心国做出的这个决定使匈罗双方都不满意。这个决定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使双方变得更加对立了。特兰西瓦尼亚被分裂之后，匈牙利与罗马尼亚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希特勒利用双方都有求于自己、都妄图得到整个特兰西瓦尼亚的心理要求两国在“二战”中为轴心国提供军队，以投入与苏联等国的战争。

替法西斯势力为虎作伥的下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败的匈牙利不得不再次将刚得到不久的半个特兰西瓦尼亚交还给罗马尼亚。

在“二战”后的社会主义时期，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民族局势基本维持了平静。其原因主要有三。第一，“二战”后国际和平形势得到了维持，中欧地区的政治格局保持了基本稳定。特别是“在苏联压力下，原本充满多样性的、‘万花筒’般的东欧被迫接受统一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
[4]

 ，“当苏联的军队攻克东欧并将斯大林体制加诸这一地区，东欧的民族主义者们被压制了下去”
[5]

 。第二，罗马尼亚政府对待当地的马扎尔人的态度比“二战”之前改善了很多。第三，罗马尼亚族的人口增长速度高于当地的马扎尔人的人口增长速度，马扎尔人在当地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逐渐缩小。但是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有一部分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马扎尔人从罗马尼亚流亡到匈牙利，他们在匈牙利进行宣传活动，宣传罗马尼亚对特兰西瓦尼亚进行“黑暗”的统治，他们要求特兰西瓦尼亚从罗马尼亚独立出来，匈牙利的一些议员也在议会中提出相关的动议。而罗马尼亚方面则对此开展了针锋相对的论战。

1989年的剧变发生之后，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民族问题再次浮出水面。一部分马扎尔人开始要求科瓦斯纳、哈尔吉塔和穆列什三个县实行更大程度的自治。这三个县主要居住着已于近代融合入马扎尔人之中的察格勒族群。

20世纪90年代，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罗马尼亚族人与马扎尔人之间的关系曾一度紧张。马扎尔人宣称他们遭到了罗马尼亚政治家和新闻机构的攻击，还宣称罗马尼亚当局试图强制性地同化马扎尔人。2003年，察格勒人建立起了察格勒人民族委员会（Székely National Council），与科索沃地区的阿尔巴尼亚族人不同，察格勒人宣称不要求脱离罗马尼亚独立，只以在罗马尼亚国内实现自治为目标。

近年来，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马扎尔人一般投票支持“罗马尼亚匈牙利族人民主联盟”（Democratic Union of Hungarians in Romania），这个党派经常与罗马尼亚族人的政党开展合作，多次加入执政联盟。比这个政党更加激进的马扎尔人政党是“匈牙利人公民权党”（Hungarian Civic Party），该党主张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两国应当就罗马尼亚境内的马扎尔人聚居区的地位问题达成一项协议。这种呼声产生了现实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匈牙利方面已经认识到，通过武力改变边境线的做法并不现实，而且特兰西瓦尼亚的马扎尔人聚居区脱离罗马尼亚实现自治的可能性也不大。因此，匈牙利所能做的工作就是敦促罗马尼亚政府保护在罗马尼亚的马扎尔人的权益，如敦促罗马尼亚政府给予马扎尔人聚居区更大的自治权等。在上述背景下，匈牙利加强了与罗马尼亚的磋商力度。两国在1996年签署了一项《关于谅解、合作和睦邻关系的基本条约》
[6]

 。这个条约关注的是保护在罗马尼亚的马扎尔人以及在匈牙利的罗马尼亚族人的权益。该条约的签署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进入21世纪以来，罗匈两国在特兰西瓦尼亚问题上的关系进一步改善，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在2007年之前，罗马尼亚需要匈牙利在其加入欧盟问题上提供支持。在此背景下，两国曾多次召开联席会议，共同制定措施，以改善生活在两国的对方民族的权益。

可以看出，匈牙利与罗马尼亚曾经交替地统治过特兰西瓦尼亚。如果抛开特兰西瓦尼亚问题不谈，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两个民族的利益的共同之处似乎更大一些。这体现在两国经常围绕着一个大国结成同盟。由于特兰西瓦尼亚问题的存在，两国关系中间似乎筑起了一堵墙，这是因为两国都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特兰西瓦尼亚，甚至不会甘心仅仅得到特兰西瓦尼亚的一半土地。匈牙利曾统治了特兰西瓦尼亚大约1000年的时间，但在此前后，罗马尼亚人在这里占据了主角。从这个角度讲，与其说特兰西瓦尼亚问题是由凡尔赛体系造成的，不如说是由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当地由来已久的民族混杂而居的状况造成的。

第二节　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围绕科索沃的矛盾

在存在着民族跨境现象的两个国家之间，双边关系一般都不容易形成融洽的局面，这是因为跨境民族问题往往会与领土争端问题纠结在一起。某一民族必然会渴望将本国境外的、生活着本民族居民的地区收归己有，而这些地区往往是多民族交叉分布区，因此，这些地区所属的国家势必不会甘愿放弃生活着一定数量的本民族居民的这部分领土。此外，民族交叉分布区的形成过程往往是异常复杂的。在现实中，涉及跨境民族的领土争端问题往往都是历史问题，有关民族对相应民族交叉分布区提出的领土主张一般都有一定的依据，呈现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在判断民族交叉分布区的归属问题时往往难以形成孰是孰非的定论。

在围绕民族交叉分布区的胶着斗争中，有关民族之间往往会形成历史积怨。领土争端得不到解决，这种积怨就难以化解。而且即便领土争端得到了“解决”，双方中必然至少有一方会对有关解决方案感到不满，因此积怨仍会存在，在此后的某一时刻又会爆发新一轮的争端。民族积怨的存在则往往会导致相应国家之间关系的冷漠。

在这个问题上，阿尔巴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围绕科索沃这个民族交叉分布区的争端是最好的例子。阿尔巴尼亚族、塞尔维亚族两个民族之间关系的主要障碍就是科索沃问题，正因为这个问题的存在，这两个邻国之间的关系也历来十分冷淡。

一　历史上塞尔维亚族和阿尔巴尼亚族之间的恩怨

围绕科索沃地区，阿尔巴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之间的纠葛由来已久。

斯拉夫人从5世纪中叶左右开始南下进入巴尔干地区，到9世纪，科索沃地区主要生活着塞尔维亚人。但是在此之前，科索沃地区的早期居民是阿尔巴尼亚人的祖先。
[7]

 但除了阿尔巴尼亚人之外，也存在着弗拉克人。随着斯拉夫人迁居到巴尔干，科索沃的斯拉夫人人数出现增多、阿尔巴尼亚人人数出现减少。但是在中世纪时期，“科索沃的主要居民是弗拉克人。目前已知的是，12世纪达昌修道院下辖266个弗拉克人农户，普里兹伦阿尔汉格尔修道院下辖500个弗拉克人农户。”
[8]

 但是在后来的科索沃历史中，弗拉克人渐渐湮没无闻。

1389年，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入侵塞尔维亚人的领地，双方在科索沃展开激战。塞尔维亚族兵败后，科索沃的塞尔维亚族人北迁，多数塞尔维亚族人离开了科索沃。科索沃战役的惨烈以及塞尔维亚族人在此役中展现出的英雄气概深深地印刻在了塞尔维亚族人的民族记忆当中，这一战役成为塞尔维亚族的许多史诗的题材。这也使得塞尔维亚族人对科索沃地区形成了浓重的民族情结，他们将科索沃视为本民族的摇篮。需要提及的是，在这场战争中参战的还有其他南部斯拉夫人以及阿尔巴尼亚人，但是这一点后来被塞尔维亚人有意地忽略了。

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由于阿尔巴尼亚人大多皈依了伊斯兰教，因此其政治地位高于塞尔维亚族人。在此期间，大量的阿尔巴尼亚人进入科索沃定居。移民的高潮出现在18、19世纪，由此阿尔巴尼亚族成为科索沃当地占主导地位的民族。科索沃的这种以阿尔巴尼亚族人居多的状态一直持续了下来。因此，自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起，阿尔巴尼亚族和塞尔维亚族之间的敌意就已经比较明显了。

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后，塞尔维亚族人在失去科索沃地区500多年后再一次获得了这个被塞尔维亚族人视为民族起源地的地区。但是在“1912年，巴尔干历史上首次有现代国家想利用军事冲突来达到长期的人口目标。在前奥斯曼帝国的科索沃和莫纳斯提尔地区，胜利的塞尔维亚军队杀死了大概上千的平民……有些塞尔维亚军官曾不经意谈到要‘消灭’阿尔巴尼亚人”
[9]

 。

但是到1914年，塞尔维亚对科索沃的控制权又被奥匈帝国和保加利亚获得——“塞尔维亚曾长期期待再次将科索沃地区收回自己的怀抱，但在此梦想实现后不久，到第一世界大战期间东南欧地区出现的不稳定和遭到的普遍破坏就中止了这一梦想”
[10]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曾允许塞尔维亚军队占领刚独立不久的阿尔巴尼亚的战略要地。在1915年6月，塞尔维亚军队曾进入阿尔巴尼亚并占领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黑山军队也进入阿尔巴尼亚北部，占领斯库台等地。而在此期间阿尔巴尼亚族的非正规军也曾对正在撤退的塞尔维亚族人进行了追击。
[11]



到“一战”后，塞尔维亚才重获科索沃。在“第一南斯拉夫”时期发生的主要的人口迁徙活动就是塞尔维亚人和黑山人向伏伊伏丁那、马其顿、科索沃等地区移民。这种移民活动是在由塞尔维亚方面主导的南斯拉夫中央政府的号召下进行的，其目的是用本民族的居民“充实”边疆地区。在此过程中南斯拉夫政府为移民到科索沃地区的塞尔维亚族人和黑山人提供了用作生产、生活资料的土地。1919～1930年间有5795个塞尔维亚族、黑山族家庭移居到科索沃，1931～1941年间迁到科索沃的家庭约为11383个。
[12]

 而且阿尔巴尼亚人也倾向于向外迁出，“据估计，从1918年到1944年，有将近24万阿尔巴尼亚人移居土耳其，而这些年中科索沃斯拉夫居民的人数增加到占人口总数的25%～30%。”
[13]

 随着两族人口的迁入，科索沃地区的民族对立局面激化了，阿尔巴尼亚族和塞尔维亚族、黑山族之间时常爆发小规模的冲突。双方都生活在各自的社区当中，当地的民族格局显得泾渭分明。

“二战”中，阿尔巴尼亚受到意大利的控制。但是在“二战”期间阿尔巴尼亚人也分成两种武装力量，一种是亲纳粹的，如“阿尔巴尼亚民族阵线”；另一种是反纳粹的，如“阿尔巴尼亚共产党”。1941年轴心国进攻南斯拉夫王国期间，部分阿尔巴尼亚族人曾配合意大利和德国侵略南斯拉夫。南斯拉夫覆灭后，科索沃被划归阿尔巴尼亚，科索沃的许多阿尔巴尼亚族人反对南斯拉夫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部队，“大部分科索沃人民被德国占领者蒙骗，甘愿为德军效劳，加入叛徒的行列，拿起武器反对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人民解放军。他们猛烈攻击阿尔巴尼亚南部的阿尔巴尼亚居民，烧杀抢掠，无所不做”
[14]

 。此外，由阿尔巴尼亚穆斯林组成的“斯坎德培”党卫军师也对塞尔维亚游击队进行打击。阿尔巴尼亚族的游击部队曾杀害了许多南斯拉夫人并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游击队作战，直到南斯拉夫解放之后仍然存在着一些保持着完整编制的阿尔巴尼亚族武装力量。1948年，铁托曾命令他的秘书长亚历山大·兰科维奇（Aleksander Rankovic）开展一场打击阿尔巴尼亚族游击部队的行动。

同“一战”后的情况一样，“二战”后又一次出现了塞尔维亚族人、黑山人向科索沃地区移民的浪潮。随着塞尔维亚族人和黑山人的迁入，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人对当地的塞尔维亚族人和黑山人做出了排斥性的举动。在1941年至1981年期间，超过10万名塞尔维亚族人和黑山人离开了科索沃，这也就是说，科索沃地区有接近一半的塞尔维亚族人、黑山人被迫放弃了继续在当地生活。从1989年至1993年，又有超过6000名塞尔维亚族人和1200名黑山人从科索沃迁出。
[15]



另一方面，科索沃地区的阿尔巴尼亚族人口的增长率一直很高。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科索沃地区的阿尔巴尼亚族人口出现了大幅的增长。又由于塞尔维亚族人和黑山人不断从科索沃迁出，在此长彼消之间，科索沃地区的阿尔巴尼亚族人口的比例从1971年的65%增长到了1981年的77%，
[16]

 到南斯拉夫解体之际阿尔巴尼亚族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了90%。

塞尔维亚族人一直宣称阿尔巴尼亚族人系统地“驱赶”塞尔维亚族人和黑山族人离开科索沃省，他们提出，阿尔巴尼亚族人对塞尔维亚族人、黑山族人实施了众多恐怖活动。塞尔维亚族人还宣称阿尔巴尼亚族人企图脱离南斯拉夫、让科索沃并入阿尔巴尼亚。基于这个理由，塞尔维亚族人宣称自己有权利并且有义务阻止阿尔巴尼亚族人的分裂行径。阿尔巴尼亚族人则宣称，“对于科索沃地区的居民来说，完全不存在政治生活，南斯拉夫政府不正常地、高强度地动员镇压性的国家机器，完全不存在政治民主，阿尔巴尼亚族人的生活状况极度困难”
[17]

 。尽管南斯拉夫中央政府对科索沃地区的阿尔巴尼亚族人的势力进行压制的力度在持续增长，如警察机关在科索沃实行了高压政策，法院也对任何公开谈论实行自治的阿尔巴尼亚族人进行严厉的审判，但是，阿尔巴尼亚族人一直在进行秘密的政治活动。随着双方对立程度的升级，在1968年、1981年和1989～1990年南斯拉夫曾三次调集正规军平息塞尔维亚族和阿尔巴尼亚族之间的民族冲突。有文献指出，“1981年以后，先后四次宣布科索沃进入紧急状况。当局在1981年对一次至少有20万人参加的抗议示威游行动用坦克以稳定政治局势。”
[18]



在20世纪90年代末，科索沃地区的阿尔巴尼亚族与南斯拉夫中央政府的敌对已经达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科索沃方面要求独立的呼声高涨，而塞尔维亚方面无法容忍科索沃的独立。在1990年9月7日，此前已经被南斯拉夫中央政府解散了的科索沃议会在召开的秘密会议上通过了宣布科索沃为南联邦的一个加盟国家以及公布一部宪法的决议。这构成了对塞尔维亚族人的直接挑战，双方的民族关系高度紧张。在1990年之前，科索沃地区在南联邦内享有高度自治权。但是随着科索沃局势的动荡，南联邦在1990年决定收缩科索沃享有的自治权。这反而加速了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人口的独立进程。1991年，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居民举行“全民公决”，宣布独立，建立“科索沃共和国”，阿尔巴尼亚承认了这个国家。1992年，“科索沃共和国”选举鲁戈瓦为“总统”。

伴随政治上的独立动作的是武装行动。“自1991年起，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组成非法武装，不断进行恐怖活动，自1991年至1998年初共逾200余次。”
[19]

 科索沃方面还组建了非法武装“科索沃解放军”。在1996年，双方最终兵戎相见。在1996～1999年期间，南联盟的部队与科索沃解放军持续发生武装冲突。

到1999年，北约干预科索沃事件，对南联盟实施直接的空中打击。“1999年3月15日发生在拉察克村的惨案使塞尔维亚族与阿尔尼亚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3月25日凌晨的爆炸声揭开了北约对南联盟狂轰滥炸的序幕。”
[20]

 北约的轰炸制造了“二战”以来欧洲最大的难民潮。“在1999年科索沃战争爆发时，约有50万名科索沃人逃到了阿尔巴尼亚。”
[21]

 在当年春天逃到马其顿的难民人数超过了25万，也就是说，当时马其顿共和国的每八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是阿尔巴尼亚族难民。
[22]



目前，科索沃问题仍没有得到彻底解决。虽然当地驻扎着大批北约部队，但是暴力事件仍然时有发生。例如，“从1999年6月12日至2000年1月13日便发生阿尔巴尼亚族极端分子制造的恐怖事件3688起，造成684名塞尔维亚族人和黑山人死亡，5万余间房屋被毁，同时还有15万塞尔维亚族人和黑山人外逃”
[23]

 。1999年秋季，科索沃地区仅“剩下10万左右的塞尔维亚族人，与此同时约有70多万阿尔巴尼亚族人自境外返回，使科索沃几成为清一色的阿尔巴尼亚族人的天下”
[24]

 。在这种情况下，阿尔巴尼亚族人压迫塞尔维亚族人的情况成为科索沃的新局面。意大利外长曾指出：“塞尔维亚人事实上正在遭到种族清洗”。法国《新观察家报》杂志也指出：“现在角色变换了，是阿尔巴尼亚人在杀塞尔维亚族人。”
[25]



除了当地局势外，科索沃地位问题亦悬而未决。联合国最终通过的、关于科索沃问题的“1244号决议既没有宣布科索沃独立，也没有为科索沃提供一个决定该省的未来和最终地位的具体而明确的时间表”
[26]

 。科索沃虽然在2008年宣布独立并且在事实上已经实现了独立，但是塞尔维亚并没有承认科索沃的独立，国际社会也没有完全承认其独立地位。

科索沃地区的这种阿尔巴尼亚族和塞尔维亚族多次交换统治地位的特殊历史以及两族人口交错杂居的局面使两族人民种下了深厚的民族积怨，这势必影响两国关系的发展。

二　塞尔维亚和阿尔巴尼亚两国关系的冷漠

“阿尔巴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都声称自己最早移居科索沃。”
[27]

 阿尔巴尼亚人认为，他们自古以来居住在这片土地上，而斯拉夫部族在公元6世纪到7世纪才来到这里。塞尔维亚人认为阿尔巴尼亚人是在奥斯曼帝国时期才来科索沃的。主要围绕科索沃地区的矛盾，加上大国的介入，导致这两个民族的关系如今十分冷漠。

在科索沃宣布独立前，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塞尔维亚）两国关系的主要焦点是科索沃独立运动。在1991年克罗地亚独立战争爆发后，阿尔巴尼亚外长访问了克罗地亚。与此同时，阿尔巴尼亚总统也开始与科索沃地区的阿尔巴尼亚族领导人展开对话。南斯拉夫指责阿尔巴尼亚挑动科索沃地区的阿尔巴尼亚族闹事、干涉了南斯拉夫的内政。从此两国关系出现紧张。1998年，阿尔巴尼亚指责塞尔维亚方面在科索沃地区进行民族清洗，并要求国际社会介入此事。1999年，因阿尔巴尼亚为北约轰炸南联盟提供空中走廊一事两国断交，后又于2001年1月恢复邦交。2002年，阿尔巴尼亚总理访问科索沃，南联盟提出严重抗议。2008年科索沃宣布独立后，阿尔巴尼亚是第一个承认科索沃的国家，随即塞尔维亚召回了驻阿大使以示抗议。

在科索沃于2008年宣布独立后，塞阿两国关系的焦点有三个，一是是否承认科索沃独立。由于在冷战后塞尔维亚没有及时倒向西方阵营，因此西方大国对塞尔维亚的态度不佳，它们倾向于支持科索沃的独立。“如英国外交大臣斯特劳便在欧盟外长会议上声称，科索沃正在走向独立，维持科索沃为塞尔维亚一部分的状况是不现实的。”
[28]

 在西方国家的支持下，阿尔巴尼亚在联合国等国际场合提出科索沃的独立完全符合国际法。塞尔维亚方面则提出科索沃独立是单边行动，科索沃方面抵制塞尔维亚与科索沃的谈判的目的是想让科索沃的独立成为既成事实。二是在塞尔维亚南部地区仍然生活着少量阿尔巴尼亚族人。阿尔巴尼亚经常发表声明，要求塞尔维亚尊重这部分阿尔巴尼亚族人的权益。三是在科索沃北部仍然生活着一部分塞尔维亚族人。塞尔维亚方面对这部分人口表示关切，而且塞尔维亚仍然控制着科索沃北部地区的三个以塞尔维亚族人为主的地区。阿尔巴尼亚则要求塞尔维亚放弃这三个地区，使科索沃能够完全独立。

受到上述纠纷的干扰，阿尔巴尼亚和塞尔维亚难以发展正常的国际关系。人民之间存在着敌对情绪，政府之间则保持了相互冷漠的态度。在联合国的努力下，两国在2013年4月达成了第一份关于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原则性协议。尽管如此，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意愿并不强烈，能否实现关系的正常化还是个问题。

科索沃是一个塞尔维亚族和阿尔巴尼亚族长期进行拉锯式争夺的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民族构成和历史演变使得这个地区爆发科索沃战争这类冲突几乎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塞尔维亚族和阿尔巴尼亚族双方似乎都有自己的正当依据，孰是孰非难下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双方都是受害者。大国的介入——不论是奥斯曼帝国、参加伦敦会议的六大国还是北约——本应当缓和有关事态，但其现实结果却是加剧了事态，加深了有关民族的痛苦。科索沃在今后仍将长期成为阿尔巴尼亚和塞尔维亚两国关系之间的一根芒刺。

第三节　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希腊围绕马其顿的矛盾

民族交叉分布问题所可能引发的国际冲突的程度不尽相同，其最严重者如剑拔弩张、兵戎相见，其较轻微者仅为意气之争、口舌之战。这两种极端的国际冲突在马其顿问题上都有所反映。

一　希腊、马其顿围绕在马其顿地区的正统地位的争端

前文已谈到，马其顿地区是一个多民族交叉分布区，最早生活在这里的是后来与希腊人融合在一起的古马其顿人。而后斯拉夫人占据了马其顿地区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希腊人则生活在马其顿地区南部的小部分地区。

“二战”结束后，马其顿地区北部归南斯拉夫所有，而弗洛里纳、埃泽萨、卡斯托里亚等地一线以南的马其顿地区则归希腊所有。
[29]

 保加利亚保留了马其顿地区东北部的一小块领土。这使得马其顿地区一分为三。

1991年马其顿共和国从南斯拉夫独立出来后，希腊与马其顿共和国之间即出现了争端。两国争端的核心是哪一方有权以在马其顿地区拥有正统地位自居。尽管在近代希腊已不得不认可斯拉夫人拥有马其顿地区的大部分土地，但仍无法承认马其顿共和国宣布自己拥有对马其顿地区的正统地位。希腊的部分政党提出，本国是古代的马其顿王国的继承者，古马其顿人是希腊人，而当前的马其顿共和国国内的“马其顿族”是斯拉夫人，因此只有本国才有权使用马其顿王国的一切标志。

双方争议的焦点有三个：马其顿共和国的宪法、国旗和“马其顿”这一名称的使用权。有文章就此指出：“在马其顿的关系疏远的邻国希腊——该国的北部地区也称为马其顿——称马其顿的宪法、新的国旗以及国名都体现出了该国妄图获得更多领土的野心，以此来挑战马其顿共和国的地位。”
[30]



目前围绕马其顿共和国的宪法和国旗的争议已经得到了解决。在宪法问题上，马其顿共和国独立初期制定的宪法曾提及本国要关注邻国中的马其顿人的权益。希腊认为这显示出该国有意干涉本国国内的斯拉夫裔少数民族问题，这是因为当前希腊北部的马其顿地区仍生活有一定数量的斯拉夫人。希腊方面还认为该宪法显示出马其顿共和国仍没有放弃对希腊所拥有的马其顿地区的土地的领土企图。在国旗问题上，马其顿共和国独立初期确定的国旗图案是发出十六道光芒的太阳。该图案源于马其顿王国时期的旗帜，因此希腊认为马其顿共和国无权使用这个国旗。在此背景下，希腊国内曾于马其顿共和国独立初期出现了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希腊从1994年2月起对马其顿共和国实行了经济封锁政策。前文已提到，马其顿地区是一个自然的地理单元，处于马其顿地区北部的马其顿共和国的贸易严重依赖希腊境内的马其顿地区的海港和铁路。在贸易遭受重创的情况下，马其顿共和国于1995年9月更改了国旗和宪法。新宪法明确表示本国对邻国不存在领土要求。稍后希腊解除了对该国的经济封锁。

尽管宪法和国旗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是，关于“马其顿”（Macedonia）一词的使用权问题至今仍悬而未决。希腊提出，马其顿共和国无权将“马其顿”作为国名，目前希腊北部的领土仍然称为“马其顿大区”，多数希腊人称马其顿共和国为“斯科普里”。由于希腊在国际场合对“马其顿共和国”的这个国名不予承认并提出了异议，经协商，马其顿在1993年加入联合国时使用的名称是“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The Former Yugoslav Republic of Macedonia）。然而当前希腊仍不认可马其顿地区的斯拉夫民族有权使用“马其顿人”（Macedonians）这个名词作为其民族的名字。

总之，希腊和马其顿两国之间的争端属于由民族分布状况而引发的国际冲突中较轻微的一例。有西方学者形容马其顿共和国处在四只“老虎”中间，这四只“老虎”就是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和阿尔巴尼亚。
[31]

 除希腊与马其顿共和国之间存在着口舌之争之外，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曾长期争夺马其顿地区，双方曾为此展开了多场战争。

二　塞尔维亚、保加利亚争夺马其顿地区领土的战争

前文已经提到，马其顿地区历来是多民族混居区，这里既有塞尔维亚族居民，也有保加利亚族居民。塞尔维亚、保加利亚之间展开对马其顿地区的争夺的背景是马其顿地区在近代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在经历了奥斯曼帝国的5个世纪的统治之后，到19世纪末，马其顿地区的居民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马其顿地区的居民反抗奥斯曼帝国的运动首先从社会领域和宗教领域开始。从社会领域讲，马其顿地区的农民们希望能够从奥斯曼帝国的压迫性统治下解放出来。从宗教领域讲，马其顿地区的多数居民是东正教徒，希望能够改变原来处在穆斯林之下的二等公民的地位。

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期间，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希腊人和罗马尼亚人都曾投入大量的资金在马其顿地区建立学校，而建立学校的目的是让马其顿地区的居民认同自己是保加利亚人或希腊人，等等。例如有文献指出，在1881年之后，“尽管困难重重，但塞尔维亚政府仍拿出钱来，在马其顿开办了100多所学校，以便同当地的800多所保加利亚教会学校（马其顿在宗教上属于保加利亚大教区）竞争。罗马尼亚和希腊也出资办学。”有的马其顿农民家庭会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不同民族开办的学校学习不同的语言。在此种情况下，“这种事在农村中经常发生，因此一个‘希腊族’的父亲，有时竟然会同时拥有‘保加利亚族’‘塞尔维亚族’和‘罗马尼亚族’的儿子”
[32]

 。与此同时，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的武装游击队不仅在马其顿地区攻击土耳其人，双方之间亦不断相互征战，到19世纪塞尔维亚人的游击队也加入混战之中。马其顿地区呈现出一派混乱状态。这种混乱状态主要是由于多民族聚居的内部环境和多民族环绕其侧的外部环境造成的。

在这种情况下，马其顿地区的斯拉夫人的民族意识出现了多种面向。“一战”之前，马其顿地区的斯拉夫人讲多种斯拉夫语方言，其中有些人自认为是保加利亚人，有些人自认为是希腊人或塞尔维亚人，还有人仅仅认为自己是“斯拉夫人”“基督徒”或“马其顿人”。例如有著作写道：“20世纪初，希腊和保加利亚的爱国人士争夺着奥斯曼马其顿基督徒农民的忠诚，结果出乎意料的困难。”当有人问这里的居民他们是希腊人还是保加利亚人时，“他们便茫然地看着我。他们互相询问我讲的话是什么意思，在自己的胸前画十字，然后天真地回答我：‘嗯，我们都是基督徒。’”
[33]

 这种在民族意识上存在的矛盾也反映在政治主张上。有人主张马其顿地区的斯拉夫人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应当独立建国。有人主张马其顿地区应当与保加利亚合并，也有人则主张应与塞尔维亚合并。政治主张的不同在马其顿地区的民族主义组织中也有所反映。

随着民族意识的增强，在19世纪末马其顿地区的居民中间出现了民族主义运动，后来产生了最大影响的是达米安·格鲁耶夫（Damian Gruev）等人在1896年建立的“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该组织的最初目标是将马其顿从奥斯曼政权中解放出来。该组织在成立初期曾设想在马其顿赢得独立之后，希腊族人、斯拉夫人、阿尔巴尼亚族人和弗拉克人将拥有平等的权利。上述这些民族的成员都曾在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成立之初的几年中加入该组织。可以说该组织在成立初期并不对居住在马其顿地区的任何民族怀有敌意，即使是对土耳其族也是如此。然而，这种情况只维持了一段时间，不久该组织就发生了斯拉夫化。

可以与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相对照的另一个民族主义组织是“最高委员会”（Supreme Committee）。该委员会是由从马其顿地区流落到保加利亚地区的人在索菲亚创立的，该委员会的成立早于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几个月。这个“最高委员会”的最大特点是亲保加利亚。当时保加利亚族的民族主义者提出，马其顿人是保加利亚人，马其顿应当归保加利亚所有，“最高委员会”的成员亦持这种看法。

以上两个组织的最大特点是前者主张马其顿实行自治，后者主张马其顿合并到保加利亚之中。后来“最高委员会”组织不再公开进行活动，但是主张马其顿应与保加利亚合并的“最高委员会”的成员大批加入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之中。这就使得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逐渐丧失了其最初期的特征，变得越来越斯拉夫化，因此该组织先后失去了希腊族人、阿尔巴尼亚族人和弗拉克人的支持。尽管在后期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继续坚持宣称马其顿的斯拉夫人既不是保加利亚人也不是塞尔维亚人，而是斯拉夫人的一个独立的分支，但主张马其顿自治和主张马其顿与保加利亚合并的两种意见在奋斗目标上的冲突已经转移到了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内部。这种冲突是由马其顿当地的多民族混居局面造成的，在“二战”前这种冲突一直是马其顿政治中的根本性因素。这种冲突后来对保加利亚、马其顿甚至南斯拉夫的政治都产生了影响。

随着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希腊等国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独立，这些国家对马其顿地区的争夺也开始上演。其中，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都希望得到马其顿的土地和人口，在历史上曾对马其顿展开了激烈的争夺。马其顿地区所引发的国际矛盾的重要体现是保加利亚、塞尔维亚长期争夺这一地区，两国都在这个地区“三进三出”，出现了三次交替统治马其顿地区的情况。

第一次交替统治发生在两次巴尔干战争期间。

在摆脱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前，马其顿地区曾出现了一系列的起义事件，但这些起义都遭到奥斯曼帝国的粗暴镇压，以失败告终。1908～1909年奥斯曼帝国出现了青年土耳其党人革命，这次革命并没有改善马其顿的局势，反而使局势更加混乱。塞尔维亚族和保加利亚族的游击队亦加入了马其顿地区的混战之中。

1912年出现了塞尔维亚、希腊、保加利亚等国组成的巴尔干同盟，其后爆发了两次巴尔干战争。这三个围绕马其顿地区的领土问题存在尖锐矛盾的国家之所以能够组成同盟，是因为在此之前三国围绕马其顿问题达成了秘密协议。在3月塞尔维亚与保加利亚达成的秘密协议规定：“夏尔山脉以北的马其顿地区归塞尔维亚；罗多彼山脉和斯特鲁马河以东的地区归保加利亚；在这之间的地区成立一个‘自治的马其顿’。如果这一目标不能实现，则从东北到西南斜着画一条线，将其分为两半。塞尔维亚承诺不在此线以南提出领土要求，保加利亚保留对这条线以北的土地提出要求的权利，具体归属由俄国仲裁。”
[34]

 此后在5月，希腊分别与保加利亚、塞尔维亚达成了秘密协议。

经过1912～1913年的第一次巴尔干战争，马其顿地区被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但旋即遭到巴尔干同盟诸国的瓜分，保加利亚占领了马其顿地区的大部分土地。后来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之间进行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的主要目的就是争夺马其顿。塞尔维亚政府宣称马其顿地区生活的是塞尔维亚族人，该地区是本民族的杜尚大帝所建立的帝国的一部分；保加利亚政府则提出马其顿地区的多数人口皈依的是保加利亚的东正教会，马其顿地区的斯拉夫人说保加利亚语方言而且该地区在中世纪是保加利亚王国的边疆区。两个国家都提出是自己解放了马其顿，但这两个国家都不愿让马其顿人做出自己的选择、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

在塞尔维亚赢得了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之后，保加利亚被迫让出了它所分得的那部分马其顿地区的土地的大部分，只保留了其中的一小块。但保加利亚一直都不愿接受这种状态。此外，这个结果不仅让主张马其顿自治的“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等马其顿地区的民族主义者们不满意，使他们感到建立起独立的马其顿国家的愿望破灭了；而且也让亲保加利亚的马其顿人感到不满意。由此一来，主张马其顿地区实行自治的派别和主张马其顿归属保加利亚的派别的关系拉近了，而亲保加利亚分子在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中的影响力增加了。

第二次交替统治发生在“一战”期间。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保加利亚属于同盟国阵营，塞尔维亚属于协约国阵营。在“一战”中，在塞尔维亚于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结束后仅仅统治了马其顿三年时间之际，保加利亚重新占领了马其顿。在占领期间，“保加利亚人推行了措施严厉的‘保加尔化’措施，所有姓氏以‘维奇’结尾的人都必须改成‘夫’或者‘斯基’”
[35]

 ——保加利亚人似乎对强迫少数民族改名情有独钟，如前文所述，对穆斯林实行的政策亦是如此。

然而，最终协约国取得了“一战”的胜利，塞尔维亚在“一战”后重返马其顿。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对马其顿的这次交替占领给马其顿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战争创伤和痛苦。“由于巴黎和会将马其顿的大部分土地给予了南斯拉夫，保加利亚西南部的彼得里奇（Petrich）行政区（即‘一战’后保加利亚仍占有的一小部分马其顿地区的领土）上就充满了义愤难平的武装分子。”
[36]

 南斯拉夫王国成为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中的武装分子们的主要敌人，而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的利益也再一次与保加利亚的利益相一致。因此保加利亚当局亦乐于将彼得里奇交给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管理，以此来换得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的支持和帮助，在此背景下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在“一战”后成为保加利亚政府镇压国内的民主人士的工具。此时，这个组织已经演变为一个准恐怖组织，经常到南斯拉夫王国境内进行破坏活动，也经常在保加利亚国内暗杀那些主张保加利亚与南斯拉夫王国友好的人士。该组织甚至在1923年杀害了保加利亚首相斯塔姆博利伊斯基（Stamboliiski）。

在“一战”后南斯拉夫恢复了对马其顿的统治的最初几年中，马其顿省一直处在混乱、无序的状态中。保加利亚的游击队会跨过边境开展袭击活动，他们还得到了马其顿地区的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成员的支持。保加利亚的游击队经常屠杀那些被他们认为是南斯拉夫的支持者的人，而南斯拉夫当局对这种行为的回应就是逮捕、镇压或处死那些被当局怀疑为“亲保加利亚分子”的人。在如是几年后，由于脱离南斯拉夫政权的希望已显然非常渺茫，因此大多数马其顿人开始对南斯拉夫政权采取默认的态度，而且有大量的马其顿人真心地接受了南斯拉夫王国。

然而到“二战”前马其顿人中还是有一部分人对南斯拉夫的统治非常不满，马其顿人中的民族主义政治团体在“二战”期间也利用了这种情绪。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南斯拉夫在“一战”后对马其顿的统治并不非常令当地人满意。塞尔维亚方面派出了一定数量的塞尔维亚族人到马其顿定居，并将早先属于土耳其官员的土地分配给这些人，这些人就是今天马其顿共和国内的塞尔维亚族人的重要来源之一。此外，塞尔维亚方面还强制马其顿人使用塞尔维亚语。有学者指出：“马其顿的斯拉夫人与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都有亲缘关系。可以肯定地说，马其顿人是一个没有强烈的民族观念的民族，该民族可以被保加利亚族融合进来，却在人们没有预料到的情况下被塞尔维亚所快速融合了。”
[37]



“二战”前，马其顿当地的一部分主张马其顿应当并入保加利亚的民族主义分子在表面上装作接受了现状，在暗地中仍然没有停止分裂活动。在1941年南斯拉夫王国受到轴心国的进攻后，这部分亲保加利亚的马其顿人又充当了轴心国的第五纵队，他们为德军的入侵提供帮助，并且对随后保加利亚吞并马其顿地区弹冠相庆。

第三次交替统治发生在“二战”期间。

在“二战”中保加利亚站到了轴心国一方。在轴心国入侵南斯拉夫王国之际保加利亚再一次出兵占领了马其顿。这是巴尔干战争后保加利亚第三次占领马其顿地区。占领后，保加利亚派出了大量的官员到马其顿执政。保加利亚的这种政策使其在马其顿丧失了一些主张马其顿自治或亲保加利亚的人士的支持。

然而在德国在“二战”中被打败之后，南斯拉夫又第三次获得了马其顿。当时的背景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共产党在马其顿地区的影响力增大。早在“一战”后的南斯拉夫王国时期，马其顿地区的共产主义运动就比较兴旺。塞尔维亚共产党在南斯拉夫于1921年举行的选举中所赢得的选票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马其顿地区。由于南斯拉夫王国的共产主义者主张建立联邦制国家、马其顿在这个联邦中实行自治，而且马其顿人一般都对俄罗斯（苏联）怀有强烈的认同感，因此马其顿地区的底层群众非常认同共产主义运动。第二，一部分马其顿人已经接受了南斯拉夫王国，并希望南斯拉夫国家能够重新建立起来。还有一些马其顿人主张建立一个包括保加利亚在内的全体南部斯拉夫民族的“南斯拉夫联邦”，马其顿在这个联邦中享受自治。第三，“二战”结束后，主张马其顿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意见并不占主流。

在“二战”后期和“二战”结束后不久，南斯拉夫共产党曾支持希腊共产党，希望在希腊共产党取得政权后能够将整个马其顿地区统一到南斯拉夫的统治之下。然而希腊共产党最终没能成事，南斯拉夫共产党的计划亦化为泡影。

在1948年铁托和斯大林发生决裂之后，保加利亚又在马其顿问题上再一次转变立场，不再承认马其顿人是保加利亚人之外的一个独立民族。

在“一战”后，南斯拉夫王国一直意图吸收、同化马其顿人，但是其结果并不理想，马其顿地区的斯拉夫人“抵制了塞尔维亚的同化政策”
[38]

 。正是由于“第二南斯拉夫”所执行的政策，马其顿地区的斯拉夫人才基本形成了自己属于“马其顿族”的意识，“就在第二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刚刚成立后，该共和国就致力于民族建设的进程，这一进程将本共和国境内的多数斯拉夫裔东正教徒转变为‘马其顿人’”
[39]

 。到20世纪90年代马其顿共和国从南斯拉夫联邦独立出来之后，这种民族意识就更加巩固了。

到20世纪末，“在马其顿于1991年宣布独立后，保加利亚承认了新的国家，但是并不承认马其顿的多数人所归属的民族，也不承认他们所讲的语言。新成立的南联盟亦拒绝承认马其顿和塞尔维亚之间的边境线，而塞尔维亚东正教会也拒不承认它在马其顿的对手的地位。”
[40]



可以说，马其顿地区的居民长期处于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之间，受到了两个民族的统治和影响，但是其受到的影响并不足以使马其顿人完全归化到两个民族中的某一个民族中去。另一种可能的情况是，以上两个民族对马其顿地区的争夺和交替统治反而诱发、促生了马其顿人谋求民族独立的意识。直到今天，保加利亚、马其顿国内仍然有一部分人坚决主张马其顿应归保加利亚所有，并通过出版书籍、举办研讨会、开办网站等方式宣传这种主张，在20世纪末马其顿共和国从南斯拉夫独立出来并与塞尔维亚相疏远的情况下，保加利亚方面对马其顿共和国的影响力增强是一种自然的现象。

马其顿地区自古以来就形成了多民族混杂相处的格局，这是希腊、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在此地区上演“三国演义”的重要原因。此外，还需提及的是当前的马其顿共和国中的阿尔巴尼亚族人因素。从2000年开始，原科索沃解放军大量进入马其顿共和国，组成“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军”。随后马其顿警察与阿尔巴尼亚族武装分子多次交火。当年6月，阿尔巴尼亚族武装攻占阿拉希诺瓦镇。在处理此次事件时，北约对阿尔巴尼亚族暴力分子有所偏袒，因此马其顿出现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随后在欧盟和北约的斡旋下，包括“阿尔巴尼亚族民主党”在内的马其顿各政党进行了谈判。“8月13日，谈判各方最终在奥赫里德达成如下协议：政府允诺将进行改革，而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军则承诺停火。”
[41]

 但是在此后，对马其顿人掌握治理国家大权素来心怀不满的阿尔巴尼亚族人在来自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非法武装的支持下频频闹事，甚至多次制造流血冲突。在联合国和北约等国际组织的干预下，马其顿的局势才获得了稳定。然而，该国的阿尔巴尼亚族聚居区的封闭局面以及阿尔巴尼亚族政党在马其顿政坛中的独特作用仍然是马其顿国的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

塞萨洛尼基港是马其顿地区的重要海港，该港原本在马其顿地区的经济运行中有着十分突出的地位，但是由于马其顿地区这个自然的地理区域被一分为三，塞萨洛尼基港已经难以对马其顿共和国产生应有的辐射作用了。据当地人讲，原本希腊人、斯拉夫人、土耳其人等民族在马其顿地区比邻而居，生活非常平静，并无激进的敌对情绪，然而由于周边民族的领土企图以及国家之间关系的恶化，马其顿地区被撕裂，当地各民族之间的感情也疏远了。

从本章的叙述可以看出，民族分布状况诱发了东欧民族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制约了东欧地区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发展。特兰西瓦尼亚问题使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两国难以实现国家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科索沃问题使塞尔维亚处于国家解体的过程之中，而阿尔巴尼亚人也没有实现民族的统一。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对马其顿的争夺使马其顿在很长时间内难以建立起独立的国家，而直到今天马其顿仍是一个“有国无名”的国家。这些例子都体现出了东欧地区各民族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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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民族分布状况促生了影响民族国家的国际战争

重大的国际战争对东欧地区的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发展造成了重大的负面影响，而东欧地区的民族分布格局亦对相关国际战争的爆发产生了重要的诱发作用。东欧地区的民族分布状况对世界政治进程造成影响的因素主要是主体民族的分布状况，这种影响突出体现在三方面。第一，为大国干预该地区的事务提供了机会和借口，而大国在干预东欧地区事务的同时往往会谋求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并打压其他大国的势力范围。第二，东欧地区的民族在历史上的某个时期往往会分别与某个大国建立起紧密的关系，它们之间的斗争牵动了大国之间的关系，使大国关系更加复杂化，大国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更加对立。第三，东欧的民族问题成为重大的国际战争爆发的导火索。

本地区复杂的政治格局促生了许多政治冲突和战争，除前南地区在“二战”后爆发的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等流血冲突外，东欧地区爆发的、对世界政治造成了最重大影响的政治事件莫过于两次巴尔干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东欧的民族分布状况与这些战争的爆发、进展和结局都有一定的联系。

第一节　东欧地区的民族分布状况与两次巴尔干战争

两次巴尔干战争的起因在很大程度上与巴尔干地区民族分布状况的复杂性有关。这种关系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东欧地区主体民族众多，它们在近代纷纷争取民族独立。本书认为，可以将巴尔干战争看作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巴尔干地区各民族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的高潮。在巴尔干战争期间，巴尔干半岛上的最后两块主要地区马其顿、阿尔巴尼亚也实现了独立。第二，对马其顿地区这个多民族聚居区的争夺是巴尔干战争爆发的重要现实原因。

下面将首先重点分析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巴尔干地区的民族开展的独立斗争。但需要指出的是，受到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各民族实现独立的过程还体现出俄国与奥斯曼帝国争夺巴尔干地区的斗争。尽管俄国与奥斯曼帝国争夺巴尔干的斗争由来已久，但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热衷于向远东扩张，无暇西顾，因此俄国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斗争在此阶段初曾稍有止息。然而在1905年日俄战争中俄国惨败后，俄国被迫重返欧洲。由于急于寻求补偿，因此俄国对争夺巴尔干地区再次热衷起来。当时俄国的主要目标是获得黑海海峡地区和地中海地区的出海口，这样俄土矛盾就凸显出来。

奥斯曼帝国治下的第一股争取解放的潮流出现在塞尔维亚地区。1804年，“黑乔治”（卡拉·乔治）领导的塞尔维亚中部地区的农民起义取得了成功。1815年塞尔维亚又爆发了第二次起义，俄国对起义给予了支持。但根据俄土战争后两国在1829年达成的《亚得里亚堡条约》（Treaty of Adrianople），塞尔维亚被认定为以奥斯曼帝国为宗主国的自治公国，次年奥斯曼帝国扶植米洛斯·奥布伦诺维奇（Miloš Obrenovic）为塞尔维亚公国的公爵。此后在1878年又爆发俄土战争，在俄国胜利后，借助俄国的支持，塞尔维亚实现了完全的独立。

1821年，希腊独立战争打响。希腊人发动起义的诱因是奥斯曼帝国当时的苏丹马哈茂德二世（MahmudⅡ）推行反基督教的政策并将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牧首处死。在希腊人举行起义的“最初几个月里，伯罗奔尼撒半岛的4万名穆斯林居民大约有1.5万人遭叛党杀害；幸存者都逃往城镇和要塞避难”。“但希腊人像早先的塞尔维亚人一样漫无组织、争吵不休；他们彼此攻打，浪费了曾赢得的战役。”
[1]

 在1825年之后，奥斯曼帝国的部队又卷土重来。在希腊独立战争期间，俄国以“本民族与希腊民族同样信仰东正教”“保护东正教徒”为由，悍然向奥斯曼帝国出兵，在当时俄国以及西欧国家——其中特别是奥斯曼帝国的友国英国——都支持希腊人的起义的背景下，根据战后俄国在1829年逼迫奥斯曼帝国签订的《亚得里亚堡条约》，希腊在1830年实现独立。但是，有文献记载，在希腊独立后，仍生活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希腊族人的人数超过了200万。
[2]

 此处介绍希腊的独立，意在说明俄国与奥斯曼帝国之间在巴尔干半岛已经形成了利益上的矛盾。此后俄土战争接连爆发也就不足为奇了，而巴尔干地区的民族独立运动也为俄国干预巴尔干事务提供了机会。但希腊与俄国之间的联系是宗教相似性而非民族相似性，此点又与其他南部斯拉夫民族有所不同。时至今日，希腊与俄罗斯之间仍存在着某种基于宗教相似性的特殊友谊。

在希腊之后获得独立的是罗马尼亚的前身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在奥斯曼帝国时期，希腊人在君士坦丁堡的聚居区名为法纳尔（Phanar）。生活在这里的希腊人依靠经商和占据东正教会中的高级职位等方式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他们被称为“法纳尔人”。分别从1711年及1715年开始，一些法纳尔人从奥斯曼帝国政府购买对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的执政权，之后通过对这些地区的人民的强取豪夺谋取回报。由于这些法纳尔人的执政时间都比较短，因此他们通常都竭尽全力地谋求尽快获得收益，更由于这类统治者经常换人，罗马尼亚人被压榨得苦不堪言。在这种情况下，罗马尼亚人的民族意识日渐觉醒，例如在1821爆发了由图多尔·弗拉迪米雷斯库（Tudor Vladimirescu）领导的起义。

从19世纪初开始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地区就成了奥斯曼帝国和俄国争夺巴尔干地区的战场，双方的战争也促成了罗马尼亚的独立。俄国与奥斯曼帝国在当时进行的几场战争使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地区处在一种动荡不安的状态中，同时也鼓舞了这里的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热情。在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举行的和会上，英、奥、俄三国利益的对立以及拿破仑三世的态度促成了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有限独立。1856年签订的《巴黎条约》承认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在实际上获得独立地位，其重要原因是拿破仑三世对罗马尼亚独立事业的支持，这与法兰西和罗马尼亚两个拉丁民族的亲近感不无关系。“俄国于克里米亚战败后，法国人就鼓吹让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两个公国合并，以便抵挡沙皇进一步染指君士坦丁堡。法国的支持加上罗马尼亚当地的精英的巧妙运作，让这个想法得以实现。”
[3]

 由于亚历山德鲁·库扎（Alexander Cuza）一人同时出任两公国的君主，因此这两个归属于同一民族的公国在1859年实现了统一。然而，此时奥斯曼帝国在名义上仍然是罗马尼亚的宗主国。此后亚历山德鲁·库扎被宫廷政变废黜，霍亨索伦（Hohenzollern）家族的查理亲王在1866年被选为罗马尼亚王国国王。1878年俄土战争后罗马尼亚正式脱离奥斯曼帝国在名义上的宗主权而获得完全独立。

在独立之前保加利亚受到了双重压迫。一方面是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压迫，另一方面是希腊人的精神压迫。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的神职人员基本以希腊人为主，在希腊实现独立后希腊籍的主教们试图控制巴尔干地区的东正教会、使希腊以外的东正教会实现希腊化。在1870年，保加利亚人自己选举的一位主教在君士坦丁堡东正教的干预下被迫退位。自被奥斯曼帝国征服以来东正教会就一直是保持保加利亚语得以持续使用以及保持保加利亚族的民族意识得以维持鲜活的主要因素，因此此事在保加利亚引起了强烈的反弹，在这一年保加利亚教会脱离君士坦丁堡东正教会的束缚实现了独立。

争取教会独立的斗争使得保加利亚民族反对希腊人和土耳其人的情绪变得更加强烈，而后，由于受到俄国国内的“推崇斯拉夫文化运动”的鼓舞，又由于受到此前不久波斯尼亚地区爆发的起义和塞尔维亚对奥斯曼帝国宣战的影响，保加利亚人在1876年举行了起义。

俄罗斯政府在1877年对奥斯曼帝国发起了进攻。当时俄国将支援保加利亚人的起义作为自己出兵的理由，尽管俄国的出兵无疑是急于从对土战争中牟利，但应当看到，当时俄国民众中间的确存在着对斯拉夫人解放事业的热情，这种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俄国政府。俄罗斯军队挺进色雷斯地区并将《圣斯特法诺条约》（San Stefano Treaty）强加给奥斯曼帝国。这个条约不仅规定保加利亚实现独立，而且为保加利亚划定了一大片领土。这片领土不仅包括马其顿地区，甚至直达奥赫里德湖。在次年夏天的柏林会议上，英国和奥地利因不愿看到俄国在巴尔干的影响力增大而向俄国施加了压力。柏林会议是俾斯麦以调停奥匈帝国、俄国、英国、奥斯曼帝国等国在巴尔干的矛盾为名义而召开的大国妥协会议。俄国在此次会议上受到了英国和奥匈帝国的压力，因此1878年7月达成的《柏林条约》取代了《圣斯特法诺条约》，该条约规定：保加利亚实现自治；承认塞尔维亚、黑山、罗马尼亚为独立国家；奥匈帝国占领波黑和新帕扎尔；罗马尼亚获得多布罗加，但是把比萨拉比亚割让给俄国。此次会议达成的新的协定将保加利亚一分为二，制造出了两个新的自治国家：一个是保加利亚，包括多瑙河和巴尔干地区诸省；另一个是“东鲁米利亚”，包括马里查谷地和罗多彼山地地带；马其顿地区不属于这两个自治国家。此外，奥斯曼帝国在名义上仍是这两个国家的宗主国。但是在1885年这两个国家还是实现了统一，巴腾堡王朝（Battenberg）的亚历山大成为保加利亚的国王。1887年，亚历山大迫于俄国的压力辞职，科堡王朝的斐迪南（Ferdinand of Coburg）取而代之。在此次会议上，阿尔巴尼亚代表提出应把阿尔巴尼亚问题列入会议议程，俾斯麦则提出“阿尔巴尼亚民族并不存在”，因此在柏林会议上，“阿尔巴尼亚”仅是一个地名，大国的这种态度刺激了阿尔巴尼亚人的民族独立意识的发展。1878年3月的《圣斯特法诺条约》虽然很快就被推翻，但该条约在保加利亚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保加利亚人往往以恢复该条约规定的本国的疆域为己任，这也是后来保加利亚与塞尔维亚、奥斯曼帝国、希腊多次爆发领土纠纷战争的重要心理背景。

从上述受到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巴尔干民族先后实现独立的过程可以看出，这些民族实现独立的背景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另一方面则是俄国的支持。从17世纪彼得一世在俄国进行改革起，俄罗斯逐渐崛起并积极对外扩张。一直有着强烈领土企图的俄罗斯帝国在东南方向上主要争夺的目标便是东欧地区。俄国为了获得地中海的出海口曾多次发动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从17世纪末到19世纪末的两百多年间，俄国通过9次俄土战争，不断削弱土耳其的势力，使自己在巴尔干站稳脚跟。”
[4]

 民族、宗教纽带也为俄国提供了干预巴尔干事务的理由，塞尔维亚族、保加利亚族都属于斯拉夫民族，罗马尼亚族、希腊族虽不属于斯拉夫民族，但主要信仰的宗教都与俄国相同。此外，这些民族独立的先后顺序也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距离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中心较远的民族如塞尔维亚族、罗马尼亚族实现独立较早，距离其统治中心较近的保加利亚和马其顿地区则独立较晚。

上述民族的独立斗争反映了巴尔干地区的民族构成的复杂性，巴尔干战争的爆发乃是巴尔干地区的民族独立运动发展到顶点的必然结果，是巴尔干各民族向奥斯曼帝国发起的一波总攻。

在得到俄国支持的背景下，又恰逢奥斯曼帝国在1911年与意大利的战争中遭到重创，“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利用这个机会于1912年3月签订了反对土耳其的同盟条约，5月希腊与保加利亚也订立了相同的条约，8月黑山也加入进来，巴尔干半岛上的四个小国结成了反对土耳其的军事政治同盟”
[5]

 。

另外，从1911年至1912年，阿尔巴尼亚人爆发了反对奥斯曼帝国统治的起义，起义军一度取得了成功，这使塞尔维亚等国家担心阿尔巴尼亚族在独立后威胁本国在马其顿地区的利益，为此塞尔维亚等四国决定抢先行动。

“按照1878年的《柏林条约》规定，土耳其应在马其顿和色雷斯进行改革，给予那里的民族自治权利，基督教的学校和伊斯兰教的学校应当地位平等。但是，土耳其当局一直没有履行”
[6]

 ，以此为由，塞尔维亚、保加利亚、黑山和希腊四国于1912年针对奥斯曼帝国发动了第一次巴尔干战争。

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是巴尔干国家对当时仍处在奥斯曼帝国控制下的马其顿地区、色雷斯、多布罗加等民族交叉分布区的争夺。前文已经提到，马其顿地区是民族交叉分布区，周边各国对其都有利益诉求；多布罗加地区夹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中间，历来也是多民族混居地区；而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色雷斯地区居住着大量的希腊人、土耳其人和斯拉夫裔人口。

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结束后，拥有俄国支持的保加利亚获得的领土面积最大，将马其顿和色雷斯地区的大部分土地都据为己有。塞尔维亚和希腊与保加利亚之间围绕马其顿的矛盾也凸显了出来。保加利亚根据1912年3月与塞尔维亚达成的秘密协议，“要求获得已为塞军占领的奥赫里德和比托拉地区”，塞尔维亚则无意退让。与此同时，保加利亚对希腊占据萨洛尼卡也感到难以忍受。保加利亚认为塞尔维亚和希腊违背了在战前达成的秘密条约，塞尔维亚和希腊则都想获得马其顿地区更多的土地，希腊要求保加利亚交出色雷斯的部分地区，罗马尼亚也意图得到保加利亚控制的南多布罗加地区。“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国间的口头论战变为公开的敌对行动。塞尔维亚和希腊开始在他们所占领的马其顿地区驱逐保加利亚籍的教师、教士和居民。保加利亚人报复起来也毫不逊色，在某些地方还发生了武装冲突。”
[7]



为了瓜分到更多的领土，1913年6月，保加利亚国王斐迪南一世下令，攻打占领马其顿的希腊和塞尔维亚军队。随后，首先是塞尔维亚、希腊、黑山与保加利亚作战，之后罗马尼亚和奥斯曼帝国也加入对保加利亚的作战。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由此全面爆发。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希腊的目的都是获得马其顿地区更多的领土，双方对这场战争都蓄谋已久，并不好说是哪一方首先挑起了争夺，因为围绕马其顿的争夺早已客观地存在于现实之中了。

由于遭到所有邻国的进攻，处在腹背受敌情况下的保加利亚被迫签订《布加勒斯特条约》（Treaty of Bucharest）。塞尔维亚、希腊分别从保加利亚手中得到了一块马其顿地区的领土。保加利亚还向罗马尼亚、奥斯曼帝国割让了一部分土地。“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的结果是，塞尔维亚得到了马其顿西部、中部及新帕扎尔州的东半部，希腊得到了马其顿南部及萨洛尼卡港，罗马尼亚得到有谷仓之称的南多布罗加，土耳其根据9月29日签订的保土《君士坦丁堡条约》（Treaty of Constantinople）夺回了阿得里安堡。”
[8]

 此外，“黑山的领土从9900平方公里扩展到16000平方公里，人口增加了一倍，达50万，塞尔维亚的领土也扩充了一倍，人口增加了100万，还收复了古代的都城斯科普里和神圣的科索沃”
[9]

 。

两次巴尔干战争对世界政治进程所产生的主要影响是加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埋下了伏笔。如果不是巴尔干各国之间存在着巴尔干战争这场“前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巴尔干国家也不会积极参与“选边站”的站队行动。因此巴尔干战争对世界政治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重要的是，两次巴尔干战争拉开了东欧地区形成现代民族国家的序幕。

第二节　东欧地区的民族分布状况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东欧地区的部分斯拉夫民族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斯洛文尼亚人、波黑地区的斯拉夫人、匈牙利境内的一部分塞尔维亚人受到奥匈帝国的统治，一部分波兰人受到奥地利和德国的统治。这些民族争取独立的意识非常强烈。但是奥匈帝国和德国不仅不想放弃其统治下的这部分斯拉夫民族，还意图进一步向巴尔干扩张。在18世纪和19世纪，奥地利和德国的工业实现了快速发展，两国都对向巴尔干地区扩展产生了兴趣，例如奥地利的资本促成了穿过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抵达君士坦丁堡和希腊的铁路的修建；“同时德国也努力在巴尔干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首先是经济上的渗透，在19世纪最后25年，德国与保加利亚的贸易增加了19倍，而罗马尼亚40%的进口均来自德国，另有60%的出口商品也都输往德国”
[10]

 。

当时俄国在东欧地区的利益与奥匈帝国、德国的利益存在着矛盾。受到奥匈帝国和德国统治的斯拉夫民族中都有人提出希望俄国能够帮助自己获得独立，俄国也有意扩大自己在巴尔干的影响力。在“一战”前，“俄国和奥匈帝国都希望能够填补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地区的统治衰落后形成的权力真空”
[11]

 ，而俄国在与奥斯曼帝国争夺巴尔干的斗争中已经取得了较大的优势。这样一来，俄国在巴尔干地区的目标就与奥匈帝国和德国的目标存在着冲突。后二者在巴尔干战争期间和“一战”中之所以支持奥斯曼帝国，其实质都是在抗衡俄国在巴尔干地区扩张的力量。

此外，俄国和法国在1891年建立起了防御联盟，法国一直希望洗刷1870年普法战争的耻辱。而德国则意图挑战英国的国际地位，英国也对德国实力的增强感到担忧，因此英国与法国结盟。这样俄、英、法就结成了针对奥匈帝国和德国的同盟。

“一战”的爆发也与东欧的民族矛盾直接相关。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人的革命爆发后，奥匈帝国乘奥斯曼帝国内部出现混乱之机吞并了当时在名义上仍属奥斯曼帝国所有的波斯尼亚地区——按照1878年《柏林条约》的规定，在30年后奥地利方面应将波黑归还给奥斯曼帝国，但是奥匈帝国违背了这项规定。然而塞尔维亚方面对波斯尼亚地区一直有必得之心，这是因为塞尔维亚方面认为波斯尼亚地区分布的主要居民是塞尔维亚人，塞尔维亚地区和波斯尼亚地区应当实现民族统一。早在1860年塞尔维亚方面就成立了塞尔维亚-波斯尼亚委员会，该委员会将解放波斯尼亚地区的塞尔维亚人作为目标。这样一来，奥匈帝国吞并波斯尼亚的举动引发了塞尔维亚人的仇恨。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的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在波斯尼亚的首都萨拉热窝（Sarajevo）被一名塞尔维亚族青年刺杀身亡
[12]

 。

在刺杀事件发生后，在奥匈帝国统治下的波黑、克罗地亚等地都出现了针对塞尔维亚人的报复行动。波黑的穆斯林还成立了打击塞尔维亚人的“志愿队”，塞尔维亚人的团体被解散、组织的财产被没收。

民族矛盾是“一战”爆发的主因。“在整个19世纪，匈牙利对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的统治愈来愈专制，促使了南部斯拉夫人合作运动的兴起”
[13]

 ，这是“一战”发生的重要背景。在刺杀事件发生后奥匈帝国送给塞尔维亚的最后通牒中，凸显了奥匈帝国对维持本帝国境内少数民族的稳定的忧虑，如奥匈提出要求塞尔维亚承认本国政府参与了“旨在使奥匈君主国的部分领土脱离君主国的颠覆性运动”、要求塞尔维亚“镇压危害奥匈领土完整性的民族运动”等。
[14]

 作为一个统辖多个斯拉夫民族的大帝国，在“一战”爆发前奥匈帝国必须拿出强硬的姿态捍卫自身对斯拉夫民族的统治、保持境内斯拉夫民族的稳定，如果不能维持这种稳定，奥匈帝国就面临着分崩离析的风险。因此，奥匈帝国必须打击斯拉夫人的独立倾向，对塞尔维亚开战并加以“教训”也是为了以儆效尤。“在刺杀事件发生一个月之后，奥匈帝国在7月末对塞尔维亚宣战，由此引发了一种多米诺效应”
[15]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亦有学者将第一次世界大战称为“第三次巴尔干战争”
[16]

 ，这主要是因为东欧国家在“一战”中加入同盟国或协约国阵营基本是由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的结局所决定的。由于“一战”中协约国集团站在塞尔维亚一方，而在此前的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塞尔维亚与保加利亚严重敌对，因此保加利亚加入了同盟国集团。由于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从保加利亚方面得到了一部分领土，为了预防保加利亚的报复，希腊加入了协约国阵营。而与俄国存在矛盾的奥斯曼帝国自然加入了同盟国一方。此外，由于罗马尼亚王国意图从匈牙利手中获得特兰西瓦尼亚地区，因此罗马尼亚加入了协约国一方。

有文献记载，“在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的那一天，其境内的绝大多数斯拉夫人还是支持哈布斯堡皇室的”
[17]

 。但也有文献指出，在“一战”期间，受到奥匈帝国统治的少数民族在作战过程中表现得非常消极，这是因为奥匈帝国境内的被统治民族的独立意识在“一战”前就已经非常强烈了，可以说它们是在被迫为奥匈帝国进行战斗。在“一战”中捷克族人组织了针对奥匈帝国的间谍活动和破坏活动，此外，许多捷克族士兵逃到俄国并在俄罗斯军队中组建起独立的捷克军团。奥匈帝国统治下的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罗马尼亚族人也叛逃到罗马尼亚或俄国的军队中。在塞尔维亚的前线，奥匈帝国的塞尔维亚族士兵以及一部分克罗地亚族士兵因不愿与塞尔维亚作战也出现了叛逃。只有在意大利前线，被奥地利统治的大部分民族的士兵维持了他们的忠诚，其中克罗地亚族士兵之所以认真作战，主要是因为意大利人在历史上经常侵略克罗地亚，“在伊松佐河前线，奥匈总参谋部甚至把部队的最高统帅权交给了塞尔维亚人博罗耶维奇元帅”
[18]

 。这种现象的出现不难解释，在“一战”期间，奥匈帝国统治下的斯拉夫人对是否脱离帝国的态度并不是一致的，有些人争取民族独立的倾向更为明显，有些人在此问题上的态度则不那么明显。其实脱离帝国与否、民族独立与否，似乎与人民生活的改善之间并无太大的关联。

在“一战”中，波兰还处于被德、奥、俄三国瓜分的状况，因此波兰人也分别站到了两大阵营中，有人支持德、奥，有人支持俄国。当时俄属波兰地区最著名的政治家罗曼·德莫夫斯基（Roman Dmowski）主张波兰人在“一战”中应支持俄罗斯，他采取这种立场的初衷是希望英国和法国在“一战”后能够对俄国发挥影响力，敦促俄国允许波兰实现独立或者至少使波兰实现在俄国的军事保护下的统一及自治。当时有很多波兰人支持罗曼的立场。

而在另一方面，以毕苏茨基为首的波兰人则认为俄国是波兰人的首要敌人。当时正在奥地利流亡的毕苏茨基组建了一个由波兰族士兵组成的军团为同盟国作战。在德国军队征服了俄属波兰之后，德国在华沙扶植了一名摄政王，但是这名摄政王的权力十分有限，并且德国也并未将奥占波兰、德占波兰与俄占波兰统一起来。同盟国对波兰唯一感兴趣之处便是波兰可以成为西线战场上的一个炮灰来源。在看到同盟国的这种做法后，毕苏茨基不再对德国抱有幻想，拒绝继续与之合作，因此被德国关押在马格德堡（Magdeburg）的监狱中。就在毕苏茨基被押期间，他原先的副官之一哈勒（Haller）将军领导另一支波兰军团在法国为协约国的战斗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战”后主要在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倡导下，民族自决原则成为处理东欧民族问题的基础。凡尔赛体系决定重建波兰，扩大罗马尼亚的疆域，此外还决定在中欧地区建立一个新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在巴尔干地区建立一个新国家南斯拉夫。“一战”不仅体现了东欧地区的民族构成的复杂性、民族关系的复杂性、民族问题的尖锐性，也为“二战”的爆发埋下了祸根。

第三节　东欧地区的民族分布状况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东欧地区主体民族的分布状况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进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东欧地区的日耳曼人在“二战”爆发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首先分析“一战”后、“二战”前英、法、意、德四国在东欧地区所采取的战略与东欧地区主体民族的分布状况之间的关系。当时在大国中苏联的情况比较特殊。在“一战”后苏联基本退出了东欧地区，直到1939年出兵占领波兰的东部领土，苏联才在阔别20年后重返这一地区。而且在“二战”前苏联在东欧地区的邻国与苏联的关系都不佳。例如“一战”后波兰曾与苏俄发生了边境冲突，而由于苏联拒绝接受罗马尼亚在1918年吞并比萨拉比亚地区的行为，因此罗马尼亚直到1934年才承认苏联政府。

英国和法国在“一战”后的主要战略目标之一是遏制苏联，两国尤其不愿看到德国和苏联结盟。在1922年，德国和苏俄签署了确定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的《拉巴洛条约》（Treaty of Rapallo），这加剧了英法的担忧。从上述立场出发，英法两国企图让东欧国家扮演防止苏联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向西方扩散的“防波堤”角色，并起到隔绝德国和苏联的作用。“一战”后波兰的复国、罗马尼亚版图的扩大都与英、法企图让这两个国家充当隔离共产主义的“防疫封锁线”有关。

意大利由于感到在“一战”后未能得到应得的利益，因此向外扩张的野心极度膨胀。由于其地理位置靠近东欧，因此在纳粹德国主导欧洲外交活动的走向之前，意大利扮演了侵略东欧地区的急先锋角色。意大利在东欧地区的主要战略目标是控制地中海地区，但是要想控制地中海必须首先遏制南斯拉夫。这是因为意大利控制地中海的关键是控制阿尔巴尼亚和希腊，而南斯拉夫可以成为这两个国家的后盾。此外意大利在争夺殖民地问题上与法国存在矛盾，意大利认为“一战”后新出现的、靠近本国领土的南斯拉夫如果与法国结盟就会对自身构成威胁。早在第一南斯拉夫成立之际，意大利就向协约国施压，迟迟不承认该国。两国在边境地区也存在着严重的领土纠纷。例如，伊斯特里亚半岛是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意大利人的混居区，两国均欲得之，但最终经过较量，南斯拉夫不得不将该地区让给意大利。而后，意大利遏制南斯拉夫的手段有三个，一是控制阿尔巴尼亚；二是拉拢南斯拉夫的邻国匈牙利、奥地利；三是支持南斯拉夫境内的民族主义组织。

在控制阿尔巴尼亚方面，“一战”后南斯拉夫和意大利都曾试图影响阿尔巴尼亚的政治局势，例如在1924年南斯拉夫曾为流亡到本国境内的前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佐格提供了一支军队，佐格依靠这支军队成为阿尔巴尼亚总统。但最终还是意大利成功控制了阿尔巴尼亚。两国在1926年11月签署了《意大利-阿尔巴尼亚公约》（Italo-Albaian Pact）。这项公约规定，签约的任何一方都不能与第三方达成任何有损于对方的利益的政治或军事协议。作为对此的反应，南斯拉夫于1927年签署了《法国-南斯拉夫条约》。这个条约签署后意大利立即宣布：意大利与阿尔巴尼亚建立起正式的军事同盟关系。此后意大利不断增强对阿尔巴尼亚的军队和经济的控制。1928年，佐格自任为“阿尔巴尼亚人的佐格一世国王”。由于佐格的这个称号暗示他有扩张阿尔巴尼亚的领土、获得南斯拉夫境内的阿尔巴尼亚族人口的野心，因此南斯拉夫对阿尔巴尼亚的反感进一步加剧。1939年4月，意大利直接出兵侵入阿尔巴尼亚，“意大利国王伊曼纽尔三世同时成为阿尔巴尼亚的国王”
[19]

 。而后，“在1943年意大利崩溃之后，德国人在违背自己的战略意图的情况下侵入并占领了阿尔巴尼亚”
[20]

 。

在拉拢匈牙利、奥地利方面，意大利首先以支持匈牙利的修约主张为诱饵迅速拉近了两国关系，1927年与匈牙利签订了一项友好公约。1934年意大利、匈牙利和奥地利三国又签署了《罗马议定书》（Rome Protocols），意大利在协议中承诺向奥地利、匈牙利开放本国市场并为两国提供使用港口的便利。

在支持民族主义组织方面，意大利积极支持主张克罗地亚脱离南斯拉夫独立的“乌斯塔莎”组织以及主张马其顿独立（或脱离南斯拉夫、归属保加利亚）的“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克罗地亚、马其顿两个民族在“一战”后均加入南斯拉夫，这种情况导致这两个民族中的部分人士强烈不满。这两个组织在南斯拉夫制造了许多骚乱。意大利支持它们的做法的实质就是在挖南斯拉夫的墙脚。1934年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遇刺一事正是意大利支持下的乌斯塔莎组织所为。南斯拉夫国王比较亲法，他的遇刺使法、南两国关系有所疏远，而德国对南斯拉夫的影响力则相应增强。

德国在1936年与意大利结成“柏林-罗马轴心”，此后意大利在东欧的影响力逐渐被德国取代。德国东进的目标必然首先是东欧地区，因此德国在“二战”爆发前就已经开始了对东欧的争夺。德国于“二战”前在东欧地区扩大自己的影响力的手段有以下四个。

第一，经济手段。在世界经济危机之际德国以经济合作的形式加紧了对东欧国家的控制。双方在经济上的互补性使德国的此项战略开展得顺风顺水。以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三国为例，“1934年5月，德国先后与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签订了贸易协定。德南贸易额在两年之间增长了两倍，德国在南斯拉夫的对外贸易中排在首位”
[21]

 。“1936年德国在南斯拉夫的出口中占23.7%，1938年增至35.9%，1939年更增至47.7%”
[22]

 。“1936年底，南斯拉夫的外国投资总额中，法国占17%，英国占14%，捷克斯洛伐克占12%，希腊占0.88%。但是两年之后德国在南斯拉夫的对外贸易中跃居首位，在投资总额中占第三位。”
[23]

 “1935年3月，罗德两国经过谈判签订了扩大贸易的新协定。1937年，两国的贸易额从1933年的100多万马克激增到3亿马克。”
[24]

 “到1939年，德国在保加利亚进出口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分别达65.5%和67.8%，保加利亚成了德国在巴尔干国家中的头号贸易伙伴。”
[25]



第二，开展关于排犹主义的宣传。在“二战”前，东欧地区的犹太人控制着东欧国家的大量的经济资源，因此排犹主义在东欧地区盛行，德国鼓吹排犹主义能够得到一部分东欧政府和群众的支持。

第三，开展反共宣传。“一战”后东欧国家对苏联的影响力和共产主义的传播怀有恐惧心理，德国宣称自己能够保护东欧国家免受苏联的侵略。

第四，积极开展外交斗争。最著名的例子是德国在捷克斯洛伐克所取得的外交胜利，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苏台德地区分布着大量日耳曼人一事为德国获得这场外交斗争的胜利提供了绝佳的理由。由于捷克斯洛伐克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军事地位非常重要，德国的军队要想东进必须控制这一地区，因此在“二战”前捷克斯洛伐克成了希特勒必须首先征服的目标。1938年的慕尼黑会议决定：“捷克斯洛伐克必须将苏台德地区和与奥地利接壤的南部地区割让给德国，必须在10月1～10日间从上述领土撤退完毕，必须将上述地区的军事设施、厂矿企业、运输工具等无偿地交给德国”
[26]

 ，对于尚不能确定是否以日耳曼人口为主的地区，“由这一地区的人民举行公民投票来决定是否和德国联合，可是公民投票从未举行”
[27]

 ，慕尼黑协议还决定捷克斯洛伐克境内主要居住着罗斯尼亚族的下喀尔巴阡罗斯尼亚省实行自治。1939年希特勒又直接出兵侵入捷克-斯洛伐克。按照德国的安排，斯洛伐克实现了“独立”，而罗斯尼亚省被匈牙利获得。

捷克斯洛伐克的陷落对波兰的影响最大，因为此时波兰已经被德国的势力包围了。在东部，德国控制了捷克、斯洛伐克，“作为对波兰的进攻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德军高级指挥层在斯洛伐克的领土上驻扎了德国的部分军队”
[28]

 ；在西部，德国已与苏联达成了瓜分波兰的秘密协定，“1939年，希特勒要求波兰归还但泽和波兰走廊（Polish Corridor），其提出的理由是这些地区居住着讲德语的人口。在波兰做出回复之前，纳粹德国和共产主义俄国公布了一项为期十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29]

 。这个条约还包括关于两国瓜分波兰的秘密条款。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打响。“波兰本打算在本国东南部——即波兰与罗马尼亚的边境地区——开展一次反攻，但苏联军队在9月17日进入波兰的行动最终打破了波兰的设想，也暂时结束了波兰的命运。”
[30]



受到“二战”爆发和波兰被瓜分的最直接威胁的下一个东欧国家是波兰的邻国罗马尼亚。1940年法国陷落后，罗马尼亚四周不仅面临着德国和苏联的威胁（罗、苏关系在“一战”后曾长期紧张），也面临着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威胁。苏联在同年6月出兵占领了布科维纳的北部地区和比萨拉比亚地区。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亦在7月对罗马尼亚提出了领土要求。在德国的压力下，罗马尼亚将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结束后保加利亚割让给罗马尼亚的南多布罗加归还给保加利亚，该地区生活有大量的土耳其人和保加利亚人；又将特兰西瓦尼亚的一半交给了匈牙利。在1940年秋季，希特勒直接出兵控制了罗马尼亚。“同年11月，罗马尼亚正式加入轴心国集团。”
[31]

 “到1941年6月，罗马尼亚加入到纳粹德国对苏联的进攻行动之中。”
[32]



在罗马尼亚受到纳粹德国控制之后，毗邻罗马尼亚的保加利亚就成了德国意图掌控的下一个目标。在当时，控制了阿尔巴尼亚的意大利从阿尔巴尼亚向希腊发起了进攻，德国要求保加利亚协助意大利进攻希腊，但保加利亚没有出兵。1941年3月1日保加利亚在维也纳签署了加入轴心国的协议，尔时德国的军队从罗马尼亚倾巢而出，侵入并控制了保加利亚。

保加利亚受到德国控制后，德国和意大利已经从东、北、西三个方向包围了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南面的希腊也正受到意大利的侵略。这时希特勒要求南斯拉夫尽快表明是否接受与德国方面进行合作。1941年3月25日，南斯拉夫被迫加入《三强公约》（Three-Power Pact）。签约后，南斯拉夫的部分军官在27日凌晨发动了政变，此次政变的背后有英国的身影，因为英国不愿看到南斯拉夫倒向德国。这次政变的直接结果是使南斯拉夫处于危险之中。新的南斯拉夫政府渴望得到英美的帮助，“并于4月5日和苏联签订《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次日，德国即伙同意大利、匈牙利、保加利亚向南斯拉夫和希腊发动进攻”
[33]

 。面对轴心国的出兵，南斯拉夫未能得到任何外援，由于军事准备不足很快便被攻陷。在此期间，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的矛盾也有所体现。“影响南斯拉夫军队战斗力的主要因素，除了装备和交通联络差、军火不足、武器落后外，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之间的分歧也产生了很坏的影响。克罗地亚士兵通常由塞尔维亚军官指挥。他们对这些军官既不信任，又害怕或鄙视……”
[34]

 “驻守在南斯拉夫北部的第4集团军实际上根本就没想好好抵抗德国人，因为该集团军的绝大多数成员是克罗地亚人，在乌斯塔沙渗透分子的宣传下，他们将德国人视为把自己从塞尔维亚人暴政中解救出来的解放者。”
[35]

 但是南斯拉夫的残余部队和人民在其后的四年中开展了顽强的游击战争。

南斯拉夫覆灭后遭到轴心国的瓜分。意大利占领了黑山和斯洛文尼亚南部，塞尔维亚和斯洛文尼亚的大部分（北部）被划给德国，斯洛文尼亚的东部、伏伊伏丁那的大部被划给匈牙利，马其顿被划给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获得了科索沃。这种划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以民族构成为依据的。例如斯洛文尼亚长期受奥地利统治，希特勒意图将该地区的居民同化为日耳曼人。希特勒指示将巴奇卡地区（属伏伊伏丁那）划给匈牙利，这是因为这一地区居住着许多马扎尔人；但此外当地还有约30万日耳曼人，希特勒则设想在以后将对这部分日耳曼人进行迁徙，使之进入纯日耳曼人生活区。
[36]

 在匈牙利控制了巴奇卡地区后，“马扎尔化”的政策得到了推行，塞尔维亚人、犹太人、斯洛文尼亚人遭到屠杀或被关进集中营。如“在奥匈边界的沙尔瓦尔集中营，匈牙利关押了18000名来自伏伊伏丁那的塞尔维亚人和680名来自梅久穆列-普雷科穆列地区的斯洛文尼亚人”
[37]

 。而在巴纳特地区，由于日耳曼人较多，“德国在这一地区的行政管理可以依赖为数众多的德语居民。柏林的最终目标是在巴纳特成立一个日耳曼国家”
[38]

 。

德国在塞尔维亚建立了由亲德国的政客组成的傀儡政权。克罗地亚则获得了独立的机会，“1941年后，纳粹对巴尔干的占领让种族之间一触即发的紧张关系浮上台面，同时也给了少数民族扭转局势的机会。现代的克罗地亚首次争取到独立，成了轴心国的傀儡国……该政府禁止使用西里尔字母
[39]

 ，迫害塞尔维亚人和犹太人”
[40]

 。克罗地亚人的纳粹组织乌斯塔莎在克罗地亚进行了种族清洗，“在实施大清洗期间，估计共有20万人遭屠杀，另有20万人被强迫改信天主教”
[41]

 。南斯拉夫在“二战”期间的分裂绝非偶然。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建立起一个南斯拉夫联邦，可能并不符合这两个民族的实际亲近程度，依靠良好的主观愿望建立起来的国家反而使两个民族的关系疏远起来，好事反而变成了坏事。

在“二战”中，德、意法西斯先后征服了阿尔巴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希腊和南斯拉夫，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两国为德国提供了大量的军队，德国未要求保加利亚出兵对抗苏联，这是因为德国知道保加利亚人民比较亲苏。德、意还制造了两个“傀儡国家”——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这种做法之所以能够成功，正是利用了两国内部都存在着严重的民族矛盾这一现实情况。

但是随着“二战”的推进，东欧的局势也发生了变化。1944年8月，罗马尼亚国内出现革命，亲法西斯政权倒台；9月，保加利亚革命建立了祖国阵线政府；10月，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解放了贝尔格莱德；11月，阿尔巴尼亚建立起人民政权。此后，东欧逐渐走出了法西斯的阴霾，迎来了“二战”的胜利。

分析东欧地区的民族分布状况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东欧的日耳曼人问题。“希特勒本人对其他民族的态度，始终同传统的、怀有泛日耳曼主义思想的其他奥地利人的态度相同。”
[42]

 希特勒的泛日耳曼主义，一方面表现为为日耳曼民族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表现为将生活在其他国家之中的日耳曼人“解放出来”，将他们生活的土地都并入德国之中，使他们成为所在地区的主人。然而，希特勒发动“二战”的结果并未实现这两个目的，反而使日耳曼人的生存空间“压缩”了。1933年希特勒领导的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德国上台执政并使德国逐渐走上法西斯道路，该事件对整个东欧地区的日耳曼裔少数民族都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下面分国别介绍这种影响。

在南斯拉夫，从1933年起德国纳粹在该国的日耳曼人中的影响力逐渐增大，其中斯拉沃尼亚地区的一个日耳曼人阿尔特盖尔（Altgayer）成立了一个公开支持纳粹的协会。在德奥合并之后，阿尔特盖尔又提出南斯拉夫境内的日耳曼人实行自治的要求。该国的另一个日耳曼人组织是巴奇卡和巴纳特地区的日耳曼人在1920年建立的“士瓦本人-德意志文化联合会”（Schwäbisch-deutscher Kulturbund），在成立初期，这个联盟并不具有纳粹组织的性质，但是在《慕尼黑协定》订立之后这个联盟接纳了阿尔特盖尔，其性质逐渐变为纳粹组织。有文献指出：“德国特工部门积极参与策划成立的南斯拉夫-德国协会在南斯拉夫广泛传播亲德国情绪，德国的‘文化联合会’在南斯拉夫的德意志人（有50多万人）中积极活动。德国特工部门派遣的间谍以文化联合会为掩护进行公开活动，在南斯拉夫军界和政界建立广泛的间谍网络和‘第五纵队’。在以体育组织为名义开办的拳击学校中，德国教官为未来战争训练从事破坏活动的德意志人。”
[43]

 1941年德军对南斯拉夫发起进攻的过程中，南斯拉夫的日耳曼人扮演了第五纵队的角色——“甚至在塞尔维亚的部队中，纳粹也找到了自己的代理人，即塞尔维亚法西斯组织‘南斯拉夫国民运动’的成员”
[44]

 。

在德国占领期间，德国将比萨拉比亚和波斯尼亚地区的日耳曼人移到斯洛文尼亚地区定居，以同化斯洛文尼亚人。由于斯洛文尼亚曾长期受到奥地利政权的统治，德国纳粹在“二战”期间就向斯洛文尼亚人宣传“他们事实上都是日耳曼人，能够很容易地重操他们本来的母语——德语。”纳粹还组织了一个“斯蒂里亚同乡会”，目的是帮助斯洛文尼亚人恢复“日耳曼人民族记忆”。但由于德军战败，此计划自然无法成功，但是，如果德国长期统治这里，斯洛文尼亚人被同化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

在德国扶持下获得独立的克罗地亚居住的日耳曼人约为18万，在纳粹的推动下，日耳曼人在“克罗地亚独立国”中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甚至超过了克罗地亚人，比如日耳曼人的“领袖布拉尼米尔·阿尔特加耶尔成为国家行政长官，在日耳曼族人的所有内部事务上拥有‘最高权力’；克罗地亚法院无权审判日耳曼人；日耳曼族的文官……还向希特勒宣誓效忠；日耳曼族可以按照纳粹党的仪式悬挂万字旗，唱德国歌曲，穿德国制服和行纳粹敬礼，俨然是国中之国”
[45]

 。为了争取德国的好感，克罗地亚领导人甚至对克罗地亚人的民族归属进行了重新定位：“克罗地亚人根本不属斯拉夫血统，他们是哥特人的后代，关于他们是斯拉夫人的说法完全是别人强加于他们的。”
[46]



但是也需指出，面对轴心国的侵略，前南斯拉夫各民族中都不乏奋起反抗者，在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黑山人中都出现了反抗德军的游击队，其中共产党人在游击队中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而且阿尔巴尼亚人中的一部分游击队也与斯拉夫人的游击队进行了合作，这种现象显示出一部分巴尔干居民因反抗纳粹这一共同事业而加强了彼此之间的团结。在1942年秋季，德国曾安排生活在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西南部的日耳曼人返回德国居住，其目的就是保护这些人免受游击队的进攻。

在罗马尼亚，早在1930年一个名为法布里蒂乌斯（Fabritius）的日耳曼人就创立了一个以民族社会主义为意识形态基础的“革新运动”（Erneuerungsbewegung），当时纳粹还没有在德国上台掌权。此后不久，法布里蒂乌斯和另一位名为古斯都（Gust）的纳粹分子在罗马尼亚建立了一个由日耳曼人组成的纳粹党。罗马尼亚政府在1934年取缔了这个党，但该党在此后不久就改头换面重新登场。“二战”前罗马尼亚国内的日耳曼人，尤其是日耳曼族年轻人对纳粹的认同感不断增强。罗马尼亚当局对此也采取了容忍的态度。在1940年“铁卫”（Iron Guard）组织执掌了罗马尼亚的政权之后，罗马尼亚官方与德国的关系非常好，因此对国内的日耳曼人给予了厚待。“由于在巴尔干半岛，罗马尼亚是犹太人最集中的地方，罗马尼亚政府在30年代便开始推行排犹主义，在政府机关中清洗犹太人，到处没收犹太人的财产。”
[47]

 当时罗马尼亚发起了将犹太人开办的企业实现“罗马尼亚化”的运动。罗马尼亚政府安排一些日耳曼人取代原来的犹太人成为工厂主和店主。安东内斯库领导的政府在清洗了“铁卫”组织之后依然延续了这种亲日耳曼人的政策。

在波兰，前文已提到，波兰的日耳曼族从“一战”后波兰建国开始就非常反感新的国家。1934年两国签订了《德-波条约》之后，德国和波兰于1937年又发表了一份联合宣言，宣言中承诺保护本国境内的对方民族人口的入学和参加文化团体的权利。然而这些外交上的举动并没有改善波兰境内的波兰族和日耳曼族的关系。虽然波兰政府在30年代以后一直不允许本国的日耳曼人建立起正式的纳粹组织，但是纳粹的理念在日耳曼人中传播得很快，一些人也长期与德国的纳粹组织保持着联络。与南斯拉夫境内的日耳曼人一样，在“二战”中，波兰的日耳曼人充当了德军的第五纵队，在德国占领了波兰西部地区之后他们还充当了德国的代理人。

在匈牙利，该国境内大量的日耳曼人早在“一战”之前就已经被马扎尔化了。“一战”后，匈牙利政府对国内的日耳曼人提出的、实行自治的要求予以了坚决的抵制。纳粹上台后，德国非常关注匈牙利的日耳曼人。德国曾派出使节到匈牙利了解日耳曼族的状况。匈牙利政府不愿惹恼德国，因此对本国的日耳曼族少数民族做出了一定的让步并对德国纳粹在本国的日耳曼族中间开展的宣传采取了容忍的态度。在德国势力的影响下，匈牙利的日耳曼人中的很多年轻人成为纳粹分子。从1935年左右开始，纳粹团体开始在匈牙利出现。在1935年至1938年期间匈牙利存在着10多个纳粹团体，但是都非常弱小。然而到了1938年8月，由萨拉西（Szálasi）等人领导的两个主要的法西斯团体合并起来，组成了“箭十字党”（Nyilas-keresztes Párt）。箭十字党开展宣传的两大主题是排犹主义和土地改革，使用的是富有蛊惑性的话语，因此很快就开始以惊人的速度赢得学生、失业工人和农村无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的支持。匈牙利政府对萨拉西领导的运动持负面态度，积极地禁止一切带有激进民主色彩的行为，1938年把萨拉西收监入狱，但这种做法却让萨拉西的名声更加大噪。1938年12月，匈牙利又出现了一个纳粹组织“在匈德意志人民族联盟”（Volksbund der Deutschen in Ungarn），该组织的领导人是巴适（Basch）。这个组织鼓励那些已经被马扎尔化了的日耳曼人重新恢复自己的日耳曼族身份。在匈牙利1939年的选举中，“在匈德意志人民族联盟”赢得了多数日耳曼族选民的选票，43名纳粹议员进入了议会，其中28人是萨拉西的追随者。后来箭十字党重新分裂为几个相互之间不和的团体，而德国也不再关注箭十字党，而是更愿意与匈牙利的统治阶级合作。这是因为匈牙利的统治阶级能够在保证本国的内部秩序的同时执行德国的命令，例如1944年4月，拥有德国血统的匈牙利总参谋长韦特将军背着匈牙利政府同德国最高统帅部达成一致，同意德军从匈牙利过境。

在捷克斯洛伐克，在德国纳粹尚未出现之前，波希米亚地区的日耳曼族，特别是其中的资产阶级，就一直抱持着激进的民族主义观点。在奥匈帝国统治时期，波希米亚的日耳曼人曾经推崇过舍内勒提出的泛日耳曼主义，“一战”后他们又开始认同德国的极端民族主义。在希特勒上台后，捷克斯洛伐克的大部分日耳曼裔资产阶级就逐渐演变成了纳粹分子。此外，捷克斯洛伐克的日耳曼族年轻人也对纳粹的宣传趋之若鹜。然而在“一战”后的初期阶段，捷克斯洛伐克的大部分日耳曼族年轻人并没有多少政治热情，他们比较热衷于加入一些体育社团。这些社团在最初只是单纯的体育组织，与政治毫无关系，但是后来这些体育社团逐渐与某些极端民族主义的理论主张结合起来，引导日耳曼族年轻人向纳粹靠拢。其中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的纳粹头目康拉德·亨莱因，他早期就曾是一个体育社团“体育协会”（Turnverbund）的领导人。1934年，亨莱因成为波希米亚地区的日耳曼人组建的一个新的政治团体“苏台德德意志人家园阵线”的领导人。次年这个组织改组为“苏台德德意志党”（Sd. P.），该党在成立当年举行的议会选举中就赢得了多数日耳曼裔选民的选票，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议会中的第二大党。

此外，亨莱因领导的苏台德德意志党还获得了一部分日耳曼族工人的支持。1929年之后的世界经济危机造成了工人经济状况的恶化。世界经济危机对日耳曼人的工厂的打击要比对捷克人的工厂的打击更大。在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捷克人的工厂多是“一战”之后陆续建立的，这些新的工厂更加现代化，而且捷克斯洛伐克当局给予捷克人开办的工厂的经济资助也更多。反观捷克斯洛伐克的日耳曼人工厂，“一战”后这些工厂丧失了原来在奥地利和德国的市场，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对这些工厂亦未采取帮扶措施，而且政府的订单多数给了捷克人的工厂。工厂在雇佣工人时不愿雇佣日耳曼人，此外政府也没有出台帮助失业的日耳曼族工人的措施。这些情况推动了日耳曼族工人对民族主义政党的支持。

当时德国纳粹开展的宣传对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日耳曼人的经济困境大肆渲染，此外还夸大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学校、行政机关中不能使用德语等问题，将这些问题说成是捷克斯洛伐克当局对日耳曼人进行系统迫害的证据。德国纳粹甚至还宣称捷克斯洛伐克设计了旨在消灭该国境内的所有日耳曼人口的邪恶计划。事实上捷克斯洛伐克并没有对该国的日耳曼人加以迫害，纳粹的说法无疑是言过其实的。但是在国内外的纳粹组织开展的宣传的影响下，捷克斯洛伐克的日耳曼人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到1936年，布拉格政府不仅面对着来自富有进攻性的纳粹德国的不断增长的威胁，而且面临着内部的日耳曼裔人口的威胁，日耳曼裔人口正在变得日益激进化并希望从希特勒政权那里得到支持。”
[48]

 当时英法两国中也有舆论支持纳粹的宣传。迫于国内外的压力，捷克斯洛伐克决定优待境内的日耳曼人。1937年，捷政府与由日耳曼人组成的农民党、教会党和社会民主党达成了一项协议，承诺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对日耳曼人做出大幅的让步，但苏台德德意志党将这些让步诋毁为捷克人耍的花招。

在1938年德国和奥地利合并之后，苏台德德意志党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声望更是大增。“日耳曼人的右翼政党与希特勒德国建立起联系的目的是坚决废除凡尔赛体系，因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正是凡尔赛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49]

 除了日耳曼人的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仍然坚持反对苏台德德意志党外，其他日耳曼人政党都转而支持该党。得势了的苏台德德意志党在日耳曼人聚居区大肆迫害捷克人、犹太人和社会民主党党员。

在“二战”期间，一部分生活在东欧地区的日耳曼人还加入了德国党卫军。在“二战”结束后，被俘的德军中就有9万多人来自巴尔干国家。这些战俘有的经审判或未经审判而被处死，其余的人则被迫服劳役，服劳役的日耳曼人中有许多人困顿而死。据记载，在战后的南斯拉夫，非正常死亡的日耳曼族战俘和平民的人数为12万人。
[50]



以上分国别地大致介绍了“二战”时期德国对东欧地区的日耳曼人的影响。通过上述叙述可见，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东欧地区分布着大量的日耳曼人口这一现实曾对德国的政策造成了重大的影响，甚至成为德国发动“二战”的重要原因——因为希特勒想使所有日耳曼人生活在一个国家之中。

“关于德国领土以东地区问题，德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之中的精英们在其宣传中将这些地区描述为一个充满冲突的地区，他们提出，在这些地区日耳曼人必须获得对他们的斯拉夫邻人（大多数邻人是斯拉夫人）的优势地位，只有如此日耳曼民族才能够在当时的强国之中获得自己应有的地位。”
[51]

 德国的民族主义者对东欧地区的这种看法既刺激了德国纳粹征服东欧地区的野心，也成为德国进行侵略扩展的一个诱因，在“二战”期间东欧地区的日耳曼人更是成为德国军队征服东欧国家的一种助力。希特勒从上台之初所宣扬的政策就是将所有日耳曼人重新统一到德意志帝国之内。在起初，大部分人认为希特勒只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因为东欧地区的许多日耳曼人社区与德国的距离非常遥远，人们认为这个目标是无法实现的。然而到了“二战”时期，希特勒的这个说法基本上真的实现了。德国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南斯拉夫。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是德国的盟国，日耳曼人在这两个国家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民族。

在“二战”中占领了东欧的部分地区之后，德国就开始了其在东欧地区塑造民族分布的“新秩序”的计划。这个计划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驱逐波兰人、斯洛文尼亚人等东欧地区的原住民，例如从1939年秋季占领波兰的部分领土开始，德国就立刻大批驱逐波兰人和犹太人。而驱逐这些民族的人口的目的是形成日耳曼人的“生存空间”。第二，调整东欧地区的民族分布格局，接回原来生活在离德国较远的东欧地区的日耳曼人。这项工作的前提是确认东欧地区的日耳曼人的身份，例如“在波兰就有110342名日耳曼人的身份得到了确认，德国为他们发放了身份证，这些得到确定的日耳曼人就构成了‘日耳曼人社区’”
[52]

 。为了接回这些许久之前就定居在欧洲的除德国之外的地区、但是现在有意回到德国周边定居的日耳曼人，德国除了强占东欧地区的部分领土外，还与苏联进行了人口交换（在1938年苏德条约签署之后，两国进行了人口交换，苏联境内的日耳曼人被安置在了东欧地区）。为了安置日耳曼人，德国将东欧地区的土地分配给他们，例如德国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地区的土地分配给9000名原本生活在东欧地区腹地的日耳曼人，“德国这样做的意图是在从布拉格到帝国的边境地区（苏台德地区）创造出一个日耳曼人定居的分布带”
[53]

 。“当时德国所制定的长期计划做出了这样的估计：德国将转移540万以上的日耳曼人。这些日耳曼人主要来自特兰西瓦尼亚、巴纳特、法国、匈牙利和罗马尼亚。”
[54]

 在“二战”中，原本在东欧地区定居的一部分日耳曼人在德国占领了东欧的部分地区之后申请回到德国居住；一部分则继续留在本国，这是因为随着德军的到来，日耳曼人的地位提升、工作机会增多。其中有一些不愿主动返回德国的日耳曼人被强制返回到德国周边定居。第三，同化、吸收一部分东欧民族的人口。对于东欧地区的斯拉夫人，德国的政策以排斥为主，但是对于部分捷克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德国则有意将其同化，例如有“1.5万名斯洛文尼亚人被带到德国境内以实现日耳曼化，而没有被驱逐到塞尔维亚”
[55]

 。德国所意图接收和同化的东欧居民都是工人、农民、技术人员等普通劳动者，年老体弱之人以及知识分子等群体则在受到排斥之列，德国还从波兰等民族中选择了一些儿童带回德国抚养。

纳粹德国的上述这些为日耳曼人争取生存空间的做法给东欧地区的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正如有著作指出的那样：“20世纪见证了民族国家将平民作为自己的暴力的主要针对目标——甚至是首要目标——这样一种极端情况，其中纳粹对东欧地区的征服和试图在他们控制的地域中将犹太人全部消灭或许就是最令人震惊的例子。”
[56]




表5-1　截至1944年6月被安置或转移安置的日耳曼人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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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Research Institute for Military History, ed., Germany and the Seond World War
 , Volume V/II,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3，p. 252.

在德国纳粹上台之前，日耳曼裔少数民族曾经在塞尔维亚人、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人等东欧民族中间和平地生活了几个世纪，日耳曼人和当地人并没有明显的矛盾。但希特勒为了确立德国对全欧洲的统治地位，利用了东欧地区分布着大量的日耳曼人这一点，使东欧地区的日耳曼人变成了他进行侵略扩展的工具。在“二战”期间东欧地区的日耳曼人做了很多令当地民族难以释怀的事情。然而在“二战”结束后，由于发生了大规模驱逐日耳曼人的事件，日耳曼裔少数民族在“二战”前在东欧地区曾经拥有过的那种重要地位、巨大的影响力已经不复存在了。

虽然东欧地区的日耳曼人已再难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的事件的主角，但直到今天日耳曼人问题并没有在东欧地区消失。根据德国《明镜》杂志的报道，时至今日德国每年还会至少支出2000万欧元以资助东欧地区的日耳曼人，而且德国议会中还有议员在提议继续这种支持东欧地区的日耳曼少数民族的政策。
[57]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东欧的民族构成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例如“到了1950年……（巴尔干地区）的犹太人在1930年大约有85.6万人，此时减至不足5万人。数十万纯种日耳曼人被赶出南斯拉夫或从罗马尼亚逃走。斯拉夫人和阿尔巴尼亚人逃离希腊北部，塞尔维亚人逃离科索沃。”
[58]

 这种变化增强了东欧国家的民族构成的同质性，但是民族交叉分布、跨境分布现象仍较突出。

从本章可以看出，两次巴尔干战争使阿尔巴尼亚难以建立起统一的民族国家，使马其顿难以独立成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遭到战争的重创。在“一战”结束后，虽然在美国总统威尔逊倡导的“民族自决原则”的影响下，东欧新建立起了三个所谓的“民族国家”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但是这三个国家在实质上都是多民族国家，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境内还生活有大量的日耳曼人，这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埋下了伏笔。而匈牙利在“一战”后成为丧失民族统一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波兰遭到瓜分，其他东欧国家受到纳粹德国的控制。这些事件都对东欧地区的民族国家的存续造成了重大的冲击。

总之，回顾东欧地区的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可以发现以下一些特点：第一，由于在国际政治格局中较为弱势，这个地区的民族国家出现得比较晚，“在19世纪之初，东中欧地区并无民族国家。相反，这一地区被容纳、瓜分到哈布斯堡、奥斯曼、俄罗斯三个多民族帝国和普鲁士王国之中”
[59]

 。第二，在西欧地区民族国家纷纷崛起——例如德国、意大利于近代实现民族统一并建立起民族国家——的同时，东欧地区的帝国却处在分崩离析的状态中。在几个帝国对东欧地区的统治纷纷走向尾声的基础上，东欧地区出现了一些现代国家。但是这些国家在国际政治格局中较为弱小，其民族结构较为复杂，其内部政治亦不稳定。第三，两次世界大战虽然对东欧地区国家的存在构成了冲击，但相对于东欧国家自身内部蕴含的民族间的张力而言，这些外来的冲击对该地区的国家的生存构成的威胁仍显逊色。民族构成的复杂性为东欧地区的民族建立起自己的民族国家这一理想设置了重重障碍。在冲破这些障碍的过程中往往会爆发严重的民族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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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东欧地区的民族分布状况的形成及其对该地区的民族国家所产生的影响呈现出有别于其他地区的特点。例如在西欧地区同样存在着民族分布状况较为复杂的地区，其中较突出者为瑞士、比利时、西班牙北部、意大利北部、北爱尔兰地区、法国的阿尔萨斯地区等。但东欧地区的民族分布状况在国际政治中的意义与这些地区有着明显的不同，这种差异主要体现为五点。

第一，大国对东欧地区的民族分布状况造成了重大的影响，而西欧地区的多民族分布区则未曾受到大国的影响。以北爱尔兰问题为例，北爱尔兰地区最初是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交叉分布区，后来演变为英国人和爱尔兰人的交叉分布区。该问题最初是英国的内政问题，后来随着爱尔兰的独立变成了英国和爱尔兰两国之间的问题，但世界上的其他大国在此问题中并未发挥过重要的影响力。这一点与阿尔巴尼亚人、匈牙利人成为跨境民族的情况大为不同，与科索沃危机、波黑内战过程中北约积极干涉其中又殊为有异。因此大国对东欧地区的民族分布状况所造成的影响是该地区的一个不同于其他地区的重要特色。这个特色的出现既与东欧地区的国家一般在国际体系中较为弱势有关，也与该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有关。

第二，与第一点相对应，东欧地区的民族分布状况也牵动着大国之间的关系。例如，分布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日耳曼人就在苏台德事件中牵动了德、英、法之间的关系，而1998年的科索沃危机也成了西方国家打压塞尔维亚并进而打击俄罗斯在巴尔干地区的影响力的机会。另外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东欧的民族分布状况亦造成了影响，前文已述，在此不赘。反之，西欧地区的民族交叉分布区则不曾明显产生过这种牵动大国关系的影响力。

第三，多种文明对东欧地区造成了重大的影响，这些文明与东欧的民族分布问题相叠加，使得东欧地区的民族问题更加突出、更加尖锐。有著作指出，在历史上存在着三条根本性的分界线，这些分界线将欧洲大陆分割开来，并由此形成了“东欧地区”，这三条分界线即：天主教与东正教之间的分界线、奥斯曼帝国文化区与受到大型的基督教帝国影响的文化区之间的分界线、西欧与东欧之间的社会-经济状况的分界线。
[1]

 西欧地区的文明亦并不是完全同质化的，但与东欧地区的文明相比，东欧地区的文明之间的差异程度明显要更高一些。东欧地区曾受到西方文明（古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奥地利文明等）和东方文明（俄罗斯文明、奥斯曼文明等）的影响。多种文明的交叉并存反映出这样一种现实：东欧地区未曾出现过强大的、长期存在的民族国家，因此难以形成具备本土特色、具备较强影响力的文明。

宗教在东欧地区的历史上扮演过重要的角色。其一，“东欧地区的宗教曾经在民族的构建过程中发挥了作用而且曾经为那些失去了政治上的独立的人民发挥了一种国家的替代物的作用。”
[2]

 其二，宗教会影响东欧地区的民族的行为，“当一个人认为一套道德或宗教信仰是真实的，那么他就会把这些信仰当作他采取行动的依据”
[3]

 ，宗教对人的行为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其三，在爆发民族冲突期间，宗教差异会与民族冲突相叠加。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前南地区爆发民族冲突期间，教堂等宗教设施成为武装冲突的一个重要的攻击目标。“当塞尔维亚族人推倒清真寺和天主教堂、当克罗地亚族人摧毁清真寺和其他宗教的建筑物时，事实上，他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传播自己的信仰，而是因为这些建筑能够证明其他民族在这个地区的历史并帮助其他民族的成员记忆起他们的过往并促使他们坚守自己的文化身份，摧毁这些建筑物正是为了消灭上述这些目标。”
[4]



文明和宗教的差异都会加剧东欧地区的民族冲突，进而对这里的民族国家产生影响。东欧地区的民族分布状况本就复杂，再加上不同文明、多种宗教在这里的民族的心理上所造成的隔阂，在这种情况下，该地区的民族矛盾实难轻松化解。

第四，东欧地区的民族分布状况所造成的影响又进一步改变了这里的民族分布状况。东欧地区的历史非常复杂，“这里的民族中的某些民族曾经在历史的某一时刻成为征服者和统治者；后来它们的统治又被推翻，因此反过来这些民族又变成了新的征服者的统治对象。”
[5]

 这种交互统治的复杂历史使当地的民族格局一变再变。例如特兰西瓦尼亚和科索沃地区都是两个民族交叉分布、长期争夺的地区，相应民族因这种分布状况而进行了长期的斗争，而斗争的结果又改变了这两个地区的民族格局，如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在争取独立的过程中使得这一地区的塞尔维亚族人口的比例出现大幅下降，而罗马尼亚在获得特兰西瓦尼亚后使该地区的罗马尼亚族人口的比例明显提高。民族之间的斗争使民族分布状况处在持续变化之中，这也是东欧地区的民族分布状况的一大特色。

第五，东欧地区所存在的民族主义情绪明显不同于世界上的其他地区。有西方学者将“民族主义”分为五种类型。国家建构型民族主义（State-Building Nationalism）以同化本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为主要目标；争取独立型民族主义（Peripheral Nationalism）以某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脱离现国家、争取民族独立为主要目标；收复领土型民族主义（Irredetist Nationalism）以收复本国之外生活着本民族人口的领土为主要目标；民族统一型民族主义（Unification Nationalism）以尚未独立、处于分散状况中的民族争取本民族的独立、建立国家为主要目标。此外还有一种民族主义即爱国主义（Patriotism）。
[6]

 在东欧地区，以上五种民族主义都有所表现，而以收复领土型民族主义表现得最为明显；而世界上的其他地区所存在的民族主义情绪远没有东欧地区的民族主义表现得这样全面、丰富。

民族分布状况是观察东欧地区的政治格局的一个重要视角。东欧地区的政治行为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国际政治行为体对东欧政治的干预都会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这一地区的民族分布状况而有所反映。通过对东欧地区的民族分布状况进行观察并追溯这种分布状况的形成过程，就较容易理清东欧地区的主要的政治矛盾的形成过程和政治关系的演变过程。民族分布状况既是东欧地区的政治互动衍生出的结果，又是新的政治互动的基础。

民族分布状况是解释东欧地区何以会体现出其所具备的政治特质的一个绝佳视角。东欧地区的政治史体现出三方面的特征：弱国多、民族矛盾多以及大国对本地区事务的干预多。东欧地区民族分布状况的复杂性使得该地区的相邻民族之间多有矛盾，这些矛盾耗费了相关民族的部分国力，使东欧国家之间相互形成制约关系，进而使这一地区难以出现大国、强国，此外还为大国干预东欧的事务提供了机会和借口；而大国进行武断的干预又会进一步加剧东欧地区民族分布状况的复杂性，进一步加剧该地区相邻民族之间的矛盾。由此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令东欧国家难以摆脱。

通过观察具有上述特色的东欧地区的民族分布状况，可以看出东欧地区的民族分布状况严重影响了这一地区的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民族国家诞生于近代、诞生于西欧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东欧地区的现代国家就出现得较晚，而且其中的许多国家并不是民族国家。在“二战”后，广大亚、非、拉地区的受到殖民者奴役的诸多民族得到了解放，建立起了民族国家；但在此时毗邻西欧的东欧地区的民族国家仍然没有稳固下来，这里又发生了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解体的事件，目前塞尔维亚仍处于解体过程之中。东欧地区的民族分布状况是这一地区的民族国家在形成过程中出现种种变故、显得异常困难、经历多次曲折、几经流血冲突的重要原因。

此外，通过观察东欧地区的民族分布状况对该地区的民族国家造成的影响，还可以得出如下五点认识。

第一，民族交叉分布局面的形成往往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判断孰是孰非往往难以得出准确的结论，而且这种结论也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维持这类地区的和平和安定是应当追求的首要目标，任何改变现状的做法不仅难以做到公平公正，而且在改变现状的过程中往往会令当地的局势形成巨大的波动，会给当地的人民带来巨大的切身痛苦。此外，在改变现状之后往往会留下后遗症，在未来又会引发新一轮的报复事件和政治冲突。

第二，公平对待少数民族是最好的民族政策。对待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应当一视同仁。虐待少数民族必会引发事端，但优待少数民族也会引发民族矛盾。

第三，不应当激烈地推行同化少数民族的政策。激进地同化少数民族只能适得其反，民族融合过程应当在多民族共同繁荣、政治稳定和谐、社会公平进步、文化开放包容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地、缓慢地、长期地实现。当然，不得不承认，在民族主义和民族自决原则盛行的时代，实现民族融合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自从民族主义的时代到来之后以及对民族自决原则的宣传出现之后，世界上就没有出现过具有重要意义的、实现民族融合的例子”
[7]

 ——但是推动民族融合方面的工作还需要继续去做，并且在这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亦不会没有收获。

第四，一般而言，单一民族国家比多民族国家更加稳定。多民族国家之中天然地存在着分裂的倾向，因此多民族国家必须主动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做出持续的努力。改变多民族国家现状的过程会给有关国家、民族和人民带来巨大的伤害、损失和痛苦。

第五，在历史上，西方大国在干预小国的民族问题的过程中往往会根据自身的利益而选择支持一方、压抑另一方的做法，这会导致因问题处理得不够公平而留下民族积怨，从而为未来再一次爆发事端埋下伏笔。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政治环境的民主化程度比“二战”前大为深化，通过武力改变国境线、解决民族问题的做法已经很难行得通了。这是东欧剧变以来匈牙利与斯洛伐克、塞尔维亚等邻国的关系维持了和平并出现改善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与“二战”前相比，“二战”结束以来世界上的多数国家对国内的少数民族的包容程度普遍有所提高，在给予少数民族基本权利方面的做法已经出现了大幅的改善，这是多数东欧国家在“二战”后没有爆发重大的少数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因。

但自“二战”结束以来，有三类民族问题在东欧地区凸现出来。

第一类是因民族自决原则而衍生出的民族问题。英国学者霍布斯鲍姆“认为民族主义在较早的历史阶段中——即在各国人民于独裁和帝国统治之下争取自由的阶段中——曾经发挥了进步作用，但是此后就发挥了一种反动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将本应该生活在一起的人群分裂开来”
[8]

 。这种造成人群的分裂的民族主义主要体现为民族自决原则——“蕴含在民族主义之中的是这样一种观念：拥有共同的民族起源、语言和政治理想的民族有权利建立起主权国家；这种观念就被命名为‘民族自决’”
[9]

 。在“二战”前，民族自决原则就曾引发了许多暴力事件，“宣称人类的基本组成单位即是民族而且民族的最终归宿只有在民族建立起了自己的民族国家之后才达致圆满的说法是充满生机、广有市场并且蛊惑人心的；这种说法在纳粹政权中以种族和统治民族应有的领土这一概念的形式呈现出来，因此变得极其暴力。”
[10]

 近年来，民族自决原则更是成了一种流行的逻辑，甚至有著作将“民族主义”等同为“民族自决原则”——“民族主义是这样一种信仰：一个民族应当实现民族自决”
[11]

 。在民族自决原则大行其道的情况下，少数民族从东欧地区既有国家中分裂出去的现象大幅增加，“在1989、1990、1991年，东欧和苏联地区的要求建立新国家的呼声都是以民族原则为基础的。这些新国家的某些发言人甚至宣称在他们组建国家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种自然权利：一个民族有权组成一个国家。”
[12]



民族自决原则与人民主权原则是一脉相承的，例如“美国革命的一个关键的特征是人民即主权这一概念的流行化和激进化。”
[13]

 人民主权原则在理论上是高尚的，但在现实中却难以完全实现，而且还会引发一些严重的问题，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与民族自决原则有关的问题。列宁对民族自决原则的承认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各民族乃至各国的工人阶级要实现团结。但是在缺乏这个前提的情况下，民族自决原则就会给国家的存在带来重大的挑战。以苏联为例，苏联在理论上承认民族自决原则，在现实中却无法践行这一原则。“苏联的1936年、1977年宪法是绝无仅有的，因为这两部宪法规定15个受到承认的共和国拥有退出联邦的权利（1936年宪法第二章第17款，1977年宪法第八章第72款）。但是这些权利自然得不到支持。”
[14]

 到最后苏联的解体也与少数民族的纷纷独立有关。

民族自决原则在理论上的主要问题在于准备实践“自决原则”的“民族”究竟何谓。例如“在1919年，美国国务卿罗伯特·兰辛（Robert Lansing）就自问道，‘当威尔逊总统谈论‘自决’时，他所指的实体是什么？他是指一个种族、一个地理区域还是一个社区？’这些都是很好的问题，这些问题从来都没有得到充分阐释或得到令人满意的答案”
[15]

 。著名学者奥克肖特亦指出，“有些人使用‘民族’这个词语来称谓特定的人群，以便使其能够实现民族自决；但是对于哪些因素构成一个可以实现民族自决的民族，人们并没有统一的意见”
[16]

 。还有著作指出：“人们批判民族自决原则，认为它是危险的，这是因为它为世界的政治版图的确定制造了许多麻烦，它使国家的疆域受到永久性的不稳定局面的威胁，而且它没有明确哪一类人群构成了有权实现民族自决的‘主体’，也没有明确有关自决应当如何实现。”
[17]



实行民族自决、改变国家现状的做法在一般情况下都会造成重大的政治冲突，会给相关国家、民族、人民带来重大的人身和财产损失。而且必须首先确定清楚的一个问题是：某一时期某一人群中存在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否是理性的。这是因为有许多民族主义情绪是人为煽动起来的，有时贸然实行民族自决对相应民族的利益并没有现实的好处，甚至会损害有关民族的利益。有许多学者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想象的产物：“民族主义是通过不断加强对历史的记忆而构建的一种集体的想象的产物。”
[18]

 用这种民族主义来指导行动时，特别要注意避免出现盲动现象。如果不存在民族压迫，就没有理由践行民族自决原则。如果民族压迫问题能够用其他方式解决，就不要实行民族分离、民族独立。民族独立应当成为解决民族问题的最后一个选项。

第二类是因国际势力插手而出现的民族问题。有些国际政治行为体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积极挑动某些民族问题。如德国在“二战”前挑动东欧地区的日耳曼人问题，北约利用前南地区的民族问题扩大自己在巴尔干地区的影响力就是如此。由于民族问题都是长期形成、难以一时解决的问题，因此一旦被挑动起来，就将是十分棘手、极端尖锐、极其难以解决的。对这类问题要及早防范、多做工作、全力化解。

第三类是围绕新移民而产生的民族问题。在东欧剧变后，国际人口流动的规模增大、频度增强，各国境内的新移民群体增多。相对于早已生活在某国的外族人而言，新到来的移民往往会使社会产生更强烈的不适应感。在东欧历史上，犹太人、罗姆人群体都曾引发重大的排外事件，有关经验值得重视。

有学者指出，“研究东欧地区的民族主义、政治中的民族因素以及民族冲突的突出意义就在于：这一地区可以被看作是更加广泛的地域范围内的政治趋势的先导者”
[19]

 。从这个意义上讲，东欧地区所出现的上述三类民族问题在未来值得着重予以关注，而且其现实意义并不仅仅局限于东欧地区。

笔者还想提到的一种观点是，西方学界流行着“民族问题乃是民族主义盛行而造成的”的看法。例如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提出：“在这些人民中引入西方（关于民族主义）的思考方式，结果是造成屠杀……那样的屠杀其实只是相互依存的邻邦被致命西方观念煽动而进行的极端民族斗争。”
[20]

 然而笔者认为，此种观点忽视了有关民族之间本身就存在着的差异性和矛盾。民族之间的客观的差异性的存在，乃是民族主义得以兴起的客观基础，这种既有的差异性、矛盾性助推了民族主义的产生、发展，民族主义反过来又加深了有关民族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如认为“单纯因为民族主义观念的传播，就造成了民族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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